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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我亲爱的姐妹奥里特和阿尔萨
 
  
   
  
  引言
 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样儿
 
  当我的儿子罗恩到了能与我们顺畅交流的年龄时，我真是满心欢喜。那个阶段，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开始说谎。我们告诉他，好人不该说谎，诚实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很快，这堂道德课让我惹火上身。
 
  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直到7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带他去了迪士尼乐园。我们排队买票。牌子上写着：“3岁以下：免费。3岁及以上：117美元。”轮到我们付款时，笑容可掬的售票员问我罗恩多大了，我说：“差不多3岁。”严格地说，我并没有说谎，他是差不多3岁，但我回答的角度是错的，几个月前，他刚过了3岁生日。我为自己买了票，售票员一直面带微笑。我们进了迪士尼乐园，玩得很开心。
 
  图A-1是售票处发生的一幕以及半小时后的情景。
 
  罗恩说：“爸爸，我搞不明白。你告诉我，坏人才说谎，但你刚刚说了谎！”我想让罗恩“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样儿”，但这种教育方法并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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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1 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样儿……
 
  
 
  先别急着评判我的道德标准。事实证明，“四舍五入”孩子年龄的可不止我一人。Vacationkids.com上有篇文章，题为《为获得家庭度假优惠，你会谎报孩子年龄吗？》。文章称，该问题在谷歌上的搜索量超过20亿次（没错，是20亿次）！[image: ]从谷歌的统计来看，我可不是唯一的说谎者。
 
  罗恩从我这里获得了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号：我的所言和（为了逃掉117美元门票）我的所行。矛盾信号可以理解为，你说的是一套，但在激励面前做的却是另一套。简言之，本书的主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混合信号。
 
  罗恩认为我在意哪个？他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图A-2是我们抵达下一处游乐设施时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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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2 罗恩的结论是：学我的样儿，不照我说的做
 
  
 
  关键是要明白：激励会传递信号。你的所言和激励信号之间经常存在冲突。你可以对所有人宣称，你注重诚实的品质，但光说没用。为了言而有信，你需要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去支持它，比如支付全额票价。如果你说的话与提供的激励措施一致，信号就是可信的、易于理解的。
 
  理解了信号，就知道如何让激励更有效。例如，迪士尼乐园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谎报年龄的人数？一个简单的做法是让游客携带出生证明等文件，以证明孩子的年龄。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人们去迪士尼乐园是为了融入幸福的大家庭，而不是为了接受监督检查。要求提供文件可能会减少说谎人数，但也会制造很多麻烦，引发不少负面情绪。
 
  花一分钟思考一下解决方案。
 
  我们有一个基于信号的解决方案：迪士尼可以要求你买票时孩子必须在场。这会让你像我一样面对混合信号的两难选择：是当着孩子的面说谎，还是付117美元？迪士尼甚至可以让孩子自报年龄，比如问孩子“你过了3岁生日吗”。你可以教孩子对售票员说谎，但伙计，这可是一个强大且代价高昂的信号，这表明说谎是可接受的。
 
  工作中的混合信号
 
  许多激励传递出令人困惑的混合信号，产生了与预期不符的结果。继续读下去，你将了解到，在设计激励措施时，即使是大公司也经常犯这类错误。
 
  设想一下，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员工，团队合作至关重要，但她为成功而设计的激励措施却基于个人的工作。结果显而易见：员工会忽略首席执行官的话，努力实现个人成功和金钱收益的最大化，因为他们从激励中读到了这一信号。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为避免混合信号，首席执行官不该使用任何激励措施。本书考察了正面和反面两种观点，探讨了形成最佳激励机制的中间地带，它可以让激励与想要传递的信息保持一致，避免混合信号的产生。
 
  混合信号的例子包括：
 
  • 鼓励团队合作，却激励个人成功
 
  • 鼓励长期目标，却奖励短期成果
 
  • 鼓励创新和冒险，却惩罚失败
 
  • 强调质量的重要性，却按数量计酬
 
  我的目标是向你展示如何明智地激励员工——如何避免混合信号，设计出简单、有效且合乎道德的激励措施。
 
  掌控故事
 
  从左到右观看图A-3。你看到了什么？[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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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 你的故事是什么？
 
  
 
  我在演讲时向听众提出这个问题，我听到了一些富有创意且颇为有趣的回答。有些答案中规中矩，比如“左上角出现一个圆，它向中心移动，星星移出了框架”。有些答案则别出心裁：“这是庸人击败天才的过程”；“成为月亮，而不是星星”；“唯有强者才能生存”；“球令人生厌”。
 
  观众为抽象的形状注入意义，使其合乎情理。他们的回答让我兴致盎然，接下来我请他们猜猜后续情节。人们填补空白的能力再次得到验证：“别担心，星星会杀回来，占领中心位置”；“学会在不公平的世界中生活”；“圆受到了惩罚”。
 
  这些反馈背后的心理学很有趣。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用看到的事物创造故事，填补图片中的空白；大脑不是对简单的物体图片做出反应，而是创造某种叙事，甚至创造出公平和惩罚这类道德价值观。故事赋予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事件以意义，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经历。它的用途很广：它帮助我们记忆和评估事件，并理解世界。
 
  掌握塑造故事的能力很重要，如果设计得当，激励措施就可以拥有这种能力。以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依维斯特为例，1999年，他接受巴西某报社的采访，探讨了一种激励方案。其想法涉及自动售货机自动测温的新技术，依维斯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让自动售货机为商品定价。当天气炎热时，人们更想购买可口可乐，他认为气温升高时应提高可口可乐的价格。
 
  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价格随需求的增长而上涨。可口可乐平时卖1美元，在炎热的日子里，自动售货机会对气温做出反应，将价格提高到1.5美元，如图A-4所示。动态定价在航空公司、酒店等很多行业中并不罕见。
 
  然而，温控定价的消息一传出，顾客不高兴了。媒体推波助澜，称依维斯特的定价计划是“利用忠实客户需求的冷血策略”。[image: ]
 
  可口可乐没能塑造出一个好故事。依维斯特的错误是，给故事留下了太多可供自由解读的空间。他不应只讨论想法的技术层面，还应巧妙地设计故事。图A-5展示了一个更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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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4 平时卖1美元，热天涨到1.5美元
 
  
 
   
   [image: ] 
   图A-5 平时卖1.5美元，冷天降到1美元
 
  
 
  它描述了完全相同的事实，但讲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很难想象，在冷天以打折的形式奖励顾客会遭到抵制。
 
  可口可乐的错误不仅表明掌控故事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激励及其信号是如何掌控故事的。我们将详细探讨激励如何塑造对你有利的故事。
 
  激励的塑造
 
  不仅仅是人类，所有动物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思考一下正在猎杀斑马的坦桑尼亚狮子。为了突袭成功，它需要处于下风口。如果从错误的方向靠近，所有斑马都会逃脱，狮子及其幼崽就得挨饿。在捕捉斑马时，狮子也需加倍小心，斑马后踢腿的力度很大，狮子可能会受伤，甚至一命呜呼。这种处心积虑的狩猎方式很容易用激励来解释：狮子要填饱肚子，喂养幼崽，避免在狩猎中受伤。这不仅关乎食物，还关乎狮子的社会等级及其在狮群中的统治地位。例如，第一个冲上去的狮子处境会更危险，但勇猛可能会在日后为其赢得社会地位。
 
  人类和狮子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在激励塑造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人类之外的动物不会为其他动物设计激励措施。很难想象，坦桑尼亚的狮子会为远在肯尼亚的狮子设计奖励计划。而人类总在构建激励机制，我们的生活是由他人设计的激励机制塑造的。
 
  如果你认为设计激励措施无关紧要，那就再认真想想。20世纪，出现了有史以来关于激励的最大的经济实验：计划经济。经济因素是计划经济的核心，计划经济决定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式。个体创造财富，政府拥有并分配所有财富。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和生产，并非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事实证明，这种激励结构无法有效推动世界进步。
 
  一个著名的例子证明了这种结构性失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不久，莫斯科的一名官员前往伦敦了解面包的分配情况。他问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谁负责伦敦的面包分配？”西布莱特回答：“没人负责。”[image: ]伦敦的面包分配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但并不是由某个核心人物或组织精心策划的。相反，分配由个体的激励因素推动。英国面包师早起赶到面包店尽心尽力地工作，因为他们需要挣钱支付房租、养家糊口。麦农、送面包的司机以及卖面包的店主也是如此。这种团队合作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市场价格让供应链中的每个人都充满动力。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问题并非负责人失职，根源在于系统性激励的失败。
 
  金钱并非唯一选择
 
  货币的诞生让市场运作有了一个重要工具。（想象一下，你必须用一只鸡来换这本书，那得多麻烦！）金钱使生活更便捷。但本书与金钱无关，本书探讨的是重要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增进理解，我们后退一步，思考两种不同的激励方法。一种方法只看重直接经济效应，它让激励行为更具吸引力：你付的钱越多，我就越有可能做这件事。另一种方法看重更复杂的间接效应，它分为两部分：社会信号和自我信号。
 
  社会信号是指我们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我们希望他人以某种方式看待我们，要么是为了保持形象，要么是因为展现的形象真实反映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
 
  自我信号的概念类似于社会信号，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指我们在意从自身行为中做出的自我推断。我们想保持某种自我形象，比如友善、聪慧和公平。每当按照自我身份行事时，我们就会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image: ]
 
  在两种信号中添加激励会发生什么？我们将其应用于实际场景：在一个寒冷的12月的早晨，你看到邻居萨拉提着一大袋易拉罐前往回收中心。你观察萨拉的行为，创造出一个故事：“哇，萨拉太棒了！她关心环境，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保护环境。”萨拉向他人传递出她具备环保意识的社会信号。去回收中心很可能也是一个积极的自我信号，她本可以把易拉罐放进垃圾桶，却冒着严寒耗时费力地去回收中心。她可能对自己很满意。
 
  现在，思考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是，这次只有一种激励方案，那就是鼓励人们回收易拉罐：每回收一个，得到5美分。
 
  你仍像最初那样对萨拉大加赞赏吗？我在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第一天就知道，钱，多多益善。付钱给萨拉会让她开心，还能促使她回收更多的易拉罐。这没什么问题吧？然而，在创造经济收益（经济效应）的同时，激励也改变了信号和故事。萨拉所做的正是你最初对她心生敬佩的事，唯一的区别是，现在她得到几美元报酬。你不再将她视为忠实的环保主义者，她在你眼中成了庸俗肤浅的邻居。换句话说，这种激励改变了回收易拉罐传递的社会信号。
 
  激励的存在不仅会改变社会信号，也会改变萨拉的自我感觉。现在，每次去回收中心，她不再自我感觉良好，反而会想，为这点儿蝇头小利是否值得这样大费周章。换句话说，激励也改变了回收易拉罐传递的自我信号。
 
  丹尼尔·平克将上述发现写入其著作《驱动力》：“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激励方式是金钱奖励——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这是错的。”[image: ]对此，我完全赞同。这种简化的做法是错的：“金钱至上”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然而，这并不是说激励不起作用。激励设计的终极目标是让传递的信号发挥效力，同时，在期望的方向上强化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
 
  咒语？
 
  想象一下，某天早晨醒来，你发现自己的偶像发来一封电子邮件。2012年，这等好事就降临到我身上，当时我欣喜若狂。邮件来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道：
 
   
   阅读你有关激励的论文，让我想起了60多年前的往事。1950年11月至1953年9月，我在华盛顿工作，先是在白宫，后来在共同安全负责人办公室。大家士气高涨，所有人都心无旁骛，努力工作。
 
   通常，周五下午的会议要持续到晚上7点左右。主持人会问我们，是愿意再加一两个小时的班，还是周六早上继续开会。不少员工的孩子尚小，他们会略带歉意地说，不能再延时了，周六上午9点左右开会比较好。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在跨部门会议中度过了许多周六时光。
 
   1952年的一天，我们收到总统的一项行政令：从今以后，周六工作都有加班费。我想，为确定加班的必要性，肯定会有一些流程，但我不知道这些流程是什么，因为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周六的会议。据我所知，其他人也没有。
 
   我认为，这可能涉及两种动机。其一，我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都很高，拿报酬让加班的兴奋感荡然无存。其二，我们不想让人误解，以为我们是为了加班费而在周六埋头苦干。
 
  
 
  谢林的讲述充满了关于激励的行为洞见，其重要意义有待我们去发现。本书基于这类素材以及多年的严谨研究，为读者揭开激励的面纱。在探索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激励。简单地说，激励是一种工具，用来激发人们做那些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
 
  围绕激励方案的讨论往往很激烈。是否应该为学生提供出勤率、阅读或学业进步等方面的奖励？应该激励人们更多地回收垃圾、献血或成为更有素养的公民吗？公司应该利用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少吸烟、多运动，或者培养更好的习惯吗？
 
  有人认为，只要提供奖励，成功就会神奇地降临，如同咒语般灵验。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的确，行为是由激励塑造的，这并非魔法。但有时激励会传递混合信号，结果适得其反。有人强烈反对激励方案，认为它违反道德，甚至应该受到谴责。对这些人来说，激励是无良公司使用的操纵手段，目的是诱骗勤劳的打工人购买他们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东西。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激励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是否道德取决于使用方式。我们可以利用激励让孩子对香烟上瘾，也可以利用它来挽救生命。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在本质上并无道德或不道德之分，而是有用的工具，激励也是如此。
 
  先声明一下，激励的作用很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任其摆布。想想一位因失业中断孩子医保的单身父亲或母亲。相比为孩子续保，这位家长找工作的动力更强。但为四处求职付出的代价真的值得吗？将孩子的健康幸福置于危险之中，以此来激励人们，这种做法正确吗？我的态度很明确：无论背景和境遇如何，所有孩子都应该享有医疗保险。虽然对求职中的父母来说，为孩子提供免费医疗可能是一种糟糕的激励，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激励的作用很强大，但不应成为政策设计的唯一考量。
 
  你将在本书中了解我的激励研究成果，它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主题，包括提高网站点击率和员工的留用率，消除肯尼亚马赛部落的女性割礼习俗，理解美国学生的数学为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你将看到，激励以各种方式（有时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无论身为高管、父母、老师还是爱人，我们都是激励游戏中的一员。了解游戏规则的人将获得优势。本书中的关键原则不仅会渗透到你的工作中，也会渗透到你的个人生活中。你甚至有望找到自我激励的秘诀，实现搁置多年的个人目标，比如多锻炼、多休假、提高工作效率等。
 
  本书绝非神奇的“咒语”。我希望读者在阅读之后，拥有必要的工具来制定高效的激励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Sally Black, “Do You Lie about Your Kids to Get Family Vacation Deals？，”Vacation-Kids, September 16，2013，https://www.vacationkids.com/Vacations-with-kids/bid/313333/Do-You-Lie-About-Your-Kids-To-Get-Family-Vacation-Deals.
 
 
   	 See Emre Soyer and Robin Hogarth, The Myth of Experience（New York:Public Affairs，2020），for more examples and discussion of the psychology literature.
 
 
   	 Trif Alatzas, “Coke's Price Gouging，”Baltimore Sun, October 12，2018.
 
 
   	 Paul Seabright, The Company of Strangers:A Natural History of Economic Lif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chap.1.
 
 
   	 See, for example, George A. Akerlof and Rachel E. Kranton, “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no.3（2000）：715-53；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no.5（2006）：1652-78.
 
 
   	 Daniel Pink, Drive: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New York:River-head, 2009），back cover.
 
 
  
   
  
  第一部分
 信号如何赢得市场
 
  [image: w1]
 
  正确的信号可以吸引消费者并赢得市场，错误的信号却适得其反，导致不利后果。《宋飞正传》有一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image: ]在这一集中，杰里想起再过几天就是伊莱恩的生日，他需要决定买什么礼物。杰里和伊莱恩曾是情侣，他认真揣摩着每一份备选礼物的象征意义，迟迟拿不定主意。生日终于到了，杰里将包装好的礼物交给伊莱恩，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让伊莱恩欣喜若狂。然而，在打开礼物的瞬间，伊莱恩的笑容消失了。她表情尴尬，反问道：“怎么是现金？你送我现金？你是我叔叔吗？”正当杰里试图解释他那182美元的礼物的合理性时，克雷默走了进来，他送的礼物是伊莱恩心仪已久的一张长椅。伊莱恩激动地拥抱了克雷默，不知所措的杰里被晾在一边。
 
  为什么慷慨送出的182美元现金让伊莱恩大失所望，而一张便宜得多的长椅却让她心花怒放？杰里思考过礼物所传递的信号，却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伊莱恩想要的是杰里精心挑选的礼物，但现金释放的信号恰恰相反，它代表敷衍与草率。克雷默高性价比的礼物让伊莱恩爱不释手，因为它传递出关爱和体贴。
 
  我们都会犯杰里的错误，往往过度关注行动或产品的表面价值，却忽略了它所传递的信号。正确的信号是什么？如何利用它得偿所愿？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信号的世界，探讨信号的类型，通过研究现实中有趣的案例，展示有效信号的威力和糟糕信号的可怕结果。胜败仅在“有效信号”这一线之间。
 
   
   	 Linda Ghent, Alan Grant, and George Lesica, “The Deal，”The Economics of Seinfeld，2010，http://yadayadayadaecon.com/.
 
 
  
   
  
  第一章
 可靠的信号
 
  我的会计吉姆是个精力充沛的家伙。4月8日，离纳税日还有一周，他频繁地约见我这类有拖延症的客户（我们这类客户不到最后期限不会关注税款）。他面带微笑，麻利地填写着我的税表。此时，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他的CPA（注册会计师）证书，还有他骑行的照片。照片中，他正骑着大摩托车穿越风景秀丽的山路。我看了看这些照片，又回头看了看吉姆，他是个43岁的男人，拥有乌黑的头发，坐在可以俯瞰圣迭戈市中心的14楼的办公室里。我想调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也想了解他的双重生活，于是问他，是什么让他在压力重重的4月仍然干劲十足。我很幸运，他给出了答案：“再过几周，我就要休年假了。”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清洗哈雷摩托，确保骑行夹克合身，再买双新靴子，剃个光头……还要在脖子上搞个文身。
 
  如果碰巧看到吉姆和朋友下班后走进酒吧，你会立即意识到：尽管骑的是高档摩托车，但他们并非真正的“摩托车手”。吉姆不会真的去文身，也不会加入“地狱天使”（一个被美国司法部视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摩托车帮会）。即使他想加入，对方也不会接纳他。你不可能在当了一个月的“地狱天使”之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立刻回到可以俯瞰市中心美景的办公室里处理税表。
 
  哈雷摩托车文化很难伪造。摩托车手钟情于哈雷摩托，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种爱好——哈雷是他们的至爱。他们内穿哈雷衬衫，外着哈雷夹克，脚蹬哈雷皮靴，手戴哈雷戒指……你懂的。这一切特征吉姆都有。像“真正的”摩托车手一样，吉姆和他的朋友也喜爱哈雷摩托车，而且每年都会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文化活动。如何区分真正的哈雷摩托车手和吉姆这类“冒牌车手”？
 
  你需要经济学家所说的“昂贵的信号”：能让代理人（如员工或公司）将其价值观、能力或偏好可靠地展现出来的信息。对摩托车手来说，这个信号应该是只有真正的摩托车手才愿意做的事。夹克和靴子等物品传递的是弱信号，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能轻易买到。吉姆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反，文身会传递更强的信号。如果是“真正的”摩托车手，你就会用文身来表达身份——不是临时的度假身份，而是日常身份。对摩托车文化俱乐部会员来说，文身是一个有效信号，因为其代价对想重返白领生活的“冒牌车手”实在太大了。你可以想象，如果吉姆在脖子上文了一个带翅膀的骷髅，当他走进办公室，老板会有什么反应。有文身的正牌哈雷摩托车手能从别人的目光中获得直接的效用，并将其视为摩托车手文化的一部分。
 
  图1-1的博弈树显示了吉姆的激励决定。博弈树是博弈论中的一个工具，用于识别和解释激励改变某一形势的过程。博弈树有助于整理人们做决策时的想法。我将其作为贯穿本书的工具。现在，我们来深入理解吉姆的决定。
 
  真正的哈雷摩托车手一路指向“结果1”——他们的颈部有文身，这传递了一个强信号，表明他们是铁杆车手。发型这类可逆的选择无法传递如此可靠的信号。亨利·法雷尔在《华盛顿邮报》上解释说：“顶髻和文身是不同类型的信号。哪怕再离奇古怪的顶髻，也只是缺乏说服力的‘空谈’。如果一个扎着顶髻的嬉皮士改变主意，决定找一份枯燥的世俗工作，他只需去理个发。而文身更难去除，说明它是更昂贵的信号。”[image: ]
 
   
   [image: ] 
   颈部文身是一个可靠的信号：摩托车手的效用。如果某人真正关注摩托车文化，结果1 ＞结果2 →做颈部文身。否则，结果1 ＜结果2 →不做颈部文身。
 
   图1-1
 
  
 
  肯是我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他向我讲述了他经历的职场文身故事。在纽约大学读本科期间，他还在市里一家高档酒店兼职做服务生。服务生的黑色制服遮住了他右臂上的文身。冬天，一切顺利，他的工作很出色，挣了不少钱（大部分是小费）。后来，纽约越来越热，制服换成了短袖衬衫，他的文身暴露无遗。
 
  新的着装规范出台几天后，酒店经理把肯叫到办公室。“很抱歉，肯，”他说，“你有文身，不能在我们的酒店做服务生。这违反了我们的规定。”经理对肯的工作表现没什么不满，只是大面积的文身并非酒店想向客人传递的信息。经理还向肯保证，他对肯没有成见，也不反对文身，只是不允许在酒店里展示文身。他甚至为肯提供了一份厨房工作。在厨房里，客人看不到他和他的文身。肯的故事并非个例，它证明了文身能传递强信号。
 
  请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号的含义可能会改变。40年前，很多雇主都不会雇用不戴领带的人；我去过硅谷的办公室，如今你要是在那儿戴领带，会被视为食古不化的老古董。同样，20年前，戴鼻环可能会让你找不到工作，但今天，很多公司都不会对雅致的鼻环大惊小怪。文身也是如此。不久前，文身还只是水手和囚犯的标志。如今，许多“正常的”年轻人都有明显的文身。信号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是否有文身并不是影响信号的唯一因素，文身的位置也会改变你所传递的信号。如果肯的文身在后背，那就不会对服务生工作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客人根本看不到。那么，身体其他部位的文身会传递什么信号？图1-2展示了三类文身的结果。
 
   
   [image: ] 
   图1-2 当地商店在招聘服务员
 
  
 
  信号是交流私人信息的重要工具。如果你只是将私人信息说出来，别人可能不信。光说没用，语言容易掺假。信号不仅能传递信息，还能确保信息的可靠性，其价值不限于揭示摩托车手生活方式的偏好。打个比方，你想为公司招聘一名员工。浏览堆积如山的简历，进行一轮轮的面试，可能会让你了解应聘者的部分能力或性格，但他们可以在此过程中弄虚作假，就像吉姆使用哈雷的产品一样。因此，在应聘者传递出更可靠的信号之前，即使经过最完美的面试，雇主也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怀疑。
 
  1973年，迈克尔·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有关就业市场信号传递的开创性模型，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image: ]斯宾塞的模型表明，应聘者可以通过使用昂贵的信号，以可靠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重要信息，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优秀，但潜在的雇主却不知道。
 
  如何判断这种信号是否反映了应聘者的真实价值观、偏好和能力？有些信息是固定的，应聘者无法改变，因而不能作为反映能力的有价值信息，比如年龄、种族或性别。信号则不然，它传递的信息源自应聘者的特点及其可控的选择。斯宾塞将教育作为信号，你可以在简历中获取它，加深对应聘者的了解。其模型包括两类应聘者：“优质”型和“非优质”型。优质型是能力很强的员工，他们是所有雇主寻找的目标。仅仅通过浏览求职信，无法辨别应聘者的类型，就算面试也做不到。但应聘者可以通过简历上的受教育程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受过优质的高等教育是令人信服的信号，表明应聘者属于优质型，雇主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工资。所有模型都只是一种简化，斯宾塞的模型也不例外。将信号作为一种启发法来决定是否聘用，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
 
  为什么投资一所好大学的教育是可靠信号？因为它实现的难度很大。你需要为这个长期目标投入时间、精力和激情。与非优质型应聘者相比，优质型应聘者的教育投资成本较低，因为根据定义，后者更聪明，更愿努力工作，求学过程更轻松，回报也更大。而前者的求学之路可能历尽坎坷，耗时费力。在斯宾塞的模型中，“预期的薪资增长使教育投资物有所值”的说法仅适用于优质型应聘者。对非优质型应聘者来说，教育投资过于昂贵。因此，雇主能从中了解到应聘者的重要信息。教育经历具有可靠的信号传递价值，因为只有优秀的应聘者才能拥有它。
 
  过去的行为可以是一种相关信号，但教育并非唯一信号。想象一下，你面试的应聘者中有一位海豹突击队退役队员。海豹突击队队员最初的训练很艰苦，而完成训练、最终结业更是难上加难，那是对体能和意志力的巨大考验。由于自身因素，有些结业者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即使你招聘岗位的职责描述中不包括高度专业化的任务，比如在偏远地区着陆、与敌人作战等，海豹突击队退役队员的身份也会展现应聘者的基本性格特征，雇主会认为它们与工作相关，并且很有价值。
 
  与文身相比，受教育程度或特种作战训练经历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传递私人信息的方式。我住在圣迭戈，距我家十分钟车程内有十几家文身店，一顿饭钱就能搞定一个文身。但是，如果文身与你的生活方式不符，其成本就远远超出其货币价值。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文身会以可靠的方式透露你的偏好。对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具有可信度，源于这样的事实：其一，实现难度很大且耗费时间；其二，你的出色表现传递出与能力和性格有关的有价值的信号。
 
   
   要点
 
   信号是向他人展现价值观、能力和偏好的可靠方式。
 
  
 
   
   	 Henry Farrell, “With Your Tattoos and Topknot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Wash-ington Post, July 28，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5/07/28/with-your-tattoos-and-topknots-who-do-you-think-you-are/.
 
 
   	 Michael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1973）：355-74.
 
 
  
   
  
  第二章
 丰田如何赢得混合动力汽车市场
 
  在第一章，我们探讨了个人如何向他人可靠地传递信息。大型组织或公司如何利用对信号的理解来发挥自身优势？如果组织知道个人会用信号来展现偏好、能力和特征，它能将这种观察转变成一种盈利策略吗？21世纪初，丰田公司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1999年，仅相隔几个月，丰田和本田就向美国市场推出了各自的混合动力汽车。它们是该领域的领头羊，这是首次批量生产，因而备受客户期待。刚开始，两家公司还存在一些竞争，但短短几年，丰田就赢得了市场，普锐斯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汽车之一。本田的混合动力汽车败下阵来。丰田是如何说服众多客户购买混合动力汽车的？本田为什么会失败？
 
  购买低性能车的好处
 
  除了油耗低，早期的混合动力汽车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表现不佳。与市场上同档次的非混合动力汽车相比，它们的价格更高，速度更慢，加速性能、舒适性和安全性也更差。可以想象，如此糟糕的汽车无法为丰田赢得客户。然而，这些缺点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因为购买低性能但环保的汽车会传递一个强信号，表明车主的环保意愿。早期混合动力汽车的买主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他们有环保意识，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来保护环境。否则，他们为何要牺牲自己的舒适性和安全性？与教育投资类似，混合动力汽车的性价比很低，主要优点是有利于环境。通过购买普锐斯，车主向自己和全世界宣告，他们是愿意为环境做出巨大牺牲的人。图2-1的博弈树显示了早期混合动力汽车的激励游戏。
 
   
   [image: ] 
   购买混合动力汽车是一个可靠的信号：买家的效用。如果你关心环境，那么结果1 ＞结果2 →买辆混合动力汽车。如果你不关心环境，那么结果1 ＜结果2 →买辆普通汽车。
 
   图2-1 丰田如何赢得混合动力车市场
 
  
 
  如今，购买普锐斯不再传递这种信号，至少信号强度不及早期的混合动力汽车。普锐斯已是一款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即使在非混合动力汽车市场，它也有较高的性价比。无论是否关心环保，客户都认为它物有所值。例如，优步司机可能会发现，它既省油又舒适、可靠。因此，很多人购买普锐斯，即使他们不怎么关心环境。如今，买家在购买普锐斯时不再需要过多牺牲安全性和舒适性，普锐斯的其他新优势削弱了环境信号的强度。不信的话，想想特斯拉车主传递的信号——真的都与环境有关吗？
 
  普锐斯政见：炫耀低性能车
 
  早期的混合动力汽车性能较差，但能可靠地彰显买家的环保立场，从而为购买行为创造强烈的动机。很多人愿意通过购买普锐斯来发表环保声明，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应运而生。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多年来，普锐斯在混合动力汽车市场上为丰田带来了真正的优势。那么，本田到底错过了什么，让丰田抢占了先机？
 
  我们先来看看两家公司的销售情况。图2-2显示了2000年至2010年丰田和本田混合动力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全球销量数据也呈现类似特点）。[image: ]如你所见，两家公司的销售额都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上升的。本田的第一款混合动力汽车是音赛特，这是一款从未真正售出的小型双座汽车。本田得出的结论是，潜在买家不喜欢双座汽车，于是基于畅销的本田思域推出了一款新的混合动力汽车。原因很简单，设计决策简化了工程师的工作：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稍加修改，以减轻供应链各环节的负担。
 
   
   [image: ] 
   图2-2 2000年至2010年丰田和本田混合动力汽车在美国的销量（纵轴表示每年的汽车销量）
 
  
 
  而丰田的策略完全不同，这一策略彻底改变了竞争局面。第一代普锐斯（1997—2003年生产）的设计基于丰田畅销车卡罗拉。第二代普锐斯在许多方面都有改进，其中一个关键改变让它一举成功。
 
  其他品牌的混合动力汽车车尾只有一个小标牌，普锐斯别出心裁，重新设计了标牌，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独特外观。当你驾驶新款普锐斯进入停车场时，所有人都看得见，知道你是混合动力汽车车主。客户购买普锐斯是为了传递他们关心环境的信号，因此，独特的标牌至关重要。毕竟，如果无法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传递信号的价值何在！小标牌不醒目，无法传递太多信号。也就是说，它作为信号并没有那么有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全新的设计不能随时随地被人觉察，它就毫无价值。
 
  普锐斯车主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信的话，看看停在我家附近的这辆普锐斯，注意车上的贴纸（图2-3）。
 
   
   [image: ] 
   图2-3 自豪的普锐斯车主
 
  
 
  让普锐斯车主“扬扬得意”的是：他们的车别具一格，看起来与众不同，一个字：酷。在别人眼中，普锐斯车主是真正关心环境的人。
 
  2003年推出的第二代普锐斯带来了销量的增长。不用说，它的性能比第一代更好，但本田思域也比音赛特更好。然而，只有少数混合动力汽车的买家购买了本田思域。人们想拥有一辆与众不同的普锐斯，实际上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2007年，《纽约时报》引用俄勒冈州班登CNW市场营销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57%的丰田普锐斯买家表示，其购买动机是“它能为我代言”。只有36%的人回答说，购买原因是它的油耗低，提到低排放的人就更少了（只有25%）。文章标题可谓一针见血——《谈到“混合动力汽车”，“普锐斯”耳熟能详》。作者米什莱恩·梅纳德在开篇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丰田普锐斯能大获成功，而其他混合动力汽车却少有人问津？”她的回答是：买家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开的是混合动力汽车。[image: ]
 
  为了支持其观点，梅纳德采访了普锐斯车主，询问他们的购买理由。她得到的反馈大致相同：
 
   
   我真的想让大家知道我很关心环境。
 
   ——乔·费斯利，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我觉得凯美瑞混合动力汽车毫不起眼，无法传递我要表达的信息。我想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普锐斯传递的信息更明确。
 
   ——玛丽·盖奇，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也不只是普通人有这种感觉：
 
   普锐斯能让你借助汽车发表绿色声明，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丹·贝克尔，加州圣迭戈塞拉俱乐部
 全球变暖项目负责人
 
  
 
  2017年，《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将这一现象恰如其分地称为“普锐斯政见”。他认为人们购买普锐斯是为了炫耀，而非减少污染。[image: ]同年，本田首席执行官承认，“发布一款与思域在外观上大同小异的混合动力汽车是一个错误”。至此，丰田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竞争中大获全胜。
 
   
   要点
 
   对信号的解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能吸引客户，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
 
  
 
   
   	 Alternative Fuels Data Center, “U.S. HEV Sales by Model，”accessed December 2,2020，https://www.afdc.energy.gov/data/10301.
 
 
   	 Micheline Maynard, “Say 'Hybrid' and Many People Will Hear 'Prius，”New York Times, July 4，2007，https://www.nytimes.com/2007/07/04/business/04hybrid.html.
 
 
   	 Robert J. Samuelson, “Prius Politics，”Washington Post, July 25，200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7/24/AR2007072401855.html.
 
 
  
   
  
  第三章
 这就是我：自我信号的价值
 
  普锐斯清晰醒目的信号为它赋予了价值。也就是说，相较于购买本田混合动力汽车传递的微弱信号，普锐斯的信号价值更大。回想一下引言中讨论的两类信号（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的区别。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探讨了社会信号，它是改善社会形象——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方式。但我们的许多选择都源于对自我信号的考量。人们经常从自我信号中获得正效用或满足感，通过行动表明自己是好人。
 
  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相互作用的方式颇为有趣，却难以察觉。我们一如既往，采用实验这种最严谨的研究方法来了解信号间的交互方式。我和艾莱特·格尼茨、格哈德·里纳、利夫·纳尔逊进行了一系列实验。[image: ]其中一个实验是在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巴基斯坦自助餐厅Der Wiener Deewan进行的。这家餐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用“随意付”（PWYW）模式向顾客收费。也就是说，顾客用餐后可以随意支付餐费，甚至可以一分钱都不付。
 
  在你严肃质疑这种商业模式之前，我向你保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效的。许多公司和组织都使用过这种商业计划。例如，Radiohead乐队在其网站上使用“随意付”系统发行专辑《彩虹里》，获得巨大成功——该专辑荣登《公告牌》排行榜榜首，全球销量高达数百万张。甚至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其利润就超过了乐队上一张专辑的总利润。[image: ]
 
  受定价方案的启发，餐厅老板在开业时用“随意付”来吸引新顾客。最初几周，人们的付款金额与定价情况下的预期差不多，于是餐厅继续使用该方案。初期的平均付款为5.5～7欧元（与该地区同类餐厅相似），随后略有下降。但是，喜欢该模式的顾客越来越多，人们纷至沓来，餐厅收入又出现小幅增长。
 
  实验开始的前三个月，顾客支付的中位数是5欧元，最少为0欧元（每天最多发生三四次），最多为50欧元（只有一次，那人是附近一家通信公司的经理，他在账单上写道：“如果我没有搞错，确实有人付了这么多。”）。通常，人们会单独将餐费交给服务员。在极少数情况下，有人会支付整桌的餐费，老板会按人数平均分配，得出个人的付费估值。这家餐厅只是“随意付”模式长期存在的例证之一。大多数顾客会在离开餐厅前付款。为什么？答案可能是，人们在意付费举动向自己和他人传递的信号。
 
  为了检验并解开社会信号和自我信号之谜，我们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现场实验是行为研究的重要工具。实验室实验是在“纯净”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脱离了自然环境，而现场实验是“在自然环境中”检验我们的理论。在考虑现场实验时，我们尝试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受试者不知道他们的决定正在被研究。因此，现场实验能让我们聚焦于在自然环境中感兴趣的群体，得出更适用于相关背景的结果。
 
  我们的现场实验包括两个实验组（也称“处理组”），两组的区别在于是否匿名付款。在“非匿名”组中，顾客填写一份调查问卷，与餐费一起交给负责收发问卷的服务员。服务员受过指导和培训，他们会在问卷上记录支付金额，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顾客的决策过程如下：
 
   
   就餐→填写问卷→将问卷和餐费交给服务员
 
  
 
  “匿名”组的顾客也收到了调查问卷，也要决定支付多少餐费。在离开前，顾客将餐费与问卷放入信封，投进餐厅入口的箱子里。决策过程如下：
 
   
   就餐→填写问卷→将餐费和问卷放入信封并封口
 
  
 
  非匿名组的顾客平均支付4.66欧元。付费理由很简单，他们关注自己的社会形象——不想在服务员面前表现低俗。换句话说，通过支付合理的餐费，他们向别人表明自己是好人，从而提升其社会形象。
 
  匿名组的情况如何？该组顾客显然无法向他人传递信号。想想看，如果没人看到你的付款金额，付款就无法提供社会形象价值。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顾客只关注社会信号，他们一分钱都不会付（如图3-1所示）。
 
   
   [image: ] 
   图3-1 自我信号：我是好人吗？
 
  
 
  如果他们也关注自我形象呢？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却不付钱就离开，这可能会让他们自惭形秽，他们不想把自己看成利用餐厅的慷慨占小便宜的人。关注自我信号的人会付款，即使付款方式是匿名的。
 
  我们的实验设计可以将社会信号和自我信号从相互作用中分离出来，而且能让我们进行动态观察。非匿名组能让我们分析两种信号的组合效应，匿名组则有助于我们专注思考自我信号的影响。通过设计，我们可以对两个实验组进行比较和对比，揭示两种信号是否会相互强化。请花点儿时间思考并做出猜测。当匿名组顾客不必担心社会压力时，他们会支付更少的钱吗？如果仅仅假设两种力量相互强化，我们就会做出这样的预测：匿名组顾客也会支付餐费，但金额低于非匿名组。
 
  事实证明，匿名组比非匿名组支付的钱更多。也就是说，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顾客支付了更多的餐费，平均多出0.71欧元，该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我们可以明确拒绝这一假设：顾客在不被看到时会支付较少的餐费。
 
  为什么在匿名付款时人们支付的餐费更多？我们的结果不仅支持了“人们经常付费来提升自我形象”的假设，还证明了两种信号（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并非简单地“叠加”在一起。两种信号都能促使人们付出更多，因此，很容易做出错误假设，即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激励效果总是更好。也就是说，人们会支付更多。我们发现这种假设并不总是与行为一致。两种信号同时存在可以相互影响，从而改变价值。如果餐厅服务员能看到你的付款，你会想通过支付合理的餐费向他们表明自己是好人。然而，被他人看到会降低自我信号的价值。此时，你会觉得付款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给服务员留下好印象，向别人传递信号无法提升你的自我形象。你不会认为付款是因为你确实是个正派的人，反而觉得是迫不得已，不那么做会被人瞧不起。另一方面，当别人看不到你的付款金额时，自我信号可能更强。即使没人看到，你也会付款，你的自我形象因慷慨之举得到升华。
 
  自我表达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信号不一定叠加。传递社会信号会降低自我信号的价值，后者的作用可能更大，这就是在实验中添加社会信号降低了付款总额的原因。然而，丰田普锐斯并不存在社会信号排挤自我信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种信号确实叠加了。品牌专家布拉德·凡奥肯写了一篇文章《丰田普锐斯——汽车的自我表达》。文章探讨了一个观点：对那些用普锐斯进行“自我表达”的人来说，其独具匠心的设计至关重要。经销商用“自我表达”将我们刚才讨论的两种信号结合起来。凡奥肯说：“我驾驶自己的第一辆普锐斯，遇到红灯停在悍马旁边时总是很开心。我会扬扬得意地看着悍马司机，心想：‘你这个开着耗油车、自私自利、浪费资源的家伙。’作为熟悉自我表达型品牌的经销商，我也能想象出，他看着我，心里嘀咕着：‘你这个环保瘪三，我可以把你的车像碾轧虫子一样碾得稀巴烂……’也许，他把我当成‘自以为是的环保狂’，或者以为我买不起悍马。”[image: ]
 
  典型的普锐斯车主享受它带来的两大优势。首先，他们的自我感觉更好（自我信号）。其次，他们是普锐斯俱乐部的快乐成员，可以取笑悍马一族（向他人传递信号）。在社会学和营销学中，两种信号的结合司空见惯。简言之，我们有自我表达的需求，这种需求由我们对两种信号的渴望所驱动。我们利用大量的个人选择（服饰、食物和车辆）来表达自我。
 
  然而，在考虑激励措施时，重要的是将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分开。餐厅实验证明，两种信号并不总是叠加的，如果不经深思熟虑就使用，可能会偏离目标。我们要注意激励的环境，因为两种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强化还是冲突）取决于环境。在设计激励方案时，理解激励的感知方式会产生重大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了解目标受众。悍马司机想传递的信号与普锐斯司机的截然不同。普锐斯的新设计大获成功，因为它准确地激励了自己的目标群体。稍后，我们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现在，我们来谈谈激励和信号是如何影响自我选择的。
 
  案例研究：有偿献血
 
  简是一位定期献血的律师。献血会让人略感不适，却有利于她的自我信号：简不仅为此自豪，还意识到这是舍己为人。当与朋友共进晚餐时，谈论起献血，简也享受着传递社会信号的愉悦。在其成本效益计算中，简的所得（良好的感觉）远大于所失（时间损失和献血时的不适）。与简志同道合的人很多：全球每年约有1亿人献血。[image: ]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做慈善的动力，比如乔。他与简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是一名秘书。可以预见，乔的工资比简低得多。为了赚外快，他下班后兼职优步司机。乔不献血。为什么？首先，他更愿意花时间做兼职，多挣些钱。其次，他不怎么关心献血，献血也不会让他的自我感觉更好。
 
  关于献血的经济学非常有趣。血液市场每年的交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但献血者分文不取。美国医院的血液采购价约为每单位570美元，这笔费用最终由患者承担。[image: ]血库总是需要更多的血液，它们向医院收取的费用远高于采血的成本。需求远大于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付费给献血者，供给就会增加。如果这招儿真能奏效，为什么你每次献血都拿不到一大笔钱？
 
  设想一下，某血库请你为献血者设计一个激励方案。你的第一反应很简单：给每位献血者发放补贴，比如50美元。毕竟，血库能赚到的更多。简应该更愿意去献血，乔也可能暂停几分钟的优步生意去献血。这能出什么纰漏？
 
  你的信号可能会引发冲突。金钱补偿会影响一个人的银行账户，同时改变献血传递的信号。在没有任何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简享受着积极信号，如图3-2博弈树的结果1所示，它展示了简的决策过程。但是给她50美元，导致结果2，一切就都变了。当与朋友共进晚餐时，如果他们无法做出理性的假设，简就不会再提起自己的善举，因为朋友会认为她的工资一定很低。更糟糕的是，他们会瞧不起她，觉得她这是为五斗米折腰。回想一下引言中回收易拉罐的例子：简单的激励措施让萨拉从令人敬佩的环保主义者变成肤浅的邻居。与萨拉的情况一样，这50美元甚至可能让简怀疑自己的献血动机：去献血是因为我是好人，还是因为有报酬？金钱激励将引发矛盾现象：简可能不再献血，因为她更愿选择结果1。相反，乔的行为可能符合激励设计的预期（只要激励足够大），他会经常献血，因为他不太关心结果1中献血传递的积极信号。
 
   
   [image: ] 
   图3-2 金钱如何排挤自我信号
 
  
 
  理查德·蒂特马斯在1970年出版的《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中指出这一效应。[image: ]他对比了英美两国的献血系统。当时，美国血库发放献血费，而英国血库不发放。蒂特马斯认为，激励设计的差异导致不同类型的献血者：英国的“简式”献血者居多，美国的“乔式”献血者居多。结果，美国的血液质量较差，因为许多献血者都是急于用钱的吸毒者，他们感染乙肝的概率更高。蒂特马斯继续写道，两国献血者的类型不同是由献血规范的差异造成的。基于激励方案的规范不仅讲述了故事，还对两种信号产生了影响——你如何看待自身行为，以及他人如何看待你的行为。
 
  当富裕国家的献血者被问及献血原因时，大多数人回答为了利他：希望为社区、朋友和亲人做出贡献。[image: ]这进一步解释了目前血液市场为何采用这种激励措施。的确，富裕国家75%以上的血液来自志愿者。[image: ]事实上，高收入国家不考虑有偿献血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蒂特马斯式”的理由：不希望与献血有关的规范涉及金钱。
 
  在献血的例子中，激励的总体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和类型。如果给予小额现金补贴，可能会改变规范，对“简式”献血者的逆火效应可能会大于对“乔式”献血者的吸引力。因而，最好不提供任何激励，避免动机的变化。
 
  禁止以金钱奖励献血的国家已经证明，非现金的小额奖励可能会发挥作用。如果运用得当，非现金奖励不会让献血者怀疑其动机。转换类型（从现金奖励到非现金奖励）和规模（从50美元现金到1美元的钢笔）可能不会影响“乔式”献血者，但现场实验表明，它会让简这类人更积极地献血，也会促使“有献血意向”的人付诸行动。一项研究使用了奖章和社会奖励（在意大利城镇的地方报纸上公布献血者名单）。[image: ]另一项研究向澳大利亚的“简式”献血者赠送“荣誉笔”。[image: ]研究表明，赠送小礼物可以在短期内对献血者产生积极影响，长远看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image: ]
 
  为什么小小的认可会激励献血者？显然，简并不缺钢笔，但有了这支笔，她就可以在开会时不经意间把它拿出来，轻而易举地向人们传递她是献血者的信号。钢笔还增强了自我信号。毕竟，每次拿起这支笔，都会加深她的自我印象：我是一个利他的好人。这种感觉很美好。
 
   
   要点
 
   信号会改变人们的自我感觉（自我信号），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社会信号）。要增强信号，就要考虑信号的规模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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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避免混合信号
 
  [image: w2]
 
  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向他人传递了价值观。设想一下，一位经理对客服中心的员工说：“客户服务是公司的工作重心。”这是一个向外传递的有关价值观的信号。现在，经理制定激励措施，员工按接听的电话数量获得报酬。它传递的信号是以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的“速度至上”，与经理追求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种混合信号让员工搞不清经理的价值观和期望到底是什么。
 
  混合信号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简单问题：应该奖励什么？在许多情况下，绩效涉及的因素很多，但奖励只针对其中的某个方面，通常是最易衡量的一个方面。“一刀切”的措施向员工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专注于能获得金钱奖励的指标，忽略其他所有因素。例如，计算工人的衬衫产量可能很简单，但如果只奖励产量，衬衫的质量会怎样？工人会确保缝线笔直、对称吗？如果只根据销售额来计算销售人员的薪酬，销量可能会上升，但客户或许对服务不满，从此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
 
  经济学家一直在这种“多任务处理”条件下寻找激励行为的最佳方法。[image: ]在某些情况下，因其他维度衡量起来太复杂（比如质量），你只能激励一个维度（比如数量），此时最好避免“依情况而定的激励”，即完全取决于绩效的激励。通过考虑绩效的其他方面，我们可以用巧妙的方法避免问题的出现。第二部分探讨的正是这类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重要的经验是，激励会影响不同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当用它来奖励一个行动或结果时，你需要理解和掌控激励的影响方式，否则就可能传递出相互冲突的信息。公司里往往有一些坐而论道的“话题”，却缺乏明确有力的信息来支持其激励措施。表A-1是公司常见的冲突信息。
 
   
   表A-1 激励如何传递混合信号

   [image: ]
  
 
  公司说的是一套，制定的激励措施却是另一套，二者的矛盾导致了混合信号。我们将在下一章依次探讨表中的每个混合信号，并阐明避免的方法。请注意，表中的信号是高管对员工行为期望的解释。也就是说，它有助于员工理解激励制定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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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多即少：以质量为代价激励数量
 
   
   我说，既然正直行事麻烦重重，胡作非为却毫不费劲，而且拿的钱都一样，那么学好还有什么用？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45岁的苏珊晋升为客服中心经理，该中心约有100名员工。她在几年前入职，现在的任务是为团队设计薪酬方案。杰克是团队成员，29岁，与女友同住，是当地一所非全日制法学院的学生。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客服中心的工作只是他暂时养家糊口的工具。
 
  苏珊不能简单地根据员工的努力程度设定薪酬，因为客服中心对此没有很好的衡量标准，这让她颇为沮丧。苏珊无法全面监督杰克的工作，但可以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使他更加努力。起初，苏珊考虑了固定工资，这是许多雇主采用的极端方案。如此一来，杰克只要按时上班、接听电话，就能拿到工资。不过，工时是否足以反映杰克的努力程度？杰克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却在接电话时漫不经心，将大量时间用于喝咖啡、刷脸书。如果工时不是判断努力的有效指标，苏珊应该选择什么指标？是杰克的通话次数、帮助的客户数量，还是喝了几杯咖啡？
 
  假如苏珊像所有同行一样，选择的指标是通话次数而不是时间，如果通话次数只取决于杰克的努力，而且很容易衡量，苏珊就不必担心他会刷脸书：他打的电话越多，挣的就越多。
 
  解决方案似乎简单明了，是吧？如果通话次数是苏珊关心的唯一指标，那么确实如此。但她想向杰克传递“尽可能多打电话”的信号吗？如果她还关注通话质量，她可能会对结果感到失望。考虑一下杰克处理的电话类型：有些比较简单，能快速处理；有些则较为棘手，需要花较长时间。如果按通话次数计酬，杰克会收到一个信号，比如，可以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不小心”掉线。这对客户或客服中心来说都没有好处。因为急于结束通话，杰克还可能表现得缺乏礼貌和耐心。如果你关注其他维度（比如质量），那么只激励数量会导致很多问题。这就是本章探讨的内容。
 
  在苏珊和杰克的例子中，相较于评估工作质量，计算完成的任务量或产量往往更容易。激励数量的方法简单易行，许多公司都这么做。然而，对真正关注质量的公司（比如，成功取决于客户评价的公司）来说，数量指标导致一个问题：它传递出错误的信号。公司可以反复强调质量的重要性，但如果只实施数量激励，就会传递相反的信号。
 
  谁在传递混合信号？
 
  不只是私企，政府也会犯传递混合信号的错误。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开始修建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主管部门聘用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来完成这项工作，工作要求是建造最高效的铁路。他们还制定了基于数量的激励机制：按修建轨道的英里[image: ]数付费。
 
  19世纪60年代，阅历丰富的托马斯·C.杜兰特进入该领域。杜兰特曾是一名医生，后来转行，买下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200万美元的股份，并通过选举成为总裁，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他“聘用”美国动产信贷公司作为铁路建设的独立承包商。该公司只是一个影子公司，背后真正的金主是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投资人。杜兰特利用这个幌子抬高实际建筑成本，诈骗了政府数千万美元。抬高成本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不必要的轨道：毕竟，轨道越长，公司赚的钱越多。[image: ]
 
  显然，政府在制定激励机制时并不想得到这个结果。虽然激励数量无可厚非，但轨道长度只是质量指标的一个方面，并非高效铁路的实际衡量标准。更有效的激励应该包括时间因素（例如，为按时完工支付固定款项，不需要按轨道长度付款，那是个容易虚增的数字）和质量控制，因为时间限制也可能导致对质量的忽视。
 
  以质量为代价提高数量的后果可能是不可逆的。以化石回收为例。19世纪，中国古生物学家招募当地农民到挖掘现场寻找化石。他们按上交的化石碎片给予奖励。激励数量的结果是：一些农民砸碎了他们发现的骨化石，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却降低了文物的科学价值。激励力求简单，但古生物学家的激励过于简单。倘若增加另一个维度，比如化石的大小，他们就能从中受益。
 
  为什么要增加维度，而不是换一种简单的激励？苏联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找到答案。苏联的一家国有玻璃厂曾根据玻璃重量支付经理和员工的工资，这种激励措施促使工人生产出重到几乎不透明的玻璃。工厂领导意识到出了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增加一个激励维度，而是简单地将指标从重量换成了尺寸：根据玻璃的面积核算薪酬。新的激励措施解决了老问题，却制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问题：工人生产的玻璃非常薄，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经常会破碎。[image: ]
 
  特拉维夫的小巴为什么没关好门就启动？
 
  上述案例表明，激励人们增加某个维度的产出，会对其他维度产生意外的影响。理解这种影响是关键。你要确保激励的指标正是你想促成的目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奥斯坦·古尔斯比在为《石板》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image: ]古尔斯比想在日常通勤时尽可能避开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拥堵。他熟悉了所有路线，如果高速公路堵车，他就走另一条路，从而节省了时间。世界各地的司机都感同身受……除了公交车司机。公交车在堵车时原地等待，不寻找更快的路线，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影响它们停靠的站点——毕竟，在高速公路上没有站点可停。因拥堵造成的延误使公交车的吸引力远低于其他交通工具。
 
  为什么公交车司机不走捷径？是因为很难找到更快的路线吗？恐怕不是。即使不熟悉路，基于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应用程序也会告诉你当前更快的路线。也许更犀利的问题是：在无激励的情况下，公交车司机为什么要努力寻找最快的路线？他们按时计酬。车到终点站后，只需掉头继续驾驶，直到轮班结束。他们没有抄近路和服务于更多乘客的动力。
 
  瑞安·约翰逊、戴维·赖利和胡安·卡洛斯·穆尼奥斯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表明，智利公交车司机对激励措施有敏锐的认识，并对激励结构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image: ]当像美国公交车司机一样拿时薪时，他们没有动力寻找最快的路线并服务于更多乘客。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他们收到的信号是：“耽误乘客的时间没什么大不了。”通过改变激励结构，让司机的工资基于当班时的乘客人数，他们收到的信号是：管理层关注的是上客量。司机的行为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激励结构促使司机减少延误，他们会像你我一样，寻找节省时间的路线，而且驾驶时间会更长，休息时间会更短。
 
  在特拉维夫，你可以观察到与智利类似的现象，只不过以上客量为激励指标造成的问题更明显。特拉维夫的小巴是私营的，司机的收入来自乘客的车费。在一些繁华路段，小巴司机与拿时薪的公交车司机竞争。旅居特拉维夫期间，我喜欢乘坐小巴，因为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观察战略行为。小巴司机不停地通过无线电与同伴商定战略，哪里可能有更多的乘客他们就去哪里。他们还会紧盯公交车时刻表，总是比公交车早几秒捷足先登，接上在车站候车的乘客。
 
  图4-1描绘的正是这个故事。总之，这种战略行为的结果是，小巴司机提供了更快的服务，但他们也更急躁，让许多乘客感到不悦。乘客刚上车，还没坐下，甚至车门都没关好，他们就风驰电掣地驶出车站。说实话，作为小巴乘客，你得手脚麻利才行。这一现象符合智利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以速度和上客量激励公交车司机，会增加交通事故，乘客的乘车体验也不太愉快。
 
   
   [image: ] 
   图4-1 猜一猜：谁拿时薪，谁的收入来自上客量？
 
  
 
  在选择司机的薪酬方案时，公司需考虑更重要的因素：效率还是安全舒适？确定了更重要的因素，就可以选择与司机目标一致的激励措施，避免传递混合信号。此外，还可以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同时解决质量问题。一个有关网约车的大型自然实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
 
  网约车案例
 
  先来看看你友好的邻居“黄色出租车公司”的例子。山姆是这家公司拿时薪的司机。可以想象，在固定工资的情况下，他为何没有强烈的动机战略性思考最佳乘车地点。他会延长午休时间，而不是利用这段时间积极工作。毕竟，只要偷懒没被发现，无论工作多久，付出多少努力，他都会得到同样的报酬。
 
  将山姆与优步司机凯特进行比较。凯特及其同事处于另一个极端：他们按接单次数计酬，收入要扣除按比例支付给优步平台的费用。凯特的收入取决于她的接单量：接单越多，赚的钱越多。与特拉维夫的小巴司机一样，她和同事更有动力实现速度和距离的最优化，也比山姆及其同事更努力。
 
  凯特可能会一门心思地接更多的单，因而忽视服务质量。网约车公司了解其中的风险，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增加一个激励维度：让乘客为司机打分。当优步服务结束时，乘客可以对司机进行一到五星的评价。当你通过软件叫车时，司机获得的累计评分会显示在屏幕上。如果评分较低，你可以选择别的司机。此外，如果你给司机打了低分，系统会提示你说明原因，比如安全、整洁、礼貌等等。忽视服务的风险很高：优步的算法会监控服务评价，不达标的司机将被淘汰。
 
  评分系统关注用户体验和客户服务，是激励司机提供优质服务的简单解决方案。请注意，评分系统成本低廉且有效，但它并没有取代之前按接单次数计酬的激励措施。网约车公司将评分系统纳入其中，创造了一种更好的激励方法，让司机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提供优质的服务。
 
  传统出租车司机没有这种机制。拿固定薪酬的司机就不必说了，即使是单干的司机，或从平台获得部分收入的司机，受到的激励也只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接单量，以牺牲舒适性和安全性为代价提高速度。如果乘客不正式投诉，他们就没有提供优质服务的外部动机。你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像山姆一样，是某家公司的员工，他们会因服务和不做有损公司声誉的事，哪怕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得到一定的回报。妮科尔·塔姆在《夏威夷商业杂志》上撰文讲述了自己的乘车经历，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我和朋友叫了一辆等候在停车场的出租车。行程很短，但又热又让人恼火。司机态度蛮横。那是一辆老旧的七座面包车，有股霉味，还脏兮兮的，车里散落着纸巾和塑料袋。我想在手机应用程序上发泄一下，给他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差评，但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下车牌号，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进行口头投诉。
 
   当我用优步和来福车时，几乎所有的司机都很文明，车子也比较干净。行程结束后，我可以立即在应用程序上评价乘车体验。[image: ]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网约车应用程序给出租车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后者重视客户服务。《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报告分析了超过10亿次出租车乘车数据。数据显示，自从网约车公司加入出租车行业后，客户对纽约和芝加哥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的投诉稳步下降。[image: ]为什么？数据表明，投诉减少的部分原因与新的竞争压力有关，出租车司机正在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公司推出了自己的应用程序，想与网约车应用程序抗衡，这些程序中也有评分系统。
 
  案例研究：按次收费
 
  不久前，本书的研究助理威尔买了一辆电动滑板车，经常开着它在镇上穿梭。他享受着速度与激情，滑板车的速度常常达到每小时20英里。经过几周的极限测试，威尔终因鲁莽受到惩罚——他出了车祸，膝盖受了伤。他去医院挂了急诊，医生立即让他进行各种扫描检查。查看扫描结果后，医生建议他过两周复查，甚至说可能要做一个小手术。医生给威尔开了很多止痛药和安眠药，剂量足以让他昏迷好几周。经过一周半的休息，威尔的膝盖彻底康复，他只吃了大约1/4的处方药。
 
  威尔的经历并不罕见。2015年，在一项针对435名急诊科医生的调查中，85%以上的医生承认，尽管知道检查结果无益于治疗方案的选择，他们还是会要求患者进行许多检查。[image: ]为什么医生经常安排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因为他们受到“按次收费”（FFS）制度的激励。该制度规定，医护人员根据他们提供的服务的次数而非诊疗结果获得报酬。患者做的检查、手术和扫描越多，医生的收入就越高。这种制度激励医生提供过度治疗和服务，即使它们对患者毫无益处。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引入了医保制度，“按次收费”就始于那个时期，至今仍是主要的医疗薪酬模式，占初级医疗业务收入的90%以上。[image: ]医生经常对威尔这类患者说：“为什么不做个心电图，看看有没有问题？”在“按次收费”制度下，医生和医院从患者的各项检查中获利——事实上，是大赚一笔。美国国家医学院估计，美国医疗业每年在不必要的手术上浪费7 650亿美元，约占每年医疗支出的1/4。[image: ]尽管“按次收费”并非过度治疗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造成了浪费。在其激励下，医生往往会忽略简单方案，选择可直接获利的更复杂、更昂贵的可用方案。美国人均医保支出约为其他富裕国家的两倍，这种激励结构正是原因之一，但巨额支出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image: ]数量有了，质量却不达标。
 
  “按次收费”和过度治疗能延续下来，有一个原因是保险公司承担了大部分费用。最近，我女儿做了个手术，账单是6.4万美元。幸运的是，我的大学医保支付了大部分费用，自费部分仅250美元，保险公司的所有投保人分摊了其余费用。我女儿住的是单人病房，这当然很好，但如果能便宜几千美元，我们可能会让她与其他患者同住。有这样的保险，我们很幸运。在申请破产的美国人中，2/3的人认为医疗问题是导致他们破产的关键因素。[image: ]支付全额医疗费的患者可能会像采购大件那样货比三家，但系统通常不提供这种选择。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想重新装修房子，可能会考察几家承包商，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然而，如果有第三方（比如保险公司）愿意支付装修费，我们花在考察上的时间就没那么多。同样，当能用保险支付医疗费时，我们通常不会过多关注价格，一心只想得到最好的治疗。人们往往认为，更多的治疗等于更好的治疗，事实并非如此。
 
  思考一下简和阿什利的例子。她们都是即将分娩的健康产妇。简去了当地医院，和她的医生交流最佳分娩方法。医生告诉简，他们必须分析风险，尤其要对胎心进行追踪检查，确定是否适合自然分娩。分析后，医生得出结论，胎心追踪显示可能有异常，强烈建议简剖宫产。
 
  阿什利在另一家医院咨询她的医生。医生也建议进行胎心追踪检查，以判断自然分娩是否安全。分析后的结果与简的情况相同：胎心追踪显示可能有异常。但医生的结论截然不同。她向阿什利解释了情况，推荐她在增加胎心监测的条件下自然分娩。
 
  虽然剖宫产可以降低新生儿的产伤风险，而且有时在产妇出现前置胎盘和脐带脱垂等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也是可取的，但自然分娩通常是首选。[image: ]平均而言，剖宫产的产妇死亡概率更高，失血更多，感染概率更大，还会给以后的分娩带来更多问题，恢复期也更长。[image: ]
 
  为什么简的医生建议她剖宫产？原来，每做一台剖宫产手术，简的医生都能获得丰厚的报酬。而对阿什利的医生来说，相较于自然分娩，剖宫产不能给她带来额外收入。这不一定说明医生漠视患者的健康，他们可能会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建议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据统计，受到激励的医生可以从每台剖宫产手术中多赚几百美元。剖宫产对医院也有经济意义，医院可以从每台手术中多赚几千美元。[image: ]在这种薪酬结构下，除了医生的个人激励，医院还会自上而下施加额外压力，促使医生向产妇推荐剖宫产。
 
  虽然剖宫产与自然分娩的基本手术费差不多，但剖宫产对医生的补贴通常更多。研究表明，补贴差异对剖宫产的采用具有很强的正效应。[image: ]换言之，剖宫产和自然分娩的补贴费差额越大，医生推荐剖宫产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图4-2的博弈树绘制了医生决策的简化过程。请注意，这里采用的是极端情况，忽略了患者的成本和收益因素。
 
   
   [image: ] 
   受到经济激励的医生推荐的分娩方式：医生的效用。结果1时间短，报酬高→选择结果1。
 
   图4-2 受到经济激励的医生推荐的分娩方式
 
  
 
  面对同样的异常结果，简和阿什利的医生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决定，原因就在于此。只要产妇的情况与正常分娩条件略有出入，简的医生就会推荐更有利可图的剖宫产，并证明其合理性。相反，由于两种分娩方式的补贴一样，阿什利的医生需要更多证据支持剖宫产决定。
 
  简和阿什利的情况基于真实数据。20世纪90年代，1/5的婴儿通过剖宫产分娩，如今这个比例激增到1/3。[image: ]如果医生做出的是有理有据的客观和知情决定，剖宫产本身并不是问题，但许多医生的决定都受到经济激励和体制压力的影响。
 
  除了经济激励，医生的决定也受患者知识的影响。假设简虽然受过教育，但对分娩几乎一无所知，而阿什利是一名医生，具备做出独立判断所需的医学知识。医生产妇和其他产妇会被区别对待吗？这正是最近一项研究的主题。答案是肯定的：医生产妇接受不必要的剖宫产可能性更小。总体而言，她们接受剖宫产的可能性比普通产妇低7.5%。[image: ]
 
  患者的知识与经济激励之间相互影响。在实施剖宫产经济激励的医院，简这种普通产妇（不是医生）的剖宫产率更高。医生产妇的情况怎样？虽然医生通常可以通过推荐剖宫产获得经济利益，但向具备医学知识的产妇提出不必要的建议，会引起产妇的不满。根据这一推理，阿什利这种医生产妇不会受医院激励机制的影响。这表明，受激励的医生会向缺乏相关知识的产妇推荐剖宫产，但不会向医生产妇推荐，产妇的知识是有效的平衡器。
 
  基于患者知识的治疗差异也会导致其他重大后果。相较于非医生产妇及其婴儿，医生产妇及其婴儿的发病率更低，使用的医院资源更少。后者的住院费更低，恢复时间更短，进行胎头吸引术的可能性更小。如果所有产妇都像学识渊博的医生那样被对待，剖宫产率会降低，住院费会减少20亿美元。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大多数产妇仍可能承受过度治疗的压力。
 
  “按次收费”导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医疗部门在预防疾病或伤害方面没有投资动力。我们知道，疾病预防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本·富兰克林曾说：“一盎司[image: ]的预防胜过一磅[image: ]的治疗。”贝拉克·奥巴马称：“我们在预防和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太少了。”[image: ]据估计，每年有90万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几乎占美国年死亡率的40%。[image: ]但没有任何激励措施促使医生或医院帮助我们做好疾病预防，从而保持身体健康；当我们生病时，医疗费却高得惊人！
 
  维维安·李的新书《长期修复：采用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策略解决美国医疗危机》（The Long Fix：Solv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Crisis with Strategies That Work for Everyone）提供了一些好例子。尚卡尔·韦丹坦在其播客《隐藏的大脑》中讲过这本书。[image: ]该播客强调，“按次收费”是医疗失误的主要原因，医疗失误是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等行为的后果。这是关注治疗数量而损害质量的典型案例。李举了一个头痛患者的例子。医生有99.9%的把握相信患者是普通头痛，这种头痛会自行消失。患脑瘤的概率很低，但它确实存在。在欧洲，医生会开一些药，让患者继续观察。但在美国，医生担心被起诉，加之患者家属忧心忡忡，患者会被送去做脑部磁共振成像。医院和医生多赚了几千美元，结局皆大欢喜。但这种检查是有代价的，例如，不确定的诊断结果可能会让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手术。
 
  我们如何才能减少医疗系统的利益冲突和不成比例的经济补贴现象？有几种不同的激励方案可供选择。例如，按医生接诊的患者人数计酬的“人头模式”。这一制度激励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保健服务。[image: ]有些保险公司深谙其道。美国哈门那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健服务公司之一，在我与该公司合作期间，它为每位被保险人支付固定费用。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哈门那公司就能从中获利。因此，我们致力于为被保险人提供预防性医疗服务的激励措施，例如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另一个预防性医疗的例子适用于再次入院的情况。大部分出院患者会在一个月内再次入院，治疗费极高。我们的研究表明，许多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简单且经济有效的治疗来预防。例如，派一名护士到患者家中，确保他们恢复良好且按处方服药。尽管这种模式节约了资源，却在质量和数量之间制造了另一种权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患者总数，医生会将每位患者的接诊时间减至最少，而不是尽其所能提供治疗。
 
  还有一个方案是给医生发放固定月薪，不提供额外激励。这种模式减少了医生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的现象，但这种模式让医生缺乏努力工作的经济动力。这与出租车司机按小时计酬的情况类似，医生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另一种激励模式是绩效工资制，医生的薪酬基于指标驱动的结果、医术和患者满意度。相较于其他模型，绩效工资制虽然更复杂，但数据表明，以基于价值的重要标准来激励医生，有助于杜绝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提高患者的总体满意度。[image: ]在分娩的例子中，医生现在的动机是，为每位产妇量身定制分娩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指标驱动的结果和患者满意度，而不是选择最方便、最有利可图的方案。
 
  目前，通过在医务人员中推行绩效工资计划，美国医疗业正逐步转向基于价值的医疗。尽管大多数医院仍“按次收费”，但绩效工资计划让许多医院开始关注之前的非激励因素。
 
  教训很明显：激励可能影响生死。我们要一以贯之，通过增加激励维度来控制潜在的质量损失，比如为网约车应用程序增加评分系统，或者在医院薪酬设计中增加结果指标。这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在关注数量的同时，质量也至关重要，从而解决了混合信号的问题。
 
  作为总结，我们来听一位经济学教授分享的故事。他曾使用激励来塑造孩子的行为。在女儿学习如厕时，他实施了激励方案：每次上完厕所，女儿都会得到一颗糖。几年后，她弟弟开始学习如厕，教授制定了新的激励方案：每次帮弟弟上厕所，女儿都会得到奖励。路都走不稳的女儿学会了耍花招。她是怎么做的？用她的话来说：“我发现，喝得多尿得多，所以我不停地给弟弟喂水。”[image: ]
 
   
   要点
 
   如果激励数量，你要确保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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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鼓励创新，却惩罚失败
 
   
   一个从不犯错的人，也从不尝试新事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托马斯·爱迪生为寻找适用于灯泡的灯丝而付出不懈的努力，这令人深受鼓舞。在尝试了2 000多种不同的材料后，他的助手抱怨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什么都没学到，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正确使用电。”[image: ]爱迪生的回答表明，他们的失败是有收获的：“哦，我们探索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我们知道有2 000多种元素无法用来制造合格的灯泡。”故事的结局尽人皆知。爱迪生说：“在成功之前，我尝试了6 000多种植物纤维，在世界各地寻找最合适的灯丝材料……为发明电灯，我殚精竭虑地进行了大量研究，做了许多精心设计的实验。我从未气馁，也从未失去成功的信心。我不能说我所有的同事也是这样想的。”[image: ]
 
  对许多公司来说，成功取决于创新，而创新需要一定程度的冒险，这种冒险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失败。成功的公司通过推出深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来实现创新，它们承担的风险最终是值得的。一次尝试的成功足以弥补其他尝试的失败。成功公司与失败公司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应对失败和创意落空的情况。
 
  公司鼓励员工创新，却在新方法失败时惩罚他们（例如，推迟晋升），这传递了一个混合信号。惩罚失败会阻止人们冒险，扼杀新想法。更糟糕的是，人们会尽力掩盖失败，进而削弱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接受错误、惩前毖后的文化将带来更多的冒险和失败，但最终会获得更多成功。培养一种鼓励探索、包容奇思妙想的文化氛围，终将得到回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创造一种高绩效、成就驱动、力争上游的环境，同时还能让人开诚布公地进行自我批评，是一种挑战。但请记住，在这种文化中，大家都觉得承认失败没什么大不了，自然就减少了对失败的恐惧，大胆创新将成为主流。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承认自己的想法行不通，其他人会提出新方法，让过去的失败成为未来成功的基石。
 
  组织可以通过实践和努力，成功创建这种独特的文化。以色列空军（IAF）就是一个例子。它鼓励创新，不惩罚失败，确保不会传递混合信号。IAF飞行员在受训伊始就被教导，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对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至关重要。思考一个“未遂事故”的案例——一个差点儿酿成事故的案例，比如两架战斗机在飞行中险些相撞。IAF会像处理真实事故一样处理这类情况。飞行员了解到，事故和“未遂事故”的区别往往只是运气。通过严肃认真、开诚布公地对待错误，IAF的飞行员不断进步，学会避免重蹈覆辙。为了提高学习效率，飞行员需要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错误，即使那些错误并未被指挥官发现。
 
  我们举一个具体案例：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IAF的高风险行动。两个F-4战斗机编队起飞执行非常重要的作战任务——袭击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部，这项任务对阻止叙利亚军队至关重要。每个编队由4架战斗机组成，队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当天的天气碰巧（或不巧）不适合空袭。云层覆盖了整个战区，战斗机只能在云层下方或上方飞行。如果在云层下飞行，飞行员能看到目标，但地面上的人也容易发现他们，他们就成了活靶子。如果在云层上飞行，飞行员更安全，但无法发现目标的位置。一位队长观察了天气，认为两种选择都不好，于是放弃任务返航。另一位队长决定在云层上飞行，寻找目标上方云层微散的时机，攻击并摧毁目标。指挥官在听取汇报时称赞了两位队长，说这两个决定都正确。他的信息很明确：领导者可以自主决定，不必担心失败的惩罚。
 
  当然，并非所有失败或错误都会受到鼓励，事实也不应该这样——有些错误无益于任何组织，比如因恶意、疏忽或经验能力的欠缺而导致的错误。受到鼓励的是那些检验新想法和新方向的冒险。尽管新方向看似有误，但结果可能证明探索是值得的。
 
  创新伴随着高失败率，降低失败率并不总是有效的策略。在《天才的起源》（Origins of Genius）一书中，迪安·基思·西蒙顿称，创造力最强的人失败次数最多，因为他们尝试的想法最多。[image: ]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并不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成功率，他们只是做了更多尝试。组织心理学家鲍勃·萨顿建议，公司不应惩罚失败，而应惩罚不作为。
 
   
   最有创造力的人和公司失败率并不低，与竞争对手相比，他们失败更快、成本更低，或许从挫折中吸取的教训也更多。这种失败最大的障碍是，一旦人们对某一行动做出公开承诺，并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就会相信手头的工作至关重要，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解决方法是提供激励，尽早终止失败项目。[image: ]
 
  
 
  默克公司的研发主管彼得·金在上任伊始就重视该想法的实现，为公司引入了“项目终止费”。[image: ]他一到公司就注意到，为了逃避失败及可能的后果，许多科学家会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为减少这种代价高昂的行为，金向及时终止失败项目并转向新创意的科学家发放奖金。金以全新的角度理解激励机制，解决了混合信号问题：奖励而非惩罚失败。基于同样的道理，门洛创新公司将“更快地犯错”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深知创新免不了犯错，因而鼓励员工尝试新想法，奖励快速失败。
 
  在TED演讲中，字母表公司的“X”研发部主管阿斯特罗·特勒讲述了团队的许多失败创意。他为此自豪，也为团队能及时止损而自豪：
 
   
   你不能扯着嗓门逼迫人们快速失败，那会引发抵触。他们会担心：“如果我失败了会怎样？别人会嘲笑我吗？我会被解雇吗？”……鼓励人们从事高风险工作的唯一方法是，让这条路成为阻力最小的路。在X部门，我们努力工作……确保失败的安全性。一旦出现失败的证据，团队就会推翻自己的创意，因为他们会获得奖励，赢得同事的掌声。经理，尤其是我会与他们拥抱、击掌。他们因及时止损而升职加薪。小到两个人的团队，大到30人的团队，只要及时终止失败，每个人就会获得奖励。[image: ]
 
  
 
  的确，特勒团队的大多数项目都失败了，但这种奖励快速失败的文化引发了令人振奋的成功，比如早期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其他公司纷纷学习效仿。例如，印度巨头塔塔集团追求创新，深知创新有助于企业发展。董事长拉坦·塔塔在退休前为最有价值的失败创新设立了“勇于尝试”奖，称“失败是一座金矿”。他传递了一个信号，即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无论成败，都应得到奖励。[image: ]
 
  不创新的代价
 
  某些商业巨头因思想过于保守而一败涂地。逃避改革、惧怕失败，会导致企业发展停滞不前，最终被无情地淘汰，百视达从行业霸主走向破产就是很好的例证。百视达由大卫·库克于1985年创立，之后迅速发展成美国最大的家庭影视连锁店，主导了影像租赁市场。[image: ]20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的市值达到30亿美元，在美国拥有超过9 000家租赁店。除了租赁费，这个DVD（数字通用光盘）巨头的主要收入来自用户的滞纳金。在鼎盛时期，百视达每年从6 500万注册用户那里收取的滞纳金高达8亿美元。[image: ]这自然让厌恶惩罚的用户颇为恼火，有时甚至是怒不可遏。网飞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就是其中之一。
 
  在被百视达收取了40美元的滞纳金后，愤怒的哈斯廷斯决定于1997年创办自己的影片租赁公司。凭借新的数字化平台和订阅商业模式，网飞迅速发展壮大：用户每月只需支付20美元就可以租赁无限量的电影DVD，没有归还期限或滞纳金；每次寄回，用户会收到新的DVD。2000年，网飞在线平台取得了初步成功。哈斯廷斯飞往达拉斯，与百视达洽谈合作事宜。他提议由网飞运营百视达的线上业务，作为交换，百视达要在其门店推广网飞的服务。时任百视达首席执行官约翰·安蒂奥科对此嗤之以鼻，拒绝了哈斯廷斯。如你所知，他没有笑到最后。[image: ]
 
  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2007年，网飞拥有了数百万注册用户，因无须建立零售网点而积累了巨额资金，开始创新其在线平台，整合革命性的流媒体服务，并最终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将其业务扩展到世界各地。[image: ]2009年，网飞的营业额达到1.16亿美元，百视达则亏损5.16亿美元。在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之后，百视达零售店纷纷关闭，最后只剩下一家。
 
  百视达为什么会转型失败？有时，最大的敌人正是眼前的成功。当网飞从DVD租赁转向创新领域的开发时，百视达仍坚持其有利可图但日薄西山的模式。百视达尝试了各种策略来挽救败局，但大多数策略都只是在规避风险，无关痛痒。百视达不是没有转型和精简的机会，但公司董事会过于惧怕失败。董事会成员收到的信号是，他们应该找到一种维系传统模式的方法，他们没有改变的动力。在拒绝网飞收购要约的几年后，首席执行官安蒂奥科意识到网飞构成的巨大威胁。他试图说服董事会终止收取滞纳金的商业模式，大力投资在线平台，以满足新一代用户对数字服务的需求。然而，公司董事会被当时仍然可观的利润蒙蔽了双眼，避开了成本高昂的转型之路。
 
  百视达董事长吉姆·凯斯是反对转型的主要人物。他强调，转型计划将耗资2亿美元，终止滞纳金模式又会减少2亿美元的收入。董事会听信凯斯的负面预估，否定了安蒂奥科的发展愿景，最终于2005年将其解雇。安蒂奥科被解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创新性改革方案，该方案与百视达的运作方式有天壤之别。凯斯接任新的首席执行官，为提高短期利润，他扭转了安蒂奥科为挽救公司所做的最后努力。百视达在看似安全的计划中停滞不前，几年后宣布破产。
 
  不要回头
 
  有些公司惧怕可能的失败，有些公司则表现出非凡的创业精神和灵活性。20世纪70年代，英国商业巨头理查德·布兰森爵士创立了维珍品牌，此后维珍集团陆续创办了400多家公司。20世纪80年代，维珍迅速发展，布兰森从未停止过冒险。他在不同的领域大胆尝试：从维珍传媒到维珍移动，从维珍化妆品到维珍服装，从维珍航空到维珍汽车，集团业务不胜枚举。[image: ]
 
  有些尝试失败了。例如，1994年，一位汽水生产商带着自制汽水来见布兰森。布兰森很喜欢它的味道，将其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一起带到孩子的学校进行盲测，结果这款汽水以绝对优势胜出。布兰森决定推出维珍可乐，进军汽水行业。如同大卫与歌利亚（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战，维珍可乐很快赢得了英国消费者的青睐。同年，布兰森乘势而上，在美国推出维珍可乐，并利用他在时代广场驾驶坦克碾轧可口可乐的特技镜头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然而，行业巨头开始反击，维珍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维珍可乐开始从世界各地零售商店的货架上消失。原来，为了阻止维珍可乐的推广，可口可乐为零售商提供了“无法拒绝的报价”。面对毁灭性报复，布兰森很快宣布维珍可乐退出市场。尽管损失惨重，消费者也与一款好喝的汽水失之交臂，但可口可乐的蓄意破坏和维珍可乐的失败并没有让布兰森一蹶不振，他乐观地从这次探索中吸取宝贵的教训。他说，这段经历教会他“只做明显优于所有竞争对手的生意”。他称自己是“全力以赴争取成功”的人，然而，一旦意识到“这事儿没戏，第二天（他）就会将其抛在脑后”，投入下一个创业项目。[image: ]
 
  布兰森从未停止创新，失败只会激励他寻找新机遇。当被问及如何保持经久不衰的创业精神时，布兰森说这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不要将太多时间浪费在懊悔上。他表示，自己和团队从不因错误和失败心灰意冷。“相反，即使创业失败也会努力寻找机会，看看能否利用市场的另一处空白。”[image: ]这种冒险精神已渗透到公司的各个层面，根植于员工的心中，形成了勇于创新、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如果想鼓励创新，你就要激励你的团队去冒险。这意味着团队可能会遭遇失败，甚至是接二连三的失败，但是没关系。不要既鼓励团队冒险，又惩罚失败——这将导致创新枯竭，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因为人们会在大量不利证据面前继续推行其创意。信号要响亮而明确：鼓励冒险，奖励失败。
 
   
   要点
 
   如果想鼓励创新和冒险，就不要通过惩罚失败来传递混合信号——要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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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鼓励长期目标，却奖励短期成果
 
  消除竞争、提高价格是经济学课程中的策略。消费者不欣赏这种行为，而且它还可能是非法的，比如下面的例子。2012年6月，产品点评平台Bazaarvoice收购了同类平台PowerReviews，Bazaarvoice股价因此一路飙升，突破每股20美元，高管变现了9 000万美元股票。[image: ]Bazaarvoice为什么要购买PowerReviews？为了灭掉竞争对手。“Bazaarvoice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产品评级和评论平台的商业供应商，PowerReviews是其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收购之前，PowerReviews采取了激进的价格策略，Bazaarvoice一直被迫回应竞争压力。许多零售商和制造商因两家公司的竞争获得了大量价格折扣……Bazaarvoice想通过收购来遏制竞争。”然而，辉煌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2013年1月，美国司法部发起反垄断诉讼，迫使Bazaarvoice出售PowerReviews，这导致其股价跌破每股7美元，股东损失惨重。[image: ]
 
  Bazaarvoice的高管是否被严重误导，完全没料到会被起诉？显然不是。他们预料到了，但选择了冒险。诉讼引用了公司的内部文件，公司高管在文件中描述了PowerReviews在市场中的角色，清楚地表明他们了解风险。
 
  既然不是出于无知，高管为何要这么做？他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确切地说是9 000万美元。尽管了解并购对公司造成的长期后果，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短期利益。
 
  想象一下，股东正在为公司招聘新的首席执行官。在决定聘用她时，他们向她传达了经营目标，强调了公司长期成功的重要性。虽然相信她的能力，但股东们也想通过激励让她表现得更出色，于是规定其大部分报酬来自公司股权，忽略了股权可能基于短期业绩的事实。
 
  在这种激励下，新任首席执行官专注于短期结果（一种“短期主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她可能会将资源从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情上转移出去。比如，将产品运输外包出去。投资自己的运输队以提高运营效率可能有利可图，但会造成短期损失，只在长期状态下才会盈利。既然如此，她为何还要冒着失去工作和奖金的风险投资新的运输队？为了提高短期利润，她不会投资于增加当前成本但能提高远期绩效的新技术，而是以公司的长期成功为代价，做出有助于实现短期利润目标的决定。
 
  有证据支持短期主义的存在：收到混合信号的高管表示，如果创造长期价值的项目有损短期收益，他们会推迟或舍弃该项目。[image: ]Bazaarvoice的例子表明，短期主义也可能影响公司承担的风险。最近，一篇论文进一步说明了对首席执行官采取短期激励导致的问题。文章指出，在下一季度授予首席执行官股权的策略（例如，让他们明年完全拥有公司股份）就是一种短期激励。作者表明，短期激励与投资减少显著相关。股权授予前后的两个季度，股票收益率较高，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则较低。换言之，首席执行官按短期激励行事，做出目光短浅的决定，扼杀了公司的长期成功。[image: ]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公司股票连续几个季度表现低迷，首席执行官就会被换掉。在激励机制下，首席执行官宣称投资于未来（这是股东希望听到的），实际上却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因为他们不想丢了饭碗。作为一名激励设计师，你必须构建首席执行官激励机制，强调你既关注短期收益也关注长期成功。让首席执行官目光长远的一个方法是对其股权实行长期托管。[image: ]托管是指在预定责任履行之前，由第三方代表当事人双方持有资产的过程。就公司管理层而言，第三方托管可以确保以股权作为奖励的高管在责任期限之后才能出售股票。[image: ]美国机构投资者委员会（CII）建议：
 
   
   为构建长期股东价值，促进长期战略思维，高管的薪酬设计应起到吸引、留住和激励高管人才的作用。CII认为“长期”至少是5年。高管的薪酬应与公司所有者的长期回报相匹配。合理的方法是，在有利于公司长期股东回报的前提下，基于宽泛的绩效衡量标准对高管实施奖励。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基于时间，具有延长属性。例如，5年后开始授予，10年后完全授予（包括终止雇佣关系后）。对某些公司来说，侧重于授予这类股票可以保持风险和报酬的适当平衡，促使股东和高管齐心协力、同舟共济。[image: ]
 
  
 
  该建议的目标是降低短期结果相对于长期结果的权重。限制性股票能确保高管像股东一样，不以狭隘的眼光看待短期业绩，而是评估长期业绩的好坏。
 
  延长任期
 
  协调股东和首席执行官目标的另一种方法是延长固定任期——这减轻了首席执行官在公司短期表现不佳时被替换的担忧。短期任期引发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尤为突出。任期时长影响长期策略。思考一个案例，一位州长面临着是否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定，比如建造新桥梁或新火车。从长远看，它能预防事故的发生，甚至带来丰厚的利润——新火车能将游客和他们的钱包带入商业区。但州长有自己的短期激励：他希望赢得几年后的下一届选举。他明白，连任失败很可能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因此有很强的动机为连任采取行动。在这种强烈的短期激励下，州长为什么要投资至少10年才能看到效益的新火车？为了建造火车，州长必须从短期项目中转移资源，甚至可能增加税收。这些政策不仅有违民意，还会破坏连任机会。更为不公的是，新火车可能在离任后才能建成，继任者将坐享其成。
 
  我们该如何解决向政治家传递混合信号的问题？方案似乎很简单：取消任期限制。放下4年再选的顾虑，确信能收获工作成果，这样州长就会集中精力投资未来。然而，延长任期在政治领域可能并非良策，其成本或许高于短期任期的成本。尽管4年任期制激励了短期目标，但相较于固定任期，我更愿意选择前者，它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一个领导人必须对选民负责。
 
  抛开政治不谈，通过延长任期激励长期成功的成本通常并不高。考虑一下篮球教练选择参赛队员的例子。是让最有价值的球员上场，还是将机会留给初露头角但缺乏经验的年轻球员？让年轻球员上场可能会减少球队当前的成功机会，但能让他们获得必要的经验。如果处于赛季中期，教练是否被解雇取决于前几场比赛，他们可能会选择稳妥的策略，让经验丰富的球员上场。如果教练知道其职位在第一个赛季是有保障的，他们就会投入更多精力提高球队的整体水平。从长远看，这些努力可能会得到回报。
 
  为考而教
 
  除了商界和政界，短期激励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也影响着公立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公立学校的教师薪酬历来根据经验、教学水平和资历而定。然而，近年来，另一种激励结构引发了众议，被许多学校采纳，那就是绩效工资——教师的工资和奖金与学生的学业挂钩。[image: ]
 
  在“教师激励基金项目”（资助绩效计划的联邦政府拨款项目）的推动下，过去10年，至少20个州实行了某种形式的教师绩效工资制，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image: ]项目基金在短短一年内增长了4倍多，从2009年的9 700万美元增至2010年的4.87亿美元。[image: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年度基金规模始终为数亿美元，2016年为2.25亿美元。[image: ]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进一步推动了绩效制度。2002年，该法案引入了教育标准化改革，要求各州建立学生评估体系，例如通过年度全国标准化考试评估与学业状况报告获得联邦政府的教育资助。如果没有达到联邦政府要求的改善标准，学校就可能面临资金削减和教师降薪等惩罚。[image: ]贫困的公立学校资金本就不足，该举措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削减资金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导致相关学校更差的学业水平，继而在之后几年被削减更多的资金。绩效工资激励结构的风险这么大，它能发挥作用吗？我们的直觉是，为鼓励教师更努力地工作，淘汰不合格人选，奖励优秀教师是理所应当的。如此一来，学校就可以吸引更上进的教师，从长远看，学生成绩也会更好。
 
  问题出在细节上。为了使薪酬与学业挂钩，学校需要客观的绩效考评标准。以标准化考试衡量学业，给教师设定了“应试教育”的短期目标。我们真的希望教师竭尽全力，只为教学生通过标准化考试吗？过分强调考试会对学生的长期学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偏重于应试的课程会缩小知识面和技能范围，从而牺牲了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更无法引导学生享受学习。
 
  美国公立学校教师雷切尔·塔斯廷表示，一学年中有数周都在进行标准化考试。在此期间，宝贵的教学日被考试指导、准备和复习占用。作为副科老师，她必须牺牲自己的教学来为数学、阅读或写作这些客观可量化的科目腾出时间，这是“不得不接受的严酷现实”。[image: ]有这种感受的并不只是塔斯廷。根据美国教育政策中心2016年的报告，81%的教师认为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上耗费了太多时间。为了及时完成教学任务，许多教师不得不“只讲干货”，取消了有助于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的互动环节。[image: ]由于时间紧迫，教师无法为学生提供创造和参与的空间。课程趋于速成、简化和枯燥，严重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这种千篇一律的教学风格与芬兰的自由教育方式进行对比：芬兰教师可以定制自己的课程计划，选择自己的教材。他们不需要参加标准化考试，拥有充分的创造自由。如果不进行标准化考试，教师的工资就与学生的学业无关，芬兰一直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名列前茅。PISA是在57个发达国家中进行的面向高中生的国际考试，美国学生一直努力在这项评估中获得高分（我们将在第十三章探讨PISA的问题）。芬兰教育体制的成功表明，强制性考试的长期压力和投入，并没有使美国学生的成绩优于其他国家。除了考试成绩优异，芬兰学生的高中辍学率也很低（不足1%，而美国约为25%）。[image: ]
 
  在教师和学校中实施激励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支持者认为，对教育工作者进行激励很重要，这种激励是有效的；反对者认为，短期激励成本不利于教育的长期目标，因为绩效工资向教师传递了混合信号。它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添加了金钱因素。很多教师的驱动力来自内在价值观（比如促进学生成长），但现有的激励结构传递了一个潜在的有害信息：应该追求短期的好成绩，而不是长期目标。
 
  决策方案的选择范围很广，并非只有简单地考察激励效果，这场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经济学家的目标是运用经济推理，搜集各个系统运行情况的数据。在《隐性动机》一书中，我和约翰·李斯特探讨了一些旨在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实验。[image: ]重要的是，实验可以确定，在不同的社区中哪种激励和信号有效，一刀切不适合所有情况。经济学家可以解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权衡，决策者应根据这些权衡和实验数据做出决定，了解各个系统的优缺点。
 
  如果想鼓励长期目标，你就要确保短期激励不占太大权重。只要激励措施符合长期目标，即使短期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也不必担心。不要告诉你的团队成员关注长期目标，却在短期结果不理想时惩罚他们。确保你的激励时间线与最终目标一致。
 
   
   要点
 
   如果想鼓励长期成功，就不要只激励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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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鼓励团队合作，却激励个人成功
 
  明星的诞生
 
  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谈到以4 700万美元收购FriendFeed的事。FriendFeed是一家社交聚合服务公司，利用社交网络寻找与用户相关的信息。相对于其产品，收购价格似乎过高，扎克伯格想收入囊中的其实是FriendFeed的员工。当被问及收购价为何如此之高时，扎克伯格说：“表现杰出的员工比表现相当不错的员工不只是好一点儿……而是好100倍。”网景等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也赞同扎克伯格的观点：“在成事能力方面，高产员工与普通员工的差距越来越大。5个出色的程序员完全可以胜过1 000个平庸的程序员。”[image: ]
 
  出类拔萃的人才至关重要，美式橄榄球四分卫汤姆·布雷迪就是一个例子。布雷迪为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效力了20个赛季，为球队赢得了6次超级碗冠军，外加许多其他荣誉。他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image: ]2019赛季结束时，布雷迪想签订一份长期合同，能让他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退役，但老板罗伯特·克拉夫特和教练比尔·贝利奇克都只想与这位老球员签订短期合同。[image: ]于是，20个赛季之后，布雷迪离开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球队，加入坦帕湾海盗队，该队从未被认为是一支强大的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球队，仅在2002年获得过一次超级碗冠军，那是布雷迪加入之前很久的事。后面的事尽人皆知：布雷迪加入的第一个赛季就带领球队战胜了堪萨斯城酋长队，赢得了超级碗冠军。如果你对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后续情况感到好奇，我可以告诉你，布雷迪离开后，它的辉煌不再。
 
  但有时，仅凭明星球员无法力挽狂澜。以足球史上的最佳球员利昂内尔（莱奥）·梅西为例。当时他效力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官网称：“莱奥·梅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他技术完美，融合了无私、速度、沉着和进球得分的优势，世界第一的称号当之无愧。”在他的带领下，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在16个赛季中赢得了20多个联赛冠军和锦标赛冠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之一。梅西也取得了空前的个人成就：他获得的奖项比历史上任何球员都多。[image: ]
 
  像大多数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一样，梅西也作为国家队（阿根廷队）的一员参加世界杯和美洲杯等国际赛事。尽管他在俱乐部中表现出色，但还没有为国家队赢得过一场重大比赛。为什么？他可是顶级的明星球员。2018年，《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梅西陷入窘境，似乎无法融入阿根廷队》，文章说：“众所周知，梅西是伟大的球员，但如今他的处境令人困惑和遗憾。作为巴塞罗那队培养的天才球员，他在阿根廷陷入了窘境。是因为缺乏团结或信念吗？梅西似乎无法融入国家队。他们有那么多球技高超的前锋，却不知道如何发挥球员的最佳状态。阿根廷队在苦苦挣扎。是体制的问题，还是缺少某种精神？”[image: ]
 
  事实证明，有时即使是最伟大的球星，离开了团队也无法获胜。或许，仅仅因为梅西与阿根廷球员擦不出火花。又或许，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战略是为他的超级天赋量身打造的，更适合他的球风。也可能两支球队都很优秀，都支持梅西，但梅西在国家队的表现不一样。正如1978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队长丹尼尔·帕萨雷拉所说：“他是一名伟大的球员，任何球队都会因他的加入而受益匪浅。但他为巴塞罗那队效力时态度有所不同，他在那儿表现得更出色。有时，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你为球队尽心尽力，他们也爱你，但你就是不自在，相互之间总有些隔阂。我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应该是一种内心感受吧。”[image: ]
 
  团队与个人
 
  梅西的例子表明，我们不应只关注个人才能。如果组织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却实施个人激励，那会发生什么？个人激励有很多好处：由于回报与个人业绩直接挂钩，人们会更努力地工作；在保持高绩效的同时还能为公司吸引到更好的员工。相较于衡量群体业绩，衡量个人业绩往往更简单、更直接。
 
  如果你想鼓励个人奋斗，实施个人激励没什么不妥。但如果你同时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混合信号就出现了。员工究竟在意哪个：谈话的要点还是金钱？他们会选择金钱。当团队合作和团队业绩应该成为关注点时，个人激励的缺点可能大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优点。它促使员工专注于自己的业绩，而不是团队的业绩。为提高绩效排名，会出现竞争甚至内斗，这对合作很不利。
 
  如果想鼓励团队合作，你就要使用促使团队实现整体目标的激励机制。精心设计的团队激励措施可以促进员工的合作，增进有效沟通，培养更强的团队意识。思考一下公司内部的“传帮带”。新员工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从资深同事那里获得的指导的质量。如果组织专注于个人激励，老员工就不太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指导新员工。即使他们愿意，个人激励也会传递一个信号，即组织希望他们只关注个人业绩。此外，指导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新员工可能会成为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内部指导的回报通常很高，因此，这种混合信号对组织来说代价很大。如果组织的激励是基于团队业绩，老员工就有动力花时间帮助新员工，并理解这是组织真正追求的目标。
 
  但是，团队激励的效果会因鼓励“搭便车”适得其反。有些团队成员会投机取巧，期望别人来补位。如果这种人太多，团队的整体表现就会变差。对目标的不同贡献可能会加剧团队中的怨恨和紧张情绪，团队目标一旦落空，大家就会互相指责。
 
  个人激励和团队激励之间的适当平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思考一下团队障碍赛。如果规定冠军选手所在的团队获胜，个人激励在这里就可以发挥作用：你想吸引、留住最好的人才，并给予他们奖励。你还希望团队齐心协力支持速度最快的人，因此，你可能想增加一些团队激励，但它们并非驱动力。
 
  现在，思考这样一场障碍赛：获胜方是率先冲线的整个团队。在这种情况下，胜负取决于团队中最慢的人。比赛以团队为单位，成功取决于团队中最慢的选手能否战胜其他团队最慢的选手。这种竞争要求截然不同的激励措施，激励整个团队帮助最慢而非最快的成员。
 
  此类现象在研发竞赛中屡见不鲜。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一个聪明人提出拔得头筹的好点子。在另一些情况下，需要团队合作推进研究的诸多方面，赢得漫长的比赛。
 
  想来点儿刺激？
 
  提到价格竞争，我们想到的是大公司之间为赢得市场份额进行的降价大战。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价格战导致软饮料价格的下降。有一类头条总能博取读者的欢心，比如“消费者的好消息：麦当劳、汉堡王和温蒂汉堡之间爆发了价格战”。[image: ]
 
  在分析大公司时，是应该把它们看作“独立球员”还是一个团队？有时，公司并非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对于如何定价，公司内部会存在分歧、竞争和冲突。虽然人们经常忽视公司内部组织及其内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它们正是组织行为的核心。我和加里·博恩斯坦想深入研究价格战，考察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其竞争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价格。[image: ]
 
  举个例子，一家航空公司想采购新飞机。市场上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是波音737和空客A320。为简单起见，假设航空公司的购买决定完全取决于价格。两个参与者通过降价来竞争，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想比对方出价更低。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更现实的市场，它包含更复杂的组织，每个组织都由公司联盟组成，每家公司负责生产飞机的不同部件（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等）。公司联盟中的每家公司都独立定价，飞机价格是各公司报价的总和。虽然波音公司联盟中的所有成员有共同利益，即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赢得与空客的竞争，但每个成员也想最大化自己在集团利润中的份额。比如，波音公司从通用电气公司购买发动机。波音不能将737的发动机换成另一家制造商的产品，这么做不仅成本高，而且浪费时间。因此，通用电气的目标是报价尽可能高，同时又要低到能让波音公司赢得合同。
 
  由于无法用波音和空客做实验，我和加里创建了一个实验室游戏来模拟它们的竞争。我们创建了由团队A和团队B（波音和空客）组成的竞争市场。每个团队由3名选手组成（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零部件）。这些“选手”是参与实验的学生，他们通过自己的决定赚钱。
 
  我们要求选手的定价在2美元到25美元之间。团队的报价是3名选手报价的总和。假设A队1号选手报价10美元，2号选手报价15美元，3号选手报价5美元，A队的报价就是10美元+15美元+5美元=30美元。A队提交竞争报价。总价较低的团队赢得竞争并获得报酬（在3名选手中分配）。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B队的总报价低于30美元，B队就赢了；如果高于30美元，A队获胜。两个团队都希望报价尽可能高，只要低于竞争对手即可，以实现盈利最大化。
 
  在3名成员之间进行利润分配的方式有两种，这两种方式的对比颇为有趣。在团队激励的情况下，成员平均分配利润，每人得到总利润的1/3。也就是说，如果A队获胜，每位选手获得10美元。
 
  在个人激励的情况下，如果团队获胜，每位选手的报酬就是他们自己的报价。也就是说，1号选手获得10美元，2号选手获得15美元，3号选手获得5美元。可以想象，个人激励完全改变了团队内部相互作用的方式。人们预期，价格竞争会导致降价。然而，在个人激励的情况下，每位选手都有机会（实际上是一种诱因）搭便车。如果团队中其他两位选手报出低价，另一位选手就可以报出高价，并且仍有可能获胜。在A队的例子中，2号选手能赚到15美元，因为3号选手“很友善”，报价较低。但在团队激励的情况下，利润平均分配，没有搭便车的机会。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让选手进行了100次游戏，每次与不同的团队一起玩，观察其动态变化。我们的预测是，个人激励方案能够防止价格大幅下跌。的确，这正是我们的发现。100轮之后，团队激励方案下的均价低于12美元，而个人激励方案下的均价达到30美元。
 
  这个实验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展现出团队激励或个人激励改变组织内部相互作用的方式。想来点儿刺激？那就对员工进行个人激励，让他们互相竞争。想创造和谐安定、淡泊名利的氛围，那就采用团队激励。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要确保团队内部的激励结构与你的目标一致。
 
  案例研究：体育中的团队激励与个人激励
 
  想象一下，你是职业足球运动员阿莱克西斯·桑切斯，2019年曼联的前锋。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英格兰足球联赛系统的顶级比赛）的第三场比赛。对方的一次协同攻击失败后，你得以控球并快速反击。你快速逼近对方球门。在罚球区外，你面临一个重要决定：绕过两名防守队员，争取自己进球得分（成功概率40%），或者把球传给队友保罗·博格巴，他在15码[image: ]外有一个空位（你认为他有60%的进球概率）。
 
  你会怎么做？从球队的角度来看，显然后者更可取，因为进球的可能性更大。桑切斯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如果所有激励都基于团队成功，选择应该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桑切斯是曼联队收入最高的球员，其合同中的奖金条款规定，每次进球奖励7.5万英镑，每次助攻奖励2万英镑。[image: ]这种个人激励在球队的整体成功和球员的薪酬之间产生了权衡。对球员来说，尽管传球对球队更有利，但考虑到进球和助攻奖金的差距，自己射门的诱惑力更大。为了更清晰地阐明桑切斯的想法，我们在博弈树中绘制了他的决策过程，详见图7-1。
 
  这种个人激励除了造成相互冲突的动机，还会导致团队内部的分裂。2019年10月，桑切斯和博格巴在球场上就谁该罚点球发生争执。博格巴也是球队的得分王，他的每次进球奖金是5万英镑，每次助攻奖金是2万英镑。了解了激励措施，就明白他们为何都想自己进球。[image: ]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球员之间。英国某国家级报纸报道，博格巴和桑切斯的奖金与俱乐部其他球员的奖金差距引发了队友的愤怒和不满。[image: ]球队的气氛剑拔弩张，队友之间心怀敌意，基于个人合同的奖金分配方案产生的后果事与愿违。
 
   
   [image: ] 
   桑切斯的效用。结果1的期望值为3万英镑（7.5万×40%）。
 
   结果2的期望值为1.2万英镑（2万×60%）。期望值结果1 ＞结果2 → 桑切斯选择射门。
 
   图7-1 桑切斯的决策
 
  
 
   
   [image: ] 
   图7-2 团队激励vs个人激励
 
  
 
  尽管个别球员的高薪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曼联一直都在发放巨额进球奖金。我们再列一些数字：俱乐部承诺，罗梅卢·卢卡库在加入的头4年里，每赛季进23个球将获得1 000万英镑的奖金。[image: ]仅在2017赛季，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就获得了超过369万英镑的进球奖金，每个进球奖金高达18.49万英镑。[image: ]曼联并非唯一实行个人奖励的俱乐部，该现象在大俱乐部中普遍存在。
 
  例如，利物浦前锋罗伯托·菲尔米诺2016年的合同规定，其进球奖金随本赛季进球数的增加而增加，在达到16个进球后，每次进球奖励8.5万英镑。[image: ]而菲尔米诺贡献的每次助攻奖金为3.1万英镑，远低于他在本赛季5次进球后的收入。[image: ]
 
  相比之下，有些俱乐部强调球队的成功而非个人业绩。例如，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的合同为球员提供相同的进球或助攻奖金，从而将个人收益与球队成功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image: ]这种合同传递的信号是：球队和球员的实际目标是一致的。缺点是，进球多的明星球员可能更愿选择高薪奖励个人成功的球队。
 
  体育运动中的激励问题不仅限于足球界，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对球员实施个人激励和团队激励相结合的方法。像足球队一样，橄榄球队的目标很明确：赢得比赛，打进季后赛，在联赛中尽可能取得好名次。但管理层往往认为，团队激励不足以激发球员的积极性，因此许多球员也有基于合同的个人激励，这取决于他们的比赛统计数据，例如码数、每次冲球尝试的码数和触地得分。[image: ]巴尔的摩乌鸦队防守球员端特雷尔·萨格斯2007年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达到擒杀的目标次数，他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image: ]擒杀是指，在对方四分卫球员进攻传球之前，于攻防线后方将其拦截。这种激励会如何改变萨格斯的比赛方式？他在擒杀对方四分卫时，可能会更冒险，也能抓住更多机会。在球场上表现积极会有回报，但一味寻求擒杀，冒险放弃关键的带球跑并不总是最佳选择。萨格斯最终成功完成规定的擒杀次数，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乌鸦队却以糟糕的战绩结束了那个赛季的比赛。[image: ]
 
  除了基于合同的奖金，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球员还会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个人激励：由联盟发放的绩效奖。在2019赛季中，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球员获得了总计1.479 5亿美元的绩效奖。奖金发放基于球员的指数，该指数来自球员的上场时间与工资的比率。也就是说，球员上场时间越多，或工资越低，奖金就越高。[image: ]在这种激励结构下，球员往往带病或带伤上场。对许多球员来说，上场时间就是金钱，花时间康复意味着绩效奖的损失。如果核心球员为了奖金不断牺牲健康，这种个人激励对球队的长期成功就可能弊大于利。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团队中个人激励的问题。有必要对球员进行个人激励吗？从长远看，球员会因他们的成功而获得奖励，这既关系到球员的自豪感，也关系到未来基于团队激励的合同。但仅此而已吗？个人激励的代价并不小。管理层向球员传递了一个强信号：你应该为球队的胜利竭尽全力。这个信号完全指向团队合作和团队成功。然而，个人激励传递出截然不同的信号：我们希望你进球。混合信号会产生高昂的代价。
 
  我们讨论的例子表明，选择个人激励还是团队激励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期望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你关注的是“最佳”运动员的表现，那就使用个人激励。但如果决定这么做，你就不要在激励个人贡献的同时宣扬团队合作，从而发出混合信号。如果你关注的是团队努力，激励措施就应与该目标保持一致。
 
  当然，也可以用创造性的方法将二者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讨论特殊奖励，它既鼓励对团队的贡献，也不会打击个人士气（例如“最佳导师奖”）。或者，同时实施个人激励和团队激励——赢得比赛的团队和进球的球员都能获得奖金。
 
   
   要点
 
   保持团队激励和个人激励之间的平衡，确保它与你的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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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激励如何塑造故事
 
  [image: w3]
 
  激励能传递影响故事的信号，我希望你对此观点已确信无疑。不同的激励框架会让我们赋予故事和行为以不同的意义，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发现影响该过程的系统方法。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相关的心理规律，以及如何利用它们实现目标。
   
  
  第八章
 风险与错误
 
  我有一个爱好：搜集激励出错的故事。这些趣事表明，人们的创造力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在本章中，我将与你分享一些故事。我们会发现，激励设计者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真遗憾，巧妙的激励具有巨大的潜力。
 
  为什么富国银行需要自我重建？
 
  富国银行曾在其品牌营销中搞了一个新花样——发起所谓的“重建”运动。原因很简单，2016年9月，一桩大范围的欺诈丑闻令该银行声誉毁于一旦，罪魁祸首正是旨在提高销售额的不良激励。
 
  1997年，时任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科瓦切维奇发起了一项活动，目标是让每位客户平均拥有8种银行产品。超额完成销售任务的员工将获得加薪或晋升奖励。[image: ]这似乎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激励，对吧？错。
 
  销售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为了保住饭碗，员工只得作弊。2009年到2016年，全美数千名银行员工办理了假信用卡，开设未经授权的账户，并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售他们不需要的保险产品。当事件被曝光时，假账户数量高达350万，5 300名员工因欺诈行为被解雇。[image: ]
 
  你能想象这些员工7年来是怎么度过的吗？他们早上来到办公室，喝点儿咖啡，打开计算机，然后……创建并管理一个个假账户！在这种环境下，普通员工很难恪守诚信。
 
  员工为什么要花时间作弊？因为那是老板向他们传递的信号。管理层鼓励甚至保护这种欺诈行为。事发后有报告称，向富国银行道德部门揭露欺诈行为的员工遭到了报复。[image: ]银行的官方使命宣言称，道德至关重要，但其激励措施以及对举报的报复传递出了相反的信息。
 
  富国银行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大的损失是声誉，至今它仍未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管理层能认真考虑激励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如果为数量设计激励措施，你必须建立一个质量检查机制。这一机制实现了两个目标：其一，惩罚机制的存在使工人生产次品的代价很大；其二，传递出管理层关心质量的信号。在富国银行的案例中，这两个目标本可以通过完善的审计机制来实现，该系统可以发现开设假账户的员工，并对他们进行惩罚。审计和对作弊的惩罚将减少作弊的动机，这种直接效应被称为“威慑”。重要的是，审计系统还会向员工传递信号，即管理层不仅仅是在使命宣言中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且真正重视诚信。投资客户的利益传递出一个强信号：我们关心客户，愿意花钱保护他们。如果银行这么做了，其信号就与官方信息一致，这将改变职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会更少，但质量会更高。也就是说，员工开设的账户更少，但这些账户都是真实的，能为银行带来效益。
 
  面对欺诈丑闻，富国银行再三公开道歉，并取消了所有内部激励方案。我听说此后整个银行业都禁止使用激励方案，但这种过度反应的代价很大。为平衡奖励数量的激励措施，一开始就应该引入正确的审计机制，传递出正确的信号，以避免陷入失败的泥潭。
 
  罚款成为一种标价
 
  按时到幼儿园接孩子很重要。我女儿小时候，记得有一天我在接她的路上遇到了堵车。为了按时到达，我一路狂飙。幼儿园下午4：00关门，我4：02到达。我冲了进去，内心演练着路上想好的道歉的话。当遇上老师失望的目光时，我顿时语塞。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
 
  这件事发生的几周后，幼儿园园长对下午4：10后抵达的父母处以10以色列新谢克尔的罚款（这件事发生在以色列，当时10谢克尔约为3美元）。我心里想：“才3美元？好吧。”当下次迟到时我没有飙车，为了3美元冒生命危险可不值得。
 
  受到这一经历的启发，我和阿尔多·鲁斯蒂奇尼设计了一个现场实验，检验幼儿园的罚款对迟到家长的影响。[image: ]实验在10家幼儿园进行。最初的4周都没有罚款，我们简单记录了每家幼儿园发生的家长迟到次数。然后，在6家幼儿园中，我们对迟到家长处以3美元罚款。事实证明，我并不是唯一因罚款而改变行为的人——迟到家长的平均人数翻了一番！罚款原本是为了防止家长迟到，实际上却助长了迟到。为什么？
 
  在这项政策出台之前，家长迟到时会感到愧疚。迟到传递出不良的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通过对迟到进行罚款，幼儿园园长传递的信号是，迟到并没有那么糟糕。家长们意识到，迟到并不像他们最初认为的那样令人不快——毕竟，罚金只有3美元。罚款让他们在迟到时心安理得。罚款成为一种标价：它让父母权衡“迟到”的成本是否足够低。我们在研究的最后阶段取消了罚款，观察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小额罚款意味着人们不再对迟到有太多愧疚感。当罚款被取消后，家长的行为并未改变——与实施罚款时一样。父母从罚款的价签上得知，迟到并没有那么糟糕。
 
  传递这种信号的不只是小小的幼儿园，大型组织也会犯类似的政策错误。威尔士政府从其颁布的一项政策中得到了教训。政策规定，孩子在学期内被家长带走，罚款60英镑。[image: ]为了在旅游淡季享受家庭度假，父母经常这么做。就像幼儿园的3美元迟到罚款一样，60英镑成了一种标价：它允许家长判断这个价格是否值得让孩子离开学校数日。一份报告发现，实施罚款后，未经批准的家庭假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家长明确表示，他们认为相较于在旅游旺季度假，支付60英镑罚款更划算。精明的旅行社甚至开始在套餐中抵免这部分罚款！
 
  这两个例子除了说明罚款如何起到标价的作用，还告诉我们罚款力度是一个强信号。美国一些幼儿园规定，家长接孩子每延迟1分钟罚款5美元，有些罚金更高。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母亲在脸书上发帖称，她因迟到1分钟被罚55美元。她孩子所在的幼儿园迟到罚款起价20美元，迟到1～30分钟加35美元，迟到31分钟至1小时加85美元。严厉处罚的效果如何？该幼儿园称，一年内只有两名家长被罚。我所知道的大多数幼儿园对这个数字只能羡慕不已。[image: ]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院长韩·范迪塞尔告诉我：巴黎一些幼儿园规定，如果父母接孩子迟到，管理人员会将孩子带到当地警察局，父母要去那儿领孩子。这可能是严厉处罚最好的例子，它不仅让迟到的代价非常高，还传递出一个信号：迟到特别令人反感。同样，如果威尔士政府对在学期内带孩子度假的罚款力度足够大，那就会发挥作用。记住，激励规模是一个信号。
 
  对准胸口的钉子
 
  图8-1描绘的是一种特别糟糕的激励方式。
 
   
   [image: ] 
   图8-1 对准胸口的钉子
 
  
 
  如果你是摩托车或轻便摩托车乘客，你最不想看到的是司机戴着头盔，而你没有。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骑车不戴头盔很愚蠢，但情况不仅仅如此：想想你开车时冒的风险，比如在高速路上轻微超速，或者在途中喝上一口星冰乐。我们经常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而且越是感觉安全，越倾向于冒险。
 
  图中的司机戴着头盔，她觉得比较安全，这可能会让她冒更多风险。如果你坐在后座，没有头盔，那么你的处境可不妙。山姆·佩兹曼在1975年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出台安全驾驶强制性规定之后（包括必须系安全带以及其他安全规定），车祸数量有增无减。[image: ]司机可能更倾向于冒险，因为安全带降低了车祸造成严重或致命伤害的可能性。新规定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使发生事故，他们也会安然无恙。这削弱了安全驾驶的动力。
 
  艾滋病病例的增多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当没有治疗方法时，得了艾滋病相当于判了死刑，人们小心翼翼地预防感染。现在艾滋病有了治疗方法，人们将其视为一种慢性病而非死刑，感觉其威胁不那么大了，于是高风险行为增加了（例如无保护的性行为），感染人数随之增加。新疗法削弱了谨慎预防的动机。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说采取安全驾驶措施（或开发拯救生命的新疗法）是不明智的。相反，让驾驶员感觉安全的同时，允许乘客不戴头盔，这种激励才是不明智的。
 
  《买房子还是买股票》的作者史蒂文·兰兹伯格创新了信号传递的方法，提出一条高见：作为乘客，你不该希望司机系安全带。相反，可以考虑在汽车方向盘上安装一枚锋利的长钉，这样司机就会非常清楚事故的后果。[image: ]你可以告诉司机，你不希望他开得太快，安全第一。但有了这枚钉子，你尽管放心，司机会理解其中的信号：你希望他尽量安全驾驶！
 
  河内的灭鼠行动
 
  1897年，保罗·杜梅被任命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该地区位于现在的越南河内。秉承真正的法国作风，杜梅一上任就着手进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业绩是为河内引入了卫生间。
 
  遗憾的是，热心为城市基础设施增添新花样的不仅仅是精致的法国殖民者，还有河内的老鼠。城市下水道系统很快被老鼠霸占了。它们适应力很强，泛滥成灾，即使专业的捕鼠人也无法阻止老鼠的繁殖。必须迅速有效地采取更激进的措施。[image: ]
 
  杜梅及其团队经过商讨，提出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发动河内市民捕鼠，每捕一只奖励1美分。作为证据，市民要将老鼠尾巴交到政府办公室，一个可怜的家伙在那儿负责清点并支付报酬。老鼠尾巴蜂拥而至。
 
  就在杜梅及其团队准备宣布行动成功时，有趣的报道出现了：无尾老鼠在城里上蹿下跳。原来，有商业头脑的市民意识到，割掉老鼠尾巴，让它生存繁殖，比灭掉它更有经济意义。没有尾巴的老鼠可以生下有尾巴的小老鼠，割掉小老鼠的尾巴可以继续邀功请赏。市民的创造力不止于此，一种赚钱的新营生应运而生：专门饲养老鼠的农场。一些特别精明的市民竟然从千里之外进口老鼠尾巴！[image: ]
 
  激励失败了，因为它只关注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地方官员希望人们灭掉老鼠，阻止其繁殖，但激励的结果适得其反。正如富国银行的例子一样，错在以数量而不是质量为目标。解决办法很简单：奖励依据是老鼠，而不是老鼠尾巴。
 
  有趣的房子
 
  我们来举一个轻松的例子。激励如果被运用到建筑设计中，那就会产生奇怪的景象。普利亚位于意大利东南部，以橄榄树、壮观的海滩和别有风味的美食而闻名。我喜欢去那迷人的地方旅行。在令人惊叹的伊特里亚山谷中，你会看到普利亚独特的风景——特鲁利（至少在我这个经济学家眼中很不寻常）。特鲁利是一种建筑名称，住户通常是农民。这种独特的风格是激励的结果。[image: ]看看图8-2的屋顶，你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这种造型。
 
  典型的特鲁利呈圆锥形，圆柱形房屋主体由石头砌成，上面是石灰瓦屋顶。因为没用砂浆或水泥，特鲁利可以很快被拆除。[image: ]事实上，建造这些房子的初衷是：拆除屋顶最上面的石头，整个屋顶就会坍塌。[image: ]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住在这种不牢固的房子里呢？当时，那不勒斯市市长金·罗伯特（1309—1343）根据建筑物的用途征税。凡是有屋顶的建筑物都被视为住所，要缴纳重税。[image: ]普利亚农民不得不想出应对的新点子：只要一发现税务官来到镇子，他们便迅速拆除屋顶，这样房子就不用交税了。税务官一离开，他们就重新修建屋顶。
 
  在其他地方，这种根据建筑物外形征税的措施也导致了出乎意料的行为。例如，图8-3中建筑物的部分窗户被砖块堵住了，你能猜到原因吗？
 
   
   [image: ] 
   图8-2 激励如何影响屋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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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激励如何影响窗户的外形
 
  
 
  臭名昭著的窗户税于1696年在英国开征，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爱尔兰和苏格兰政府采用。[image: ]当时，窗户被认为是富裕的象征：按照这个逻辑，富人的房子更大，窗户也更多。当局想征收一种累进的财产税，让富人缴纳更高的税费。
 
  有一段时间，官员们注意到窗户税的税收下降了。原来，业主用砖块堵住了窗户，新房子的窗户也越来越少。[image: ]为充分理解这种变通方法的妙处，先来了解一下窗户税的构成：房子有10～14扇窗，每扇征税6便士；15～19扇，每扇征税9便士；超过20扇，每扇征税1先令[image: ]。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税收记录，你会发现近一半的房屋恰好有9扇、14扇或19扇窗。[image: ]面对苛捐杂税，市民知道如何钻空子，这一设计再次体现了他们的创造力。
 
  有趣的是，富豪却反其道而行之：税收促使他们安装更多不必要的窗户来炫耀自己！这个例子说明，激励让信号更容易传递，它有助于房主炫耀财富。
 
  民众怨声载道，抱怨窗户少会导致疾病和健康问题。历经多年，窗户税最终于1851年被废除。如今，在欧洲某些地区仍能看到被封住的窗户，它提醒着人们，税收形式的激励可以荒谬到影响世界的面貌。
 
  另一个例子是阿姆斯特丹运河沿岸的房屋。一栋栋窄屋告诉我们，不良的税收激励在无意中鼓励了什么。[image: ]由于土质松软，地基必须有深埋于地下的大型承重桩。为了降低成本，阿姆斯特丹市民往往会缩短桩子的长度，这导致房屋倾斜。为了解决问题，政府规定必须由指定官员来打桩。这一新的劳动力成本需要以税款支付，于是政府根据所建房屋的宽度征税（房屋越宽，需要的桩子越多）。[image: ]
 
  该政策造就了独特的建筑物：房屋又高又窄，楼梯异常陡峭。如果你曾经到过阿姆斯特丹，背着沉重的行李在望不到尽头的陡峭楼梯上攀爬，你应该抱怨当时的税收政策。同时，你很容易判断哪些房子是富豪所建。他们想传递的信号是：我很有钱，不在乎那点儿税款。
 
  正确的激励
 
  有些激励的效果很好，它们或许不那么有趣，却富有教育意义。下面有两个例子，说明了激励中的小变化可以对世界产生大影响。
 
  来看第一个例子。想象一下，你要从圣迭戈飞往旧金山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图8-4显示了机票搜索结果。你可能会选择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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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你选择哪个？可能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现在想象一下，你乘飞机不是去聚会，而是到旧金山出差，机票由公司支付。你经常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关注“前程万里”的积分。因此，你会选择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毕竟，公司支付机票，你可以获得里程积分。
 
  如今，所有主要的航空公司都有飞行常客激励计划。每飞行1英里或花费1美元，客户就能获得积分，这些积分日后可以兑换航空旅行、升舱或其他各种福利。这些方案通过增加转换成本来激励我们保持忠诚。其独特之处在于，在许多情况下，选择航班并享受忠诚计划的并非机票付款人。因此，无论票价高低，典型的商务旅行者都会选择其常客账户所在的航空公司。他们不太可能选择票价更低的航班，为什么？选择经常乘坐的航空公司，无须自掏腰包就能获得更多里程，得到更多奖励。这让我想到激励设计者应遵守的一条重要规则：了解谁为产品付费，谁享受奖励，并记住，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第二个明智激励的例子发生在1978年的中国，小岗村18名农民与政府签订了一份简单的合同。[image: ]当时小岗村是一个贫困的小村庄，人口几百人。1978年，农民都在集体农田里劳作，报酬是固定的口粮——农作物全部上交给政府。农民要完成最低生产配额才能分到口粮。无论工作时间多长，工作多努力，大家得到的都一样，通常只够勉强糊口。
 
  在这种激励制度下，农民没有动力生产超出配额的产品。反正粮食要上交，为什么还要更卖力地干活呢？正如一位农民所说：“勤快人和懒汉，大家拿到手的都一样。”这传递了什么信号？达到最低要求就好，没必要更努力。
 
  1978年冬天，饥肠辘辘、命途多舛的农民联合起来，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不在集体农田里耕种，每人分得一块土地。粮食按配额上交给集体和政府，剩余部分归个人所有。严宏昌写下合同，其他农民签了名。第二天早上，大家起得都比往常早，一直劳作到日落。仅仅通过改变激励措施，他们当年的产量远高于过去几年之和。
 
  后来，当地政府知道了此事。那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不但没有惩罚他们，还决定将这种激励方案作为样板在全国推广。政府允许农民保留自己种的粮食，全国粮食产量开始增长。自1978年以来，这一小小的激励变化让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伟大转折的第一步。如今，这份合同及其背后的故事已成为中国学生历史课的内容，也是明智激励改变时局的完美例子。
 
   
   要点
 
   不良的激励不如没有激励。确保信号之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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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心理账户：选择激励的货币
 
  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的首席执行官格伦·凯尔曼一直对公司送给客户的礼物引以为傲。在一段董事会会议视频中，他讨论了房产经纪人向客户返还部分佣金的问题。公司发现，数亿美元的返款并未拉动服务需求。尽管如此，Redfin还是决定加倍返款。用凯尔曼的话来说，他们“只是在送钱”。这段视频旨在鼓舞人心，展现凯尔曼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明知返款无助于需求增长，仍锲而不舍，以此证明Redfin在履行客户至上的使命。[image: ]
 
  这段视频令人费解，不是因为凯尔曼决定继续提供激励，而是因为他决定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提供激励。激励的作用千差万别，框架和结构上的微小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其有效性。然而，人们往往很少关注如何让它们“发挥作用”。
 
  Redfin数千美元的返款应该会吸引购房者。但是，正如理查德·塞勒所证明的，人们会在整个交易框架内考虑节省的金额。[image: ]例如，你要购买一台200美元的计算机显示器。销售人员告诉你，同样的显示器在20分钟车程外的分店里有25%的折扣。你会为了省钱，开车去那儿买吗？大多数人会去，200美元的商品优惠50美元，很划算。但如果你买的不是200美元的显示器，而是2 000美元的计算机呢？售货员告诉你，这台计算机在20分钟车程外的分店里售价1 950美元。同样是节省50美元，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另一家店；2 000美元的商品优惠50美元，似乎不值得跑一趟。
 
  在Redfin的例子中，尽管数千美元的返款并非小数目，但相较于总房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以凯蒂的故事为例。最近，她通过Redfin的经纪人买了一套房子。购房体验很好，但返款的细节却很模糊。她记得有折扣，但想不起具体金额。凯蒂花钱一向精打细算，总是寻找划算的交易。几千美元的折扣被她遗忘，这对Redfin来说是个问题。与房价相比，返款杯水车薪，况且凯蒂还要签署一堆抵押文件，返还佣金的合同自然被淹没其中了。
 
  改变感知
 
  凯蒂·巴卡-莫茨是斯克里普斯转化研究所战略提案的高管，我们与Edmu nds.com（提供购车信息、评论和价格的大型网络平台）合作，开发了一套奖励系统。如果在谷歌上搜索“2019 BMW X3 评论”，你首先看到的结果就来自Edmu nds.com。点开链接，你会看到所有购车信息：评论、规格、价格、比较等等。选定某款车之后，网站会要求你提供邮政编码，随后你会看到这款车在当地各经销商那里的库存。经销商向Edmu nds.com支付汽车广告费。对Edmu nds.com来说，向经销商显示客户是因网站上的广告而购车是有好处的。于是，他们决定为客户打折——购买网站广告上的汽车，会得到平均450美元的现金折扣。这有助于向经销商展示投放广告的价值。虽然折扣对需求产生了影响，但并未达到管理层的预期。
 
  网站要求我和凯蒂提高激励的有效性。我们认为，折扣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与Redfin的例子相似。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450美元是一大笔钱，但与2万美元的购车款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买家对折扣的感知，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激励的有效性。我们检验的是一种不同的激励措施：赠送预付费加油卡。虽然450美元相较于车价微乎其微，但用于购买汽油却是一大笔钱。其背后的心理很简单：想象一下付加油费的情景，每次加满油我们都很开心，感觉这450美元加油费是靠自己的精明赚来的。加油卡只是“感觉”上比购车折扣更有分量。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
 
  2017年，理查德·塞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部分原因是他提出了“心理账户”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和家庭用来组织、评估和跟踪财务活动的一系列认知操作。[image: ]人类大脑包含多个心理账户，每个账户都有独立的预算。例如，住房和餐饮是有着不同预算的两个独立账户。你可能每月都有固定的外出就餐预算，也有单独的住房预算，而且你对这两个预算的超额消费都很敏感。即使是外出用餐，每笔费用的心理账户也不一样。你可能会用半小时寻找停车位，省下餐馆的代客停车费，但同样的钱花在甜点上就非常爽快。外出用餐的总费用包括停车费、甜点和其他所有费用，支付停车费很烦人，你会尽量省下这笔钱。
 
  经济学的可替代性原理表明：一个心理账户中的货币应该是另一心理账户中货币的完美替代品。然而，独立的心理账户违背了这一原理。同样数额的停车费和甜点应该被一视同仁，但事实并非如此。[image: ]我和凯蒂利用该现象提出一个假设：相较于在总价上打折，将激励目标锁定在满足需求的特定心理账户上会更有效。
 
  为了检验心理账户对折扣的影响，我们在Edmu nds.com上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该实验类似于大多数线上平台所做的A/B测试（通过A/B两个不同选项来测试客户的选择）。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尝试使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来指导实验。只要掌握了实验方法，在网上开展这项测试易如反掌，更何况合作方是精通此道的Edmu nds.com。当客户开始搜索时，他们被随机分入不同的折扣框架。然后，我们跟踪客户在网站上的行为。像A/B测试一样，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实验。
 
  我们的主要兴趣是了解不同的折扣框架如何影响购买决策。我们发现，450美元购车折扣的影响远远小于450美元的加油卡。这一发现与我们的心理账户假设一致。从现金折扣到加油卡的转变使激励的成功率增加了一倍多。在进一步的测试中我们发现，即使加油卡的价值低于购车折扣，激励效果仍然不变：相较于450美元的购车折扣，购车者更喜欢250美元的加油卡！
 
  有些费用会引起多数人的反感，比如停车费、Wi-Fi费、行李托运费等等。同样，没人喜欢去加油站加油，所以免费加油的感觉很好。针对人们不愿付费的项目设计激励措施，可以提高激励的有效性。
 
  下面的例子运用了同样的思路。我们联合新加坡的三位教授何德华、马塞尔·比尔格和埃里克·芬克尔斯坦，与新加坡一家致力于改善员工健康的出租车公司合作，进行了一项实验。[image: ]作为死亡的第四大风险因素，缺乏运动增加了医疗支出，降低了工作效率，给政府、保险公司和雇主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在设计改变行为的激励措施时，出租车司机是增加体育锻炼的优质目标群体。由于工作需要久坐，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缺乏运动，患慢性病的风险很高。
 
  为了激励司机多运动，与我们合作的那家新加坡公司愿意每月支付100美元的现金奖励。我们提出了一个小改进：如同加油卡的例子一样，我们寻找出租车司机不愿支付的项目。我们了解到，新加坡的出租车司机并非出租车车主，他们每天要向公司支付约100美元的租金，租金通过电子支付系统从银行账户中自动扣除。对司机来说，每天的租金挥之不去，令人厌烦。许多人会在“休息日”兼职工作，以弥补经济损失。为调用这一心理账户，我们以租金抵免的形式发放奖金。
 
  为了监测受试者的运动情况，我们给他们发放Fitbit智能手环和佩戴手环的奖励。在第一阶段，我们简单测量了他们每天的步数，规定在接下来的4个月内达到目标步数他们就能得到奖励。在第五到第七个月，我们取消了奖励，但继续监测每位司机的步数。
 
  司机被随机分为两组，区别在于不同的激励框架：第一组完成每月目标获得100美元现金奖励，我们称为现金组；第二组完成目标获得100美元的每日租金抵免，我们称为免租金组。
 
  激励框架的小变化成效斐然：与没有奖励的情况相比，两组司机的步数都增加了。在实施激励的第一个月，现金组司机多走了约1 500步，免租金组司机多走了约2 000步，明显高于现金组。简单的现金激励增加了司机的运动量，而免租金组的激励效果显然更好。我们希望司机能养成步行习惯，建立长期的锻炼行为，即使激励结束后也经常步行。我们分别测量了司机在4个月干预期中每月的步数变化，以及取消奖励后3个月的步数变化。即使在奖励停止后的第五到第七个月，两组之间改善的差异也存在，虽然规模较小。
 
  还记得我说过，有时人们发现激励失败，就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激励不起作用吗？在上述例子中我们看到，即使激励措施奏效，简单的行为改变也可以显著提高投资回报。关于激励的问题，不应仅限于是否提供激励，还应考虑是否以最佳方式提供激励。
 
  对于Redfin这类公司，心理账户指什么？
 
  回到Redfin的例子，简单的创新思维可以提高激励的有效性和公司的利润，同时让客户更开心。你能想到增强Redfin公司激励效果的方法吗？一个方法是，以抵扣新房装修费用的形式返款。比如，在客户入住几个月内，为其提供当地家居店的消费抵扣。如果凯蒂在家得宝使用信用卡获得退款，她会更加感激！
 
  事实很简单：“购车享受450美元折扣”之类的信息不是故事。随意的解释可能会产生消费者不喜欢的故事。你应该积极塑造达成激励目标的故事。
 
  案例研究：“损失的痛苦大于收益的快乐”
 
  芝加哥高地市位于芝加哥南部30英里。设想一下，你在那儿当老师。学生主要是低收入的少数族裔，成绩较差。身为这些孩子的老师，你感到很骄傲，你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成功。一天，研究人员带着一份有趣的激励方案来到学校。[image: ]如果你班里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提高了，即班级成绩百分位数排名上升了，他们就会给你奖励。[image: ]研究人员承诺，最高奖金是8 000美元。你也知道，在该方案下你的预期奖金是4 000美元，约为你薪酬的8%。
 
  然而，激励结构非同寻常：在开学时，你的银行账户会收到8 000美元的转账。问题是，你必须部分或全部返还这笔钱，返还多少取决于你的学生能否达到期末成绩目标。你能提高学生成绩吗？你有一丝被冒犯的感觉，因为这种激励暗示着你目前的工作不尽如人意。你知道，研究表明，有些教师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激励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老师吗？看在奖金的面子上，你愿意试一试。
 
  罗兰·弗赖尔、史蒂文·莱维特、约翰·利斯特和萨莉·萨多夫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测试了“损失厌恶”型激励相对于传统的“收益”型激励的有效性。在传统的“收益”型激励中，教师根据统一的成绩标准获得年终奖金。“损失厌恶”是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心理学原理。该理论认为，奖励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点来评估的，评估结果在我们的大脑中被编码为收益或损失，损失的痛苦要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image: ]也就是说，相较于获得收益，防止损失对人们的影响更大。因此，将奖励设计成损失比设计成收益对行为的影响更大。
 
  损失厌恶理论预测，相较于得到年终奖承诺的教师，年初得到8 000美元的教师会更努力地避免损失。这个预测很有趣，因为它与奖励设计息息相关：无论损失组还是收益组，学生成绩相同的教师会拿到相同的年终奖。
 
  你会怎么做？相较于年终拿到奖金，你会更努力地工作，以避免退还年初入账的钱吗？
 
  现场实验结果表明，损失组教师的确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相较于无激励的对照组，收益组教师的表现并没有改善。也就是说，对教师的奖励承诺对学生的成绩没有影响。然而，基于损失的奖励使学生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与没有接受任何激励的教师的学生相比，损失组教师的学生分数提高了10%。平均教师素质提高了一个标准差以上，学生成绩升幅与此大致相同。
 
  该实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使用传统激励可能会让你得出“激励无效”的结论，毕竟，学生成绩并没有因“收益”型激励而提高。然而，正确的结论是，要发挥激励的作用，你需要了解激励背后的心理。
 
  这一结果表明了设计的重要性。当你以损失而不是收益来设计激励时，同样的奖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损失型激励也适用于其他情况。简言之，人们会更努力地保住已拥有的东西。
 
  设想一下，你是一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员工，负责消费电子产品的产销业务，每周平均基本工资290元至375元人民币，除此之外，当团队产量达标时你还能拿到奖金。公司以信件形式告知奖金的发放标准：“公司正在推行生产力促进奖。如果你的团队每周平均产量超过每小时20件，你将获得每周80元人民币的奖金。”
 
  额外努力被公司认可，还能获得相应的奖励，这是好事。奖金超过周薪的20%，你有动力为完成生产目标而努力工作。
 
  如果现在收到这样一封信，你会有何感想？“公司正在推行生产力促进奖。我们将在每个工作周的第一天给你发放80元人民币临时奖金。如果你的团队每周平均产量低于每小时20件，奖金将被扣除。”
 
  损失厌恶理论预测，你可能会将临时奖金视为已有奖金，更努力地完成生产目标，确保它不被扣除。这正是我们在高科技公司现场实验中的发现。[image: ]两组工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得相同的奖金激励，我们称为收益组（收到第一封信的那组）和损失组（收到第二封信的那组）。与基线相比，两组工人的生产力都有所提高，但损失组的团队业绩明显优于收益组。观察到的效果在4个月的实验期间持续存在，表明激励机制可以长期影响企业生产力的增长。
 
  该实验告诉我们，心理学洞见可用于劳动力市场，合同设计的小变动能提高工人的长期生产力。利用恰当的心理规律制定激励措施，传递的信号会更强、更有效。
 
  激励塑造故事。“我会努力工作，获得奖励”与“我会努力工作，避免失去奖励”讲述了两个故事，前者的激励效果不如后者。无论何时，只要能控制叙事，你就一定要让人们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奖励，但如果没有达标，他们就可能失去奖励。
 
   
   要点
 
   通过改变叙事，针对最重要的心理账户设计激励措施，可以提高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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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利用后悔实施激励
 
  有个正派人每周都在彩票结果公布前祈祷：“上帝，保佑我这辈子中一次奖。我一直积德行善，我有7个孩子要养活。”多年来，每次愿望落空他都会哭上几小时：“为什么？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声音：“你能先去买张彩票吗？”
 
  下面，我要讲述一个有关后悔的家庭故事。二战后，我的祖辈从布达佩斯移民以色列（对此他们从未后悔）。经过长途跋涉，他们于1948年抵达特拉维夫。当时，我的祖父母大约40岁。与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一样，他们没有财产，也没有工作。他们在公共住宅区分到一套小公寓，这片公共住宅区是为大量移民建造的（以色列于1948年5月正式建国）。我的祖母在小公寓里做裁缝生意，祖父打过各种零工，最后在银行谋了个职位。他们生活贫穷，但很快乐。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有类似的经历。两个家庭相识于布达佩斯，移民以色列后住在特拉维夫同一个街区。我父母青梅竹马，成年后再次相遇。他们相爱、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充实的生活，直至去世。据我所知，我父母也没有遗憾。
 
  结婚几年后，我父母举办了一次结婚纪念日聚会。我母亲的姨妈是卖彩票的。聚会上，她和我祖父讨论起彩票。一张彩票有6个数字，如果中奖号码正是你彩票上的6个数字，你就发财了。我祖父被说动了，买了一张。
 
  那次聚会之后，我祖父每周都会买一张相同号码的彩票。他上瘾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即使度假，他也会找人代买。为什么？是后悔的魔力。如果祖父不再买彩票，一旦那串数字成了中奖号码，他就会后悔莫及。他知道，那对他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在可怕的遗憾面前，每周买彩票的钱根本不值一提。他不想承受后悔的恐惧，于是一直不停地买。
 
  买彩票上瘾的人可不止我祖父。Statista（全球综合数据资料库）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彩票销售额为910亿美元，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在当年买过彩票。[image: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大量的彩票售卖点，说明很多人喜欢买彩票。彩票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原因有很多，比如人们过于相信小概率事件。也就是说，人们高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以至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大于事件实际可能发生时的影响。[image: ]
 
  彩票很受欢迎。精明的荷兰人洞察到我祖父这类人的心理，发明了邮编彩票。彩票的“中奖号码”是一个邮编：每周随机选择一个邮编（平均包含19个地址，最多25个）。[image: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中奖，你和邻居、朋友很快就能得知喜讯。问题是，要赢得大奖必须买一张当期彩票。如果你买了，恭喜发财。如果没买，你可能会后悔很长一段时间。
 
  让没买彩票的人更痛苦的是，除了奖金，获奖者还会得到一辆全新的宝马。想到你的邻居开着豪华宝马飞驰而过，你不禁后悔：如果当初花点儿钱买张彩票，你也会是那个幸运儿。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励你去买彩票？
 
  如果当初买了彩票，你会不会中奖？这是一个反事实问题。对于普通彩票，答案不得而知，除非你像我祖父一样每次都买同样的号码。然而，对于邮编彩票，你会知道答案。
 
  我们在做决定时会尽量避免后悔。在行为科学中，这种倾向被称为“后悔厌恶”。邮编彩票的发明者渲染了这种情绪。他们在广告文案中写道：“你一张彩票都没买？这意味着你的邻居会赢得一切。马上买几张，别等到为时已晚！”另一则广告说：“与200万（欧元）擦肩而过的感觉是酸楚的。自己的地址中了数百万欧元的大奖，你却因为没买彩票而一无所获，这是你不想体验的遗憾。”[image: ]
 
  后悔厌恶影响未来的选择，促使我们尽量避免去做将来会后悔的事。这种“预期后悔”是重要的激励因素。我们预料到某些决定会导致后悔，因不想体验这种感觉而做出选择，以降低风险或后悔发生的概率。重要的是，当人们对决定的结果心知肚明时，预期后悔的情绪就会更强烈。[image: ]
 
  在我祖父的例子中，他的预期是，如果“他的”号码中奖了他却没买彩票，他会后悔莫及，所以他坚持买彩票。在荷兰邮编彩票的例子中，人们预期，如果他们的邮编中奖了他们却没买彩票，他们会后悔莫及，所以他们每周都买彩票。这两个故事表明，后悔会对个人决定产生重大影响。
 
  预期后悔是否可以作为现场实验中行为改变的激励因素？几年前，我拜访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探讨了激励问题。当时，基金会在西雅图新建了一个可容纳1 000多名员工的总部基地。西雅图表示欢迎，但也有人担心它会影响当地交通。为降低负面影响，基金会引入了激励机制以减少员工的开车频率。具体措施是提供免费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员工在基金会泊车，每天需支付9美元停车费。
 
  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项激励措施：如果员工上班不开车，他们会额外得到3美元奖励。每天约有500名员工符合奖励条件，基金会每天的总费用约为1 500美元。许多组织都采用这类激励方案。鉴于每天的高成本，基金会问我能否设计一个更有效的激励方案，花更少的钱达到同样的效果，或者以同样的预算让更多的人乘坐公交车。
 
  利用后悔情绪，我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1 500美元：每天下午搞一个1 500美元的“后悔彩票”抽奖活动。在内部网的小程序上随机抽取一个名字，名字公布后，系统会核查该员工当天是否在停车场泊车。如果没有，他就是获奖者。如果他的车在停车场，就播放悲伤的音乐，接着抽取下一个名字。重复这个过程，直到选中没开车的人。那些被抽中了名字但开车上班的人会非常后悔。抽奖活动应该能引发办公室热议！
 
  最终，基金会因担心员工的负面反馈没有采纳我的提议，但另一家公司对此很感兴趣。这家公司的办公区很大，有很多会议室用来举办各种研讨会。公司在附近的停车场为参会者提供免费停车服务，根据有效票据支付停车费，因此，管理层了解每辆车的停车成本。他们想尝试一些激励措施来减少停车，达到降低费用的目的。
 
  为了让管理层相信，使用激励措施可以提高利润，同时不会引发参会者的不满，研究将作为一种“概念验证”，从一个试点开始。试验取得了成功，管理层的目标实现了（调查显示，与常规研讨会相比，参会者满意度没有差异）。于是，公司同意启动全面研究。
 
  研究开始了。一周内，240名参会者要参加为期5天（周一至周五）的研讨会以及各类课程。他们获得一周免费停车的承诺。周一，每组参会者会得到不同的激励。
 
  当天，在确认了所有停车票之后，公司代表要求参会者以后到会尽可能不开车，理由是减少交通拥堵和保护环境。公司和我将参会者随机分成4组，每组60人：
 
  • 对照组：未提及激励措施。
 
  • 5美元固定奖励组：承诺给到会者每天5美元奖励，但不需要查验停车票。
 
  • 500美元彩票组：承诺周五有一个500美元的彩票抽奖活动。每天，对那些未使用停车票的参会者，公司会将写着其名字的票据放进盒子里。周五从这个盒子里随机抽取一个名字，幸运者得到500美元。
 
  • 抱憾的500美元彩票组：程序与500美元彩票组相似，但每天投入盒子的停车票都有一个标记，显示此人是否用过。周五公布抽中的“幸运”者，如果票据显示他当天没有泊车，这500美元就归他了。如果票据显示他当天用过停车票，就会重新抽取，直到抽到合格的票据。
 
  该设计能让公司对不同的激励方案进行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它还精确衡量了激励的相对有效性，避免公司使用效果欠佳的激励措施。
 
  虽然人们喜欢买彩票，但目前还不清楚彩票在行为干预中是否有效。一些研究发现，与提供彩票选项或不提供奖励相比，现金奖励的反响更大，而另一些研究结果恰恰相反。[image: ]最近（主要在医疗领域）的研究发现，彩票激励比“确定性”奖励更有效。[image: ]魔鬼似乎藏在彩票设计的细节中。对于有实施意向的行业来说，研究激励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激励有不同的效果。相较于对照组，所有激励都有效，但有些激励的作用更大。你认为哪种激励的成本效益最高？
 
  5美元固定奖励组的泊车次数比对照组少10%，但成本很高，因为公司必须向所有没泊车的人付费（包括那些本来就用不到停车票的人）。平均奖励成本36美元，远高于公司愿意支付的金额。
 
  500美元彩票激励的效果较好，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相较于对照组，泊车量减少了18%，成本也更低。不泊车激励的边际成本平均12美元，低于泊车成本，公司对此很满意。但相比之下，抱憾的500美元彩票组的效果最好，它减少了26%的泊车，不泊车激励的边际成本仅为8美元。
 
  8美元的成本远低于有效停车票的成本，公司最终选择实施这一激励计划。这个实验向管理层证明，简单的激励可以提高利润。实验还证明，即使激励有效（比如彩票激励），我们也应该继续寻找改进方法。激励设计和实施的小变化，比如增加一个后悔因素，可能会重塑故事，产生更大的影响。
 
   
   要点
 
   预期后悔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可以作为激励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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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亲社会激励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大多数激励方案都采用直接奖励。然而，有时我们的行动由其他因素驱动，例如帮助他人。思考以下两种公司的戒烟激励方案。
 
  方案1：吸烟员工每戒烟一周，获5美元奖励。
 
  方案2：吸烟员工每戒烟一周，向当地慈善机构捐款5美元。
 
  你认为哪种激励更有效？请注意，两种方案的激励水平都很低。证据表明，像方案1这种低报酬激励可能无效，甚至适得其反。
 
  2000年，我和阿尔多·鲁斯蒂奇尼在论文《要么重奖，要么不奖》中研究了该问题。[image: ]在一项现场实验中，我们召集了180名高中生参与挨家挨户的慈善募捐活动。这些学生被随机分为3组：无报酬组的学生只受到有关募捐重要性的演讲激励；低报酬组的学生除了演讲激励，还可以获得募捐款1%的报酬；高报酬组的学生除了演讲激励，还可以获得募捐款10%的报酬。哪一组的募捐款最多？你可能认为是高报酬组。但正如论文题目暗示的，无报酬组的学生付出了更多努力，收到的平均捐款比低报酬组（1%）要多。尽管高报酬组（10%）比低报酬组收到的捐款更多，但仍比不上无报酬组。使用小激励还是大激励取决于具体情况，但该实验证明了挤出效应，表明方案1可能不如方案2有效。
 
  两种方案的激励水平都很低，为什么方案2更有效？向慈善机构捐款，这种无私之举不仅增强了慈善的整体成效，也让我们获得了价值感和体验。我的同事，圣迭戈大学的吉姆·安德烈奥尼称其为暖光效应：从帮助他人中获得喜悦和满足。暖光效应是自我信号的一个好例子：通过帮助、捐赠或志愿服务，向自己传递信号，表明自己是善良的人，从而提升自我形象。有证据表明，该效应源于帮助他人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而不是结果的大小。无论我们实际提供了多少帮助，只要认识到自己在努力帮助他人，我们就能感受到暖光效应产生的积极的自我信号。
 
  志愿消防队的普及和成功反映了这种内在动机的力量。顾名思义，大多数志愿消防员的工作没有报酬，但遇到紧急呼叫，他们会立即执行任务。除了在消防队轮班，大多数人都有其他工作。为什么做志愿者？道格拉斯郡消防局局长罗恩·罗伊是一名有47年经验的志愿消防员，他说：“这是我们的社区和家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应该关心身边的人，体察他们的需求……这种（志愿服务的）自豪感是无价之宝，是助人者的个人回报。”[image: ]事实上，支付社区服务酬劳可能会抑制志愿者的积极性和自豪感。罗伊是大多数美国消防员的代表：2018年，约67%的美国消防员（111万）是志愿者。[image: ]其他国家的比例更高：阿根廷80%的消防员是志愿者；在智利和秘鲁，所有消防员都不拿工资。[image: ]显然，志愿服务和利他信号可以给人强烈的动机。
 
  这是否意味着亲社会激励总是优于货币激励？应该在何时使用亲社会激励而非货币激励？亚历克斯·伊马斯是我之前带过的博士生，他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检验上述问题。[image: ]他招募了一些大学生，测试他们在亲社会激励和货币激励下的努力程度。他的测量工具是握力器，握力器以牛顿为单位记录学生的握力。实验前，所有学生被要求挤压设备60秒，获得基线测量结果。设备测量了他们在1分钟内的平均握力。随后，在第二轮的握力测试中添加了一个激励。
 
  学生被随机分到对照组或4个实验组。实验组控制第二轮测量的报酬（低报酬还是高报酬）以及报酬接受者（学生还是慈善机构）。
 
  实验结果符合预期：在激励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学生为慈善机构工作比为自己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当激励水平较高时，相较于货币激励，亲社会激励不再有优势。两种激励效果的差距缩小了：当得到更多的报酬时，学生会更努力，但倘若这些报酬被捐给慈善机构，他们就不会更努力。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当回报甚微时，亲社会的激励效果更好。此时，人们对慈善的规模不敏感，更关心慈善行为本身。相反，当回报较大时，自利的激励效果更好。虽然微薄的奖励会抑制动机，但人们还是会被巨额奖励打动。
 
  这些心理学见解的实际应用很广。国际三明治连锁店Pret a Manger利用该理念激励员工，打造积极的工作环境。在英国开了数百家门店后，这家成功的特许经营店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逐渐扩张到曼哈顿和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并因其热情贴心的客户服务广受赞誉。Pret a Manger的秘诀是什么？《纽约时报》报道了该公司的多种策略，包括招聘、薪酬及基于喜悦等品质的员工晋升策略。其中的奖金发放策略值得关注：当获得晋升或培训达标时，员工可获得至少50美元的代金券。但代金券并不像传统激励方法那样发给员工本人，而是让员工赠予帮助过自己的同事。[image: ]这会让赠送者获得暖光效应，受赠者则心怀感激。这种激励改善了工作氛围，进而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传统的货币激励通常会起作用，但并不总是最佳选择。有时，将利己激励转变为亲社会激励，可以改变激励的意义，重塑故事，获得更好的效果。
 
   
   要点
 
   当奖励力度较小时，亲社会激励可能比利己激励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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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作为信号的奖励
 
  “时间缓缓流逝，再过60秒，他所在的营就要发起冲绳‘敢死行动’。”[image: ]这是《诺克斯维尔新闻哨兵报》一篇文章的开头，文章描述了德斯蒙德·多斯的英勇事迹，他是美国陆军下士、军医，也是一名反对携带武器的反战者。
 
  1945年5月5日，在冲绳岛经历了一个月的拉锯战后，多斯的部队向钢锯岭挺进，目标是攻下这座山。[image: ]日军一直等到美军抵达山顶才开始反击。美军急需医疗救治，多斯冒着枪林弹雨挽救战友的生命。他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战友们要么原地等死，要么被俘、惨遭折磨。多斯把伤员一个接一个送到悬崖边，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运往安全区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据估计，多斯当天营救了75名士兵。
 
  多斯的崇高行为备受赞誉，人们认为应该给予他嘉奖。1945年10月12日，他获得了“荣誉勋章”——美国最高级别的个人军事荣誉勋章。这一激动人心的颁奖仪式在白宫举行，杜鲁门总统亲自为他颁发了勋章。[image: ]多斯在87岁那年去世，营救行动和勋章一直是他的骄傲。
 
  奖励的形式很多，可以是大奖，如荣誉勋章、奥斯卡奖或诺贝尔奖。也可以是小奖，如月度最佳员工、最有价值员工、客户服务奖或全勤奖。
 
  奖励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却不同于传统的货币奖励。想象一下，如果多斯没有到白宫参加颁奖仪式，而是收到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封感谢信会如何。收到支票固然很好，但它会传递出与勋章截然不同的信号。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愿意接受金钱奖励，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却不受欢迎。奖励多斯1万美元，而不是一枚勋章，不仅违反无偿为国献身的社会规范，还可能带有侮辱性。金钱无法彰显英勇的价值，反而给奖励贴上了价格标签，导致适得其反的心理影响。那么，如果把社会认可与金钱叠加在一起，同时获得奖牌和支票能让多斯更开心吗？还是说支票会“排挤”社会认可，因为它可能表明官方立场，暗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只值1万美元？
 
  如何利用奖励来发挥你的优势？如何利用信号强化激励，塑造奖励传达的故事？本章内容基于我和桑迪·坎贝尔、亚娜·加卢斯的研究。[image: ]在引言中，我们讨论了社会信号，即个人行为如何向他人透露关于自身的可靠信息。奖励通常具有社会信号的功能，可以大幅提升人们的价值感知。多斯获得荣誉勋章，向外界传递了可靠的信号，即使人们不了解他的具体事迹，也知道他英勇无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向他人传递了学术能力信号，即使他人无法理解或欣赏其中的贡献。
 
  奖励不仅传递出获奖者的能力和品质，也传递了颁奖者的价值观。例如，我们在第五章谈到了那些重视创新但不鼓励冒险的公司。用奖励鼓励冒险是向员工有效传达公司价值观的绝佳机会，印度跨国控股公司塔塔集团就是这样做的，它通过向员工颁发“勇于尝试”奖来认可创新理念、尝试和失败。[image: ]
 
  奖励的有效性也取决于自我信号。在第二章，我们讨论了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如何传递关心环境的自我信号，不同之处在于，获奖并非个人选择。有价值的奖励是为表彰重大成就颁发的，无法用金钱买到。假设你刚获得公司的月度最佳员工奖，你可能上班更早，或者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你相信自己走在精进的路上，也相信努力会被认可，获奖坚定了你的信念。奖励以这种方式强化了自我信号，有助于确认甚至改变自我信念。
 
  奖励具有多面性，不同的特性可以改变其所传递的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因此，成功取决于设计细节。让我们了解一下影响信号传递和故事塑造的重要奖励特征。
 
  观众
 
  当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下时，它会发出声音吗？私下颁发的奖励有效果吗？有，但效果欠佳。没有观众意味着不具备社会信号价值。
 
  想想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其部分价值在于观众很多。如果只有少数人目睹颁奖过程，社会信号的价值就会降低。然而，有时观众不必出席颁奖典礼，也能感受到奖励的社会信号价值——看到办公室书架上的牌匾或小雕像就足够了。观众是谁同样重要：他们可以是有能力评估你成就的同侪，你想取悦的亲朋好友，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观众的身份影响了奖励所承载的社会信号强度。
 
  我们再讲一个英勇的故事，将其与多斯的勋章进行对比。2009年8月9日，美国驻阿富汗某军事基地成为联合攻击的目标。刹那间，对方狙击手射伤了一名美军军医，一枚火箭推进榴弹点燃了军火库。火势越来越大，灾难性的爆炸似乎不可避免。就在部队准备放弃基地的紧要关头，一位不知名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挺身而出，冒着猛烈的炮火，将受伤的军医从火力点拖到安全地带，然后冲进军火库，拖出一箱箱炸药。这位无名英雄最终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二等勋章，表彰战斗中的英勇行为和英雄壮举）。[image: ]
 
  这类无名英雄并不少。为保守军事秘密，美国近1/5的最高荣誉勋章获得者不为公众所知，或未留姓名。[image: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观众，海军十字勋章传递的社会信号会大大减弱，只有少数参与机密任务的人知道英雄的壮举。
 
  尽管如此，无名英雄仍能感受到强烈的自我信号。秘密仪式进一步证明了他自我牺牲、英勇无畏的价值，提升了他爱国、勇敢的自我形象。
 
  稀缺性
 
  奖励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稀缺性。奖励越少，其社会信号和自我信号的价值就越大，频繁颁发同一奖励，或者在某一领域颁发太多不同奖励会降低关注度。诺贝尔奖之所以备受瞩目，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稀缺性。如果每周而不是每年颁发一次，其声望就不会那么大。想象一下，奥斯卡颁奖典礼每周举办一次会怎样。
 
  维基百科的做法是运用奖励稀缺性的好例子。作为一个自由领域，维基百科的运营完全依赖志愿贡献者，吸引和留住有价值的贡献者是其长期需求。2007年，这个最大的在线百科平台的志愿编辑人数达到顶峰，随后，投稿量和编辑量出现令人担忧的下滑。[image: ]失去有价值的编辑，维基百科将无法在激烈的在线竞争中生存下去。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创始人吉米·威尔士设计了维基百科奖。[image: ]这些奖励因稀缺性、贡献者和意义而异。比如，“每周最佳编辑奖”是为感谢编辑的工作经常颁发的社区表彰奖。“年度维基媒体贡献者奖”是在维基年会上颁发的奖项，表彰维基人的重大成就。最高奖励“杰出人物奖”授予维基媒体的开发人员，表彰他们为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该奖励的数量非常少。这些无形的奖励带来了巨大的影响。2017年，维基百科奖研究者亚娜·加卢斯报告说，他们将新人保留率提高了20%，这一效果在首次颁奖后持续了一年多。[image: ]
 
  有时，组织对稀缺性的利用做得太过分了，比如“三连冠奖”。该奖颁发给赛马运动中的冠军马，可以说是最稀有、最难获得的奖项之一，上届冠军马获奖还是在42年前。[image: ]为了赢得奖杯，冠军马必须在三场不同的比赛中获胜，这三场比赛的赛道长度还不同。赛马与人一样，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短跑，有的擅长长跑。鉴于该奖项的难度和稀缺性，大多数马主并不追求三连冠奖杯，不愿将自己的赛马训练成多面手。他们知道获奖的可能性很小，最好将精力用在赛马擅长的项目上。
 
  另一方面，过于易得的奖励也会适得其反。全勤奖是最常见的教育奖励之一。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师都会颁发全勤奖来激励学生。然而，与通常的假设相反，全勤奖似乎不起作用，因为它向学生传递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信号：既然那么多学生都能获奖，我为什么要在乎它？[image: ]
 
  颁奖者是谁，颁奖依据是什么？
 
  20世纪60年代，传奇演员兼电影导演马龙·白兰度经历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1972年，他因主演《教父》而大获成功，该片获得了1.35亿美元的国内票房，至今仍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image: ]白兰度出色地扮演了冷酷又仁慈的唐·科莱奥内，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1973年3月5日，第45届奥斯卡奖即将揭晓，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主持人丽芙·乌曼和罗杰·摩尔身上。当摩尔宣布最佳男主角是马龙·白兰度时，人群沸腾起来。然而，接下来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美国印第安女性萨钦·利特费瑟走上舞台，她摊开手掌，拒绝了奥斯卡小金人。气氛紧张起来。利特费瑟做了自我介绍，她是阿帕奇人，也是美国印第安人正面形象委员会主席。她代表白兰度表示，尽管获奖很荣幸，但由于电影界对美国印第安人形象的贬损，他无法接受这个慷慨的奖励。[image: ]
 
  观众开始发出嘘声。利特费瑟说，她希望未来“我们的真心和理解将与爱和慷慨同在”。[image: ]此话一出，掌声淹没了嘘声。白兰度是有史以来第二位拒绝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人，他表示，接受一个奖励是对组织行为和价值观的彻底认同。[image: ]白兰度和利特费瑟在诸多反对声中仍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拒绝支持鼓吹歧视的电影组织。他们在国际聚光灯下的举动让公众意识到电影业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不公，激发了人们对奥斯卡奖的抵制。
 
  白兰度的抵制是颁奖机构与获奖者价值观冲突的表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颁奖机构的声望和地位会让获奖者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从而增强对颁奖机构的认同感。多斯的荣誉勋章是美国总统以美国国会的名义颁发的，他非常尊敬颁奖者和颁奖机构，被总统接见是荣誉的一部分。在维基百科的例子中，为强调奖励的重要性，创始人威尔士亲自颁发“杰出人物奖”，并呼吁与获奖者建立联系。亚娜·加卢斯认为，对“维基人”的自我认同是该奖励保持积极影响的主要机制。[image: ]
 
  如果颁奖机构的声望尚未确立（例如，颁奖机构是新成立的），那该如何激励？不同于用1万美元奖励战地英雄的情况，此时重金奖励有助于明确奖励的意义，使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例如，诺贝尔奖就设有巨额奖金。尽管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产数量备受争议，但重金奖励让诺贝尔奖在成立早期就成为重要奖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货币价值。
 
  我希望你相信，颁奖者是谁很重要，他们如何选择获奖者也很重要。获奖者是精挑细选的吗？是否从提名开始，经过全面的同行评估和专家评审？是否有些技术要求，比如出席人数？评选过程是否充斥着腐败？
 
  多斯的荣誉勋章属于主观评价，是根据评委的意见和建议来评估获奖者的资格。当表现很难被客观衡量时（诸如“突破性发现”或“艺术成就”），主观评价可能是必要的。想想音乐界：虽然有客观评价，如《公告牌》的流量，但格莱美奖、黑人娱乐电视大奖和摇滚名人堂都起到主观委员会的验证作用。
 
  然而，主观评价可能伴随着黑幕。2016年，丹泽尔·华盛顿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该奖项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HFPA）颁发，表彰“对娱乐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演员。[image: ]每年颁发一次，只有一人获奖。历届获奖者包括华特·迪士尼、摩根·弗里曼、朱迪·福斯特和罗伯特·德尼罗。[image: ]许多著名演员都希望获得这一荣誉，这将巩固他们在电影界的传奇地位。
 
  华盛顿在获奖感言中说，他的好友、美国电影制片人弗雷迪·菲尔茨曾自信地预测他是获奖者。竞争如此激烈的奖励，很难预测哪个演员获奖。菲尔茨是怎么知道华盛顿会胜出的呢？
 
  做出预测很简单：菲尔茨邀请华盛顿参加了当年举办的首次好莱坞外国记者午餐会。他告诉华盛顿：“（HFPA）会看你的电影，我们会招待他们。他们过来后，你拿着杂志与他们合影，之后你就能得奖。”[image: ]华盛顿照着菲尔茨的安排参加了豪华的午餐会和电影派对，与金球奖评委合影并建立了私交。
 
  华盛顿的获奖感言暴露了评选中的黑幕。毫无疑问，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是观众，而不是HFPA。华盛顿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缪斯女神》的主演莎朗·斯通派人给HFPA评委送去84块金表，之后这部在“烂番茄”上评分为53%的电影获得了金球奖提名，这可能并非巧合。[image: ]
 
  观众逐渐意识到，评选中存在倾向性投票，无法反映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真正质量。一旦评委会的权威或公正受到质疑（像华盛顿曝光的那样），奖励的社会信号价值就会降低。
 
  结论很简单：颁发公正的奖励可以传递强有力的信号，起到很好的激励效果。认真考虑奖励的各个方面，塑造它所传达的故事。明智地使用奖励！
 
   
   要点
 
   观众、稀缺性、颁奖机构的地位和评选过程会影响奖励的信号价值以及对组织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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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利用激励识别问题
 
  [image: w4]
 
  一个男人向医生咨询他37岁妻子的问题。“医生，我很担心我妻子。我觉得她听力出了问题，”他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劝她做检查，我怕她胡思乱想。有什么好办法劝她去做检查？”医生安慰他说，听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减退，建议他给妻子做个简单的测试。“下次你们在一起时，趁她背对着你，在房间的另一边小声叫她。如果她没听见，就靠近几步试试。如果还没听见，再靠近一点儿。”男人迫不及待地想试一下。那天晚上，他看到妻子坐在客厅沙发上，就在房间的另一边低声叫道：“简？”没有反应。他更担心了，靠近又叫了一声：“简？”还是没有反应。他凑上去，再次尝试：“简？”妻子转过头问：“叫了三次，什么事？”
 
  我觉得这则老笑话既有趣又富有寓意。男人的判断彻底错了。人类行为研究者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这或多或少令人汗颜。就像笑话里的那个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经常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人类”，其实真正的根源在研究者。我们判定人们会犯错，并称其为“非理性”行为（学术语言中“愚蠢”的代名词）。然而，由于不理解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犯错的恰恰是研究者自己。
 
  不仅社会科学家会判断失误，医疗领域的犯错也很常见——出现的频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每年约有1 200万门诊患者被误诊。[image: ]每20个患者中就有一个被误诊！如果误诊被及时纠正，没造成伤害也就算了。但如果错误没有被发现，那就可能给患者的身体和经济带来重创。为了有效治疗，医生要先确诊病情，因此需要扫描、抽血等一些程序性的检查。这些检查不能直接治病，只是提供诊断依据。只有确诊后，医生才能开始治疗。如果一开始就诊断错误，那就不可能对症下药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如何利用激励来解决问题的。激励也有助于问题的早期诊断，就像验血有助于疾病诊断一样。可以想象，当公司或政府着手解决错误问题却实施不当或无效的政策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害将有多严重。
 
  错误地解决问题，原因可能在于错误的视角（见图A-1中的鹿）。
 
   
   [image: ] 
   图A-1 问题是什么？取决于发问者是谁
 
  
 
  本书第四部分以4个例子来探讨如何利用激励更好地理解人们的行为动机。要从一开始就利用激励来正确地诊断问题，之后再寻找解决方案。
 
   
   	 Jessica Firger, “a Million Americans Misdiagnosed Each Year，”CBS News, April 17.2014，bttps://www.cbsnews.com/news/z-million-ameticans-misdiagnosed-each-year-study-says.
 
 
  
   
  
  第十三章
 美国学生的成绩真有那么差吗？
 
   
   周一上午8点，15岁的泰勒走进10年级教室。此时，30张课桌上摆着未打开的纸袋。他的呵欠变成了抱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走到后排，扑通一声坐在坚硬的塑料椅上，无精打采地等着同学们的到来。这时，格罗斯曼先生在黑板上写了“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他想：“不会是要考试吧？但愿不是。”泰勒没能如愿。学生到齐后，格罗斯曼先生宣布，学校被抽中参加PISA，考试时长为3小时。随后，泰勒得知，考试结果不会影响他的成绩。亲朋好友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分数。他和父母、学校也不会拿到成绩单。格罗斯曼先生开始计时。泰勒想，那就应付了事吧。
 
  
 
  不到3小时泰勒就答完了卷子。毕竟，他没有任何动机参加考试或考出好成绩。他才15岁，美国标准化考试的全国排名对他来说几乎毫无意义。说到“排名”这个词的时候他就已经走神了。泰勒对PISA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同龄人中很普遍。
 
  尽管如此，标准化考试在教育领域被赋予了太多权重，人们将其视为衡量学业成绩的可靠标准。政策制定者将学生评估作为评价教育系统成功的方式，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美国学生的PISA成绩较差，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image: ]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3年一次的国际性评估，通过测试15岁学生的技能和知识来评估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统。[image: ]来自72个国家的50多万名学生参加了这项考试，内容包括科学、数学、阅读、合作解决问题和金融方面的知识。[image: ]
 
  与美国一样，许多国家根据标准化考试结果制定教育政策。我们之前提到，芬兰2000年的PISA成绩优异，分析人士称，其教学实践已成为世界典范。相反，德国的成绩出乎意料地差。随后，德国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提出改善教育系统的紧急措施。[image: ]
 
  根据2012年的PISA结果，美国高中生的数学成绩在65个参与该评估的国家和经济体中排名第36位，自2009年以来持续下降。[image: ]时任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犀利地指出：“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次警钟。我知道怀疑论者会质疑这个结果，但我们认为它准确可靠……如果不想推卸责任，那就必须正视教育落后的严酷事实。”[image: ]
 
  关于这个话题，美国国内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学校制度上，还有人将其归咎于社会经济因素（例如，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后进生）、文化或美国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image: ]但没有人停下来问，单凭考试成绩就能证明美国学生的能力很差吗？我和同事约翰·李斯特、杰弗里·利文斯顿、萨莉·萨多夫、秦向东、徐洋分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如果问题仅仅在于美国学生不像其他国家的学生那样认真对待考试呢？[image: ]
 
  考试成绩基于两个因素：学生的能力以及为考试付出的努力。常见的解释是，成绩反映了能力差异。我们认为，它也反映出各国学生对考试重视程度的差异。如果不同国家的学生对考出好成绩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机，那么缺乏动机的学生可能具备同等的智力和能力，但他们的分数不一定反映在低风险的考试中。如果该假设成立，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学生的糟糕表现可能部分在于没有认真对待考试，而非实际能力的差异。也就是说，泰勒和他的朋友可能不在乎这类考试，因而没有动力取得好成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如名列前茅的中国或芬兰同龄人聪明、博学，只说明他们考试时没用心。
 
  为了调查公共政策制定者对问题的诊断是否有误，我们进行了一项激励实验，受试者是来自美国的高中生和中国上海的高中生。之所以选择中国上海，是因为它2012年PISA的数学成绩排名第一，而美国排名第36。我们采用的是官方考试的删节版，从PISA往年试题中搜集了25道数学题，让学生在25分钟内作答。
 
  我们的操作很简单：对照组学生只需在25分钟内尽可能多地答题。对照组模仿了学生在实际PISA考试中的情况，即不存在取得好成绩的外部动机。图13-1的博弈树显示了对照组学生的决定。他们可以努力答题，但没有任何外部激励（博弈树中的结果1），也可以不费太多精力，快速、随意地答题（结果2）。
 
   
   [image: ] 
   图13-1 未实施努力答题的激励措施
 
  
 
  在美国，结果1并非言过其实。不知何故，总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学生会在考试中尽最大努力。需要重申的是，被随机选择参加PISA考试的学生甚至连自己的分数都不知道。他们没有为之骄傲的机会，也没有因羞愧奋发图强的机会。没有人会在一年后拍着泰勒的肩膀说：“嘿，还记得你15岁时的那次考试吗？你考得很差，美国排名第36。太感谢你了，泰勒。”泰勒可能在考完几分钟后就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了，而且很可能再也不会听到有关它的任何反话。许多15岁的美国学生会选择结果2，这不足为奇。想一下15岁的我，肯定也会这么做。
 
  然而，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证明问题症结在于努力而非能力，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公共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考试成绩的差异归因于中国上海和美国学生的能力差异。[image: ]相反，我们的假设是，中国上海学生更有可能在低风险考试中付出努力，只是因为他们被要求这么做。为什么？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化强调努力，而美国文化强调天资。在中国，努力还受到集体自豪感的激励：学生知道自己在PISA考试中的成绩代表国家的学术能力，这激励他们更加努力，以展现其爱国情怀。老师也可能会提到这一点，强调考试的重要性，进一步鼓励学生竭尽全力。这是有关态度的文化差异，我们需要通过实验加以证明。为此，我们使用了激励（你猜对了）。为了让学生认真应试，我们提供了什么前所未有的激励措施？
 
   
   周一上午8点，卢卡斯走进10年级教室。30张桌子上，每张都放着两个未打开的纸袋。抱怨的话刚说了一半，他发现一个纸袋露出一条绿边。他跑到自己的座位上，预感得到了证实：第二个纸袋里装着25张崭新的1美元钞票。他不禁睁大了双眼。同学到齐后，菲茨杰拉德先生宣布他们学校被抽中参加一项实验。试卷共有25道题，答错一题扣1美元。如果25道题全部答对，25美元将归他们所有。菲茨杰拉德先生开始计时。“等着瞧吧！”卢卡斯咧嘴一笑，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没错，我们用金钱来激励。实验组的学生一落座就得到25美元，他们被告知，答错一题扣1美元（给中国学生的是等值的人民币奖励）。我们运用了第九章讨论的“损失厌恶”心理。想到拿到手的钱可能会失去（在将来少拿几美元），比一开始没拿到更痛苦。受损失厌恶的影响，该方案也比答对一题奖励1美元的激励效果更强。
 
  我们设计了可进行比较的4个实验组：美国学生vs中国上海学生，两组都有奖励，或两组都没有奖励。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希望确保激励只影响考试中的努力程度，不影响备考时的努力程度。为达到这个目的，实验组学生在即将开考时才知道有现金奖励，这样，其行为的前后差异只与答题态度相关。
 
  此时，美国高中生的代表在做决定时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激励。他们可以付出更多努力，认真答题，拿到25美元（图13-2博弈树中的结果1），或者快速、随意地答题，拿到很少的奖金（结果2）。
 
  学生有了认真答题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有可能赚到钱。激励是否足够强，使结果1的吸引力大于结果2？确实如此。
 
  实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面对激励，中国上海学生的表现几乎没有变化。显然，他们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额外激励不能改变什么。
 
   
   [image: ] 
   图13-2 实施努力答题的激励措施
 
  
 
  然而，美国学生的分数大幅上升。在激励状态下，美国学生的答题数量和正确率都提高了。我们估计，如果美国学生在实际的PISA中能获得奖励，美国与中国上海的排名差距将缩小一半左右，从目前的第36名提高到第19名。
 
  人们假设，PISA等标准化考试反映出了学生的真实能力，以及不同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效性，基于该假设的教育支出高达数十亿美元。美国的教育政策受到标准化考试的影响，认为美国学生的能力低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事实上，尽管考试结果部分反映了学生的能力，但也受到内在动机和有关低风险考试态度的文化差异的重大影响。激励的运用揭示出，考试成绩不能完全与能力画等号。
 
  PISA实验证明，将激励作为诊断工具正确识别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步骤。请注意，我并未建议要为学生的答题努力付费，我只是说，对小样本实施激励有助于诊断问题。就像看病一样，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正确诊断问题。还记得那个误以为妻子听力下降的笑话吗？不要轻易假设你知道问题的根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用实验来检验你的直觉。
 
   
   要点
 
   数据拒绝了这一假设，即“低风险考试只反映学生的能力差异”。基于该假设的公共政策可能会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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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间接费用厌恶：非营利组织的坏名声从何而来？
 
  在昨晚的会议上，一家著名的贫困儿童慈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发表了一场感人的演讲，你被打动了，决定捐赠1 000美元。你早上把钱汇过去，心里暖暖的。之后，你赶往机场，搭乘回家的航班。在办理登机手续时，你的心情依然很好。上了飞机，你开始寻找自己的经济舱座位。这时，你在商务舱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那个首席执行官。你有何感想（图14-1）？
 
  你可能会愤愤不平，甚至有点儿恼火。你后悔签了那张支票，感觉你的捐款只是在帮他支付商务舱的机票。你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很多人不喜欢间接费用高的慈善机构（间接费用是指不直接用于主要目标的费用，包括首席执行官的差旅费）。出于对间接费用的偏见，在做捐赠决定时，我们通常不会考虑捐赠效果。由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研究，我们只考虑一个问题：我的捐款有多少是用来支付间接费用的？这种担忧凸显了另一问题：为什么人们不愿支付间接费用？答案正是本章的主题。在深入研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image: ] 
   图14-1 富有同情心的一天
 
  
 
  慈善事业一直强调捐赠的巨大潜力和影响。许多人相信捐赠能带来有意义的改变。2019年，美国慈善机构收到的个人捐款近3 000亿美元。[image: ]然而，即使在慈善领域，以经济激励推动组织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在2013年的TED演讲中，活动家兼筹款人丹·帕洛塔指出，双重标准导致大众与慈善机构关系破裂。他认为，在涉及非营利组织时，我们将节俭与道德等同起来——我们密切关注非营利组织的支出，奖励它们花得少，而非做得多。我们似乎对非营利部门使用一套规则，对其他经济领域使用另一套。对普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们的评价依据不是费用，而是工作成果，比如公司利润。帕洛塔认为，以双标规则区别对待非营利部门，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潜力。[image: ]
 
  双重标准在员工薪酬中尤为普遍。私营部门通过卖书籍或武器赚取数百万美元没问题，但如果你通过试图治愈癌症的非营利组织赚到同样的个人收入，你就会遭到各方的诽谤和谴责。一般人认为，在银行工作的MBA毕业生拿到40万美元年薪很正常，但慈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也应该赚那么多吗？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扭曲的公众认知促使人才离开慈善领域。那些能在非营利部门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最终选择了营利部门，因为他们不愿或无法终其一生都做出经济牺牲。
 
  回到间接费用厌恶的话题——我喜欢这个话题，原因之一是，作为经济学家，我明白在捐赠时应关注捐款的整体效果，而不是慈善机构的间接费用。然而，作为一个人，在走向经济舱座位时，看到首席执行官坐在商务舱，我会感觉很糟糕。换句话说，尽管我知道应该关注效果而不是间接费用，但实际上，两者我都关注。当然，很多人都如此：研究表明，无论成本效益如何，捐赠者都更青睐间接费用低的慈善机构。[image: ]
 
  产生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间接费用高可能意味着组织效率低下，管理者工作不力。第二个原因，可能意味着慈善机构内部存在腐败，比如高消费或贪污。这两类案例我们都有所耳闻。因此，捐赠者可能会很谨慎，将慈善机构的间接费用支出看成工作成效的信号。
 
  虽然我认可这两个原因，但受到商务舱首席执行官这一思想实验的启发，我提出了第三个原因，它与捐赠者的感受直接相关：捐赠者希望他们的钱对慈善事业产生直接影响。当知道自己的捐款直接用于孩子的午餐而非首席执行官的商务舱座位时，他们会感觉自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换言之，想到自己的钱全花在孩子身上，会放大他们的自我信号，让他们确信自己是赈贫济乏的好人。
 
  我和艾莱特·格尼茨、伊丽莎白·基南发出自问：这种感觉会是人们不愿为间接费用买单的原因吗？[image: ]上述三个原因，哪个是间接费用厌恶的主要因素？除了单纯的好奇，我们认为，深入理解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助于发现一种增加捐款的新方式。我们的想法源于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假设你是一家慈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刚从一位慷慨的捐赠者那里获得资金，发起新的筹款活动。这笔善款将作为激励基金，你将如何利用它，最大限度地提高捐款总额？
 
  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当收到大额捐款时，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成员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慈善机构解决该问题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将初始善款作为种子资金（“一位慷慨的捐赠者为慈善事业捐赠了1 000万美元”）；（2）使用配捐模式，慈善机构用初始资金来匹配新捐献的每一美元。研究表明，初始善款的两种用途（种子资金和配捐）都能有效提高捐款额。[image: ]在实验中，我们希望将激励作为一种诊断工具，提供一种新的筹款方法，揭示人们为什么不愿为间接费用买单。为此，我们提出了第三种激励措施：告诉捐赠者，他们的捐款不会用于间接费用。
 
  回想一下，在会议上，首席执行官及其慈善机构向你承诺，你的捐款将全部用于支付贫困儿童的餐费。非营利组织的所有管理费用，包括薪酬、差旅和其他行政费用由其他人支付。现在，当你在商务舱见到慈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时，你的感觉就没那么糟糕了——你的钱没花在他的机票上，而是直接用于慈善事业。这有助于缓解你的负面情绪吗？
 
  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是这样，它就可以检验我们的假设，即人们不愿支付间接费用，当确信捐款被直接用于解决问题时他们才更愿捐款。验证这种直觉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使用初始资金吸引更多捐款，还可以通过规避间接费用厌恶来提高捐款总额。为了在实验中测试这种激励效果，我们使用初始善款来支付慈善机构的间接费用，让所有后续捐款都直接用于慈善事业，而非间接费用。
 
  与PISA的例子一样，我们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系统地诊断间接费用厌恶背后的原因，并测试两种标准解释是否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与捐赠者自己的捐款相关的情感。我们与某教育基金会合作，该基金会购买了一项权利，可以向4万名潜在的美国捐赠者发送一次性劝捐信。在过去的5年里，这些捐赠者曾为类似的事业捐过款。所有受试者都知道基金会的新计划，知道募捐金额为2万美元，并被要求为这个目标捐款。
 
  我们和基金会一起争取到激励资金，创建了4个不同的小组，每组获得不同类型的捐赠激励。具体来说，我们从4万名往年捐赠者中随机抽取1万名组成一组，给每组不同的激励：
 
  • 对照组：未提供额外奖励。
 
  • 种子组：告诉受试者，基金会从私人捐赠者那里获得了1万美元的项目捐助。
 
  • 配捐组：告诉受试者，基金会从私人捐赠者那里获得了1万美元的项目捐助，这笔钱将被用作配捐资金。其中的每一美元都会配捐。
 
  • 无间接费用组：告诉受试者，基金会从私人捐赠者那里获得了1万美元的项目捐助，用于支付所有间接费用。之后募集到的善款都将直接用于该项目。
 
  这项现场实验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什么因素阻碍了捐赠者向间接费用高昂的组织捐款：是间接费用的规模，还是谁为这笔费用买单？在匆忙下定论之前，重要的是先诊断间接费用厌恶的根本原因。我们假设，如果项目相关的所有间接费用都已支付，那就会激励捐赠者捐款，因为他们可以确保自己的捐款直接用于项目。
 
  图14-2的数字显示了通过1万封劝捐信在每组筹集到的善款。实验证明，种子组和配捐组的捐款额高于对照组，但无间接费用组的效果更好。
 
   
   [image: ] 
   图14-2 四种捐赠激励下的捐款总额
 
  
 
  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无间接费用组中有更多的人被说服了。通过告知潜在捐赠者初始善款将被用于支付间接费用，该组的捐款人数和捐款总额比前两组有了大幅提升。
 
  实验结果帮助我们诊断了间接费用厌恶背后的原因，表明另一种解释很重要：捐赠者不仅关注慈善事业，也关注慈善行为给他们带来的感觉。
 
  理解间接费用厌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一种理论演练，也有助于增加捐款额。一种方法是“开导”100美元的小额捐赠者，让他们明白为何不需要关注间接费用，只需关注捐款效果。然而，小额捐赠者数量太多，该方法实施起来难度很大。此外，慈善机构的影响力也很难衡量。[image: ]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医院发展部的负责人，有人要向医院捐赠500万美元。你可以告诉捐赠人这笔钱的用途——用于盖新楼或购买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可以说服捐赠者，用这笔钱来支付为医院发展筹集资金的间接费用。这番交流的结果可能是，医院为小额捐赠者提供一项政策，即他们的捐款不会用于医院的间接费用（他们都很关心自己的捐款是否直接用于慈善事业）。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捐赠次数和捐款总额。将500万美元用于间接费用，可能比用于盖楼更有效。
 
  一家名为“慈善：水”的非营利组织就是这么做的。它分为两个独立部门：“慈善：水”和“井”。前者收到的捐款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后者则由一群私人捐赠者组成，他们支付所有间接费用。[image: ]该方法既满足了个人愿望，又顾全了大局。它能让组织集中精力游说少数大额捐赠者，将其捐款用在支持组织发展和维护基础设施等间接费用上。另一方面，公众的捐款不用于间接费用，会让他们感觉良好。这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笼统地说，支付间接费用的相对效率再次证明了掌控故事框架的重要性。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场实验测试的3种激励毫无差别。但是，就像引言中可口可乐的例子表明的，故事的讲述方式很重要。找到人们关注的框架，你的激励会更有效。
 
   
   要点
 
   间接费用厌恶的根源不仅仅是对腐败、低效和超支的担忧，强调捐赠者的个人影响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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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有偿离职”策略：用钱让员工表态
 
  设想一下，你是一家中型公司的项目经理，手下有几十名员工。你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给员工分配简单的任务，期望得到完美的结果，他们的表现却乏善可陈。考虑到员工的资质和过去的成就，你不认为这是能力问题。表现不佳的原因是什么？有许多貌似合理的解释，比如时间仓促、健康问题和缺乏动力。经过沟通，很容易排除一些外在因素，但当涉及员工的动机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得到真相。
 
  没错，从员工踏进公司的那一刻起就如此。谈判中的谎言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在面试新工作时，无论真实感受如何，你都应该表现出对公司的兴趣。在大多数谈判中，正确的策略是保持冷静并试图说服对方，即使你很想达成协议，至于能争取多少并不重要。设想一下，你走进一家二手车经销店，说：“哇！这款车我已经找了一年多。它真是辆好车，还很别致——我想买！多少钱？”你可能会因此付出高价。然而，在求职面试中，情况恰恰相反。充满热情的候选人对公司更有价值。最好的策略是充分表现出对这份工作的兴趣，即使略带夸张也没关系。
 
  既然每个人都有表现热情的动机，雇主如何分辨真伪？询问员工的工作意愿毫无意义，他们会说：“我很愿意！”虽然有些员工说的是实话，但无法区分谁真的有动力，谁缺乏动力。
 
  你如何确定员工表现不佳的原因是缺乏动力？为了诊断激励问题，我们在行为经济学中实施的一个策略是，创造一种与说实话“相容的”激励情境。我们想激励员工展现真实的想法，而不是向他们提问，那只会得到曲意逢迎的答案。
 
  作为雇主，如何创造展现员工工作意愿的环境？一些公司采用了有趣的“有偿离职”策略。最早实施该策略的是美捷步，它向员工提供2 000美元的离职金。随后是亚马逊，提供5 000美元的离职金。视频游戏公司Riot Games更是加大了赌注，离职金高达2.5万美元，而且没有附带条件。[image: ]
 
  在致股东的年度信中，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解释了“有偿离职”策略：
 
   
   该策略很简单。每年，我们都向员工提供离职金。入职一年是2 000美元，之后每年增加1 000美元，最高5 000美元。离职邀约的标题是“请不要接受此邀约”。我们不希望员工接受，而是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什么提出这个邀约？目的是让员工花时间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从长远看，在不喜欢的地方工作，对员工和公司的健康发展都不利。[image: ]
 
  
 
  “有偿离职”策略是一种巧妙的方式，通过“用钱让员工表态”检验其工作意愿。公司无须询问员工的真实感受，只需要给他们一个选择，然后观察结果。在大多数公司，心怀不满的员工没有动机表露真实感受，额外的金钱激励让压抑的代价变得高昂。“有偿离职”让说谎变得昂贵，对那些特别不满的员工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激励足以让一些人另谋出路。它不仅可以作为诊断工具，揭示员工是否缺乏动力，还提供了解决方案：缺乏动力的员工可以愉快地离开，这对员工和公司来说是双赢的结果。离职时员工可以拿到不菲的奖金，公司也会受益，因为拒绝离职金、选择留下的员工有更大的动力实现长期目标。[image: ]
 
  “有偿离职”由美捷步首创。在2009年被亚马逊收购之前，美捷步的年销售额从2003年的7 000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亿多美元。《哈佛商业评论》的比尔·泰勒将其成功部分归于卓越的客户服务。这家公司“独树一帜”，客服人员风趣幽默，能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离职金是筛选员工的关键因素。[image: ]
 
  有偿离职是一种极端的策略，但作为经理，你可以寻找一些信号，表明员工留下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因为他们在诸多有吸引力的选项中选择了本公司。
 
  我曾与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合作，该公司对“有偿离职”激励很感兴趣。公司员工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合伙人，大多数刚入职的员工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获得了经验和知识，然后跳槽到其他公司，从过去的工作中受益。离职过程对公司和员工都有好处，员工通常心怀感恩，友好地离开。
 
  这家咨询公司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它正在推动运营方式的重大技术变革，要求员工投入时间学习新技术，从而彻底改变工作方式。有人欢迎变革，有人却想墨守成规。公司面临着逆向选择：不知道哪些员工真正想要做出改变。简单的询问只会得到肯定的答复。
 
  比如，公司以5年为基准对员工进行评估。如前所述，询问员工工作是否开心，只能得到一种回答：“开心！”即使没有太大的积极性，且有意在近期离职，员工也不会透露真实想法。如果能提供一笔丰厚的离职金，公司就可以了解现阶段员工的真实意愿。为说明情况，我们将员工的决策过程绘制在图15-1的博弈树中。
 
  如果员工真想辞职，公司最好能及时了解情况，发放一笔丰厚的离职金让他离开，他会像称职的大使那样说些老东家的好话。在结果1中，缺乏动力的员工接受了邀约，“有偿离职”帮助公司节省了低质量员工的成本，该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增加。
 
   
   [image: ] 
   员工在面对“有偿离职”时的决定：员工的效用。
 
   如果有足够的动力长期留下来，那么结果1 ＜结果2 →拒绝离职金。反之，结果1 ＞结果2 → 接受离职金，离开公司。
 
   图15-1 收到5 000美元离职金
 
  
 
  在结果2中，放弃离职金的员工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努力争取成为合伙人。结果是，选择留下来的是干劲更足、工作更出色的员工。有关在线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与未受激励的对照组相比，拒绝离职金的员工平均任务准确率高出28.3%。[image: ]
 
  此外，该情境下的心理学表明，沉没的机会成本会影响后续行为。通过放弃离职金，员工向自己传递信号，表明他们对待工作是积极认真的。他们认为有必要向自己证明，放弃离职金，更努力地工作，并致力于长期目标是值得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健身房的一项现场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健身房为部分新会员的退出提供全额退款，并支付最初会费10%的现金。与对照组相比，拒绝退款及现金的实验组会员每周去健身房的次数增加了0.29次，再次续费的可能性增加了4%，处理后的得分提高了0.76分（10分制）。[image: ]
 
   
   要点
 
   提供离职金可以淘汰干劲不足的人，给决定留下来的员工提供长期工作的机会。如此一来，“我积极上进”就成了可靠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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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自我欺骗：欺骗与自我信号
 
  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为自己的车只是出了点儿小毛病，去找修理工，结果却收到一大笔账单，上面写着不明所以的“维修大项”。我遇到过。你有没有因背痛去看医生，却被告知最佳方案是做手术？我经历过。但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判断这些建议是否对我最有利。
 
  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知识有限，在做决定时我们经常依赖专家的忠告和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并不总是最好的。上述情况的共性是，建议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修理工比我更懂修车，医生比我更了解如何缓解背痛。因此，信任是这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想你的医生，他们努力获得医学学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敲竹杠。虽然医疗领域充斥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但你依然相信医生会将你的健康放在首位。
 
  然而，医疗领域存在过度治疗的问题。据估计，美国每年因此造成的浪费高达7 650亿美元。[image: ]部分原因是医生推荐了不必要的手术，这些手术能让他们直接获益。例如，手术治疗背痛的案例并不罕见。事实证明，很多背部手术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image: ]除了不必要的手术，大部分医疗浪费来自过量的处方药。研究表明，拿回扣的医生与不拿回扣的医生开药的方式不同。[image: ]医生怎么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患者的健康之上？
 
  不仅是医生如此，理财顾问通常也会从某些产品中直接获益。虽然有些顾问可能会忽略激励因素，向客户提供公正的建议，但许多顾问会为了多赚钱给出倾向性建议，有时牺牲了客户的最大利益。与医生的情况一样，理财顾问的薪酬结构也很重要。最常见的两种结构是“只收顾问费”和“佣金提成”。前者只收咨询服务费，通常以资产的百分比计算，顾问不会因推荐的金融产品获益。而“佣金提成”结构的顾问通常隶属于注册经纪人或保险公司，他们会根据推荐的产品赚取佣金。[image: ]这些赚取佣金的顾问经常向客户隐瞒真相。他们牺牲客户利益推荐利己的产品，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怎样调和金钱收益与职业操守受损的矛盾？
 
  如果专家提出糟糕的建议，他们可能会感到内疚。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他们可能会收到负面的自我信号。顾问经过反思，可能会觉得自己欺骗了客户，算不上一个正直的人。
 
  “幸运”的是，有一个解决方案。为减轻金钱收益和自我形象之间的冲突，顾问可能会自我欺骗，让自己相信其建议是合乎道德的。医生可能会说服自己，手术不仅使收益最大化，也是最利于患者的疗法。
 
  成功的自我欺骗的诀窍是，在建议中留出模糊地带或主观性空间。就手术的必要性而言，缓解背痛的最佳方法通常属于主观评估，没有反事实的结果证明手术是过度治疗。专家利用这种模糊性说服自己，最赚钱的建议正是他们的客户最佳的行动方案，以此挽回受损的自我形象。
 
  我和同事西尔维娅·萨卡尔多、玛尔塔·塞拉-加西亚、罗埃尔·范维尔杜伊岑想了解这种自我欺骗的运作方式，利用激励诊断倾向性建议背后的心理，即人们如何因激励提出利己的建议，同时仍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image: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游戏”，顾问的任务是向不知情的客户推荐A或B两个投资选项。我们系统地控制了顾问的自我欺骗能力，即顾问为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建议所做的辩护的力度，并测量了建议的偏倚程度。
 
  我们的“建议游戏”很简单。顾问知道有两个选项。A投资是2美元和4美元的五五开彩票。B投资是1美元和7美元的五五开彩票。我们创建的这两个彩票，B的预期收益（4美元）高于A（3美元）。但是B有更高的方差。思考一下：你会选择哪项投资？
 
  游戏中的顾问被要求向客户推荐投资选项。我们没有向客户透露投资信息，这些信息只有顾问知道，客户唯一的信息来源是顾问的建议。
 
  我们是这样检验自我欺骗的：对照组顾问没有动机推荐任何一项投资，该组31%的人建议A投资，其余的建议B投资。显然，大多数顾问认为B投资更好。
 
  然后，我们将这一结果与两个实验组进行对比。在实验组中，顾问推荐A投资有1美元奖励。激励是否足以使他们的建议产生偏倚？事实证明，这取决于他们得知激励的时机。
 
  在“预知”实验组中，我们先告知激励措施，后告知投资细节，再询问顾问的建议。相反，在“后知”实验组中，我们改变了信息的顺序，先介绍投资选项，让顾问思考（无须告诉我们，只是想一想）哪个更好，然后告诉他们推荐A的激励措施。
 
  图16-1显示了实验流程。
 
   
   [image: ] 
   图16-1 三种类型的顾问决策时间线
 
  
 
  为什么要对顾问获知激励的时间进行差异化处理？如果顾问在评估之前获知激励措施，他们就会自我欺骗。他们可以通过说服自己来扭曲信念：推荐A并拿到奖金，这也是客户的最佳选择。当得知激励措施再去阅读投资说明时，他们就已经有倾向性了。他们想方设法证明选择A的合理性，并说服自己，客户也更愿意选择A。例如，为了证明A的好处，他们会说，哪个选项更好没有定论，这取决于客户的风险偏好。A的方差较小，对客户来说更安全。
 
  如果我们颠倒顺序，在顾问评估之后（B选项对客户更有利）告知他们存在激励措施，他们无法让时间倒流，说服自己A更好。如果顾问在了解激励措施之前对投资进行了评估，自我欺骗会变得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顾问无法做到既推荐A，又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
 
  以下是我们的发现：如前所述，在未受激励的对照组中，只有31%的顾问推荐A。但是，当我们在评估之前告知推荐A会赚更多的钱时，这一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61%。反之，在评估后告知，只有33%的顾问选择A，与对照组选择A的比率相比，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利用激励，我们成功地诊断了倾向性建议的“道德”困境，揭示出顾问在面对利己建议时，为保持积极的自我认知进行自我欺骗的心理过程。
 
  将实验结果与推荐不必要治疗的医生联系起来，可以得出结论：医生可能真的认为那是正确的疗法。他们在提出建议之前就知道激励措施，但并不认为自利行为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数据支持了这些偏见。例如，当记者询问医生对过度治疗研究结果的看法时，“这些从医药行业获得丰厚报酬、品牌药的处方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医生表示，其行为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image: ]我们的研究表明，他们可能真的相信这一点，但他们可能是受到了激励的影响，用自我欺骗来避免负面的自我信号，以此保护自我形象。
 
  这一发现揭示了倾向性建议背后的决策过程，对系统创建者提出了挑战（在这些系统中，知情的顾问会倾向于某个建议及结果）。解决方案之一是创建或分享一些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客户的选择与顾问的经济利益无关。例如，作为患者，你可以咨询其他医生的意见，他们与你的决定不存在经济关联。另一个解决方案是设计程序，提高自我形象的成本，防止有道德的偏见者做不道德的事。
 
   
   要点
 
   顾问以牺牲客户的利益为代价推荐利己的选项，自我欺骗让他们不会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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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激励如何改变行为
 
  [image: w5]
 
   
   以我的经验来看，没有缺点的人也没有优点。
 
   ——亚伯拉罕·林肯
 
  
 
  “10，9，8，…3，2，1。新年快乐！”时钟敲响12点，桑德拉和朋友们齐声欢呼跳跃，庆祝人生的新篇章。桑德拉目光炯炯，坚定地向朋友宣布：“今年，我要锻炼出好身材，至少减掉15磅。”朋友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随后，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新年决心，有的说要存更多的钱，有的说要健康饮食。当派对结束时，每个人都活力满满、动力十足。然而，几周后，桑德拉取消了健身房会员资格，理由是工作太忙，办健身卡纯属花冤枉钱。
 
  这种情况不限于新年决心。以55岁的约翰为例，他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体检。这次，他从医生的表情中知道有坏消息了。医生告诉他，他超重30磅，患有前驱糖尿病，中风的风险很高。医生建议他服用处方药，健康饮食，每天至少步行30分钟。走出医生办公室，约翰做出了改变的决定。然而，两天后他却坐在沙发上看重播的《老友记》，走的寥寥几步还是从沙发到冰箱，去拿一瓶冰啤酒。
 
  人们会将桑德拉和约翰的情况视为个案，嘲笑他们意志薄弱或缺乏自制力，但他们并非例外。许多人都曾有始无终。宣布“新年新气象”很容易，设定雄心勃勃的长期目标也不难，难的是坚持到底并兑现承诺。美国的健身房数据显示：1月的会员购买量比其他任何月份都多，约占全年购买总量的11%。[image: ]然而，许多人都像桑德拉一样，无法持之以恒。到1月底，约有50%的美国健身房新会员放弃了会员资格，只有22%的人坚持到10月。[image: ]
 
  人们似乎对远期自制力过度自信，从而高估了改变行为的能力，比如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这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斯特凡诺·德拉·维尼亚和乌尔丽克·马尔门迪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他们分析了7 752名美国健身俱乐部会员在3年内的合同选择，发现70美元以上的月卡会员月均只光顾4.3次，也就是说，每次费用超过17美元。根据他们的计算，80%的会员还不如使用每次10美元的10次卡。他们人均浪费了600美元，斯特凡诺和马尔门迪尔将这种行为称作“付钱不去健身房”。[image: ]
 
  浪费行为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我刚刚提到的“过度自信”：报名时过于乐观，高估了自己将来去健身房的次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跟自己较劲。我知道，我很难从沙发上爬起来去健身房，如果购买次卡，每次只花10美元，那么我更有可能待在沙发上不起来。因此，我宁愿提前支付会员费，少给自己一些不去健身房的借口。
 
  回到约翰的例子，他在就医几天后又躺在沙发上不起来了。这种状况反映出行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利用激励改变习惯时面临的挑战。还有什么动机比约翰的更强？他的处境可谓生死攸关。约翰没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并非信息或动机不足。患前驱糖尿病的警告让他心惊胆战，相较于他人提供的动机，危险病情引发的动机要强烈得多。毕竟，约翰要彻底改善健康状况，并不需要跑马拉松，只需要每天步行半小时。
 
  在改变动机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行为科学家尝试引入外部激励。越来越多的研究想要找出哪些外部激励有效，哪些无效。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凯瑟琳·米克曼和心理学家安杰拉·达克沃思领导着一个著名的团队，名为“迷途知返”。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专家团队，米克曼和达克沃思将其介绍给大型组织，并一起去测试改变行为的有效因素。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研究，同时检验科学团队改变目标行为的最佳方案。我发现，包括行为干预和激励在内的方法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学术知识也可以转化为经济成就。几年前，时年22岁的萨曼莎·潘塔佐普洛斯刚刚大学毕业，她想约我探讨她构想的一款应用程序。在我的办公室里，她介绍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讨论了一个小时。我经常遇见创新达人，但萨曼莎非同一般。她的想法很有趣，更重要的是，她有一股志在必得的干劲。她说服堂兄迪伦·巴伯（美国广播公司《单身天堂》第六季的演员），共同创立了Vizer。[image: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开发一款通过智能手机、苹果手表或Fitbit记录器跟踪健身活动的应用程序，利用数据激励用户完成每日的健身目标。其中一项措施是社会性的：每次用户达到目标，慈善组织供养美国就会捐赠一顿饭。我们在第十一章探讨过这种社会激励。另一项激励措施更传统：用户达到目标后会获得积分，可兑换健康奖励。那是4年前的事了。迪伦和萨曼莎一直致力于应用程序的开发，已成为健身领域的佼佼者。
 
  在讨论激励如何发挥作用之前，有个问题需要澄清：人们没能改变自身行为是一种过错吗？约翰没能每天步行半小时，桑德拉没能完成锻炼目标，他们有错吗？传统经济学家将其视为过错，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动物，能够完美地整合新信息并做出反应。我的思考方式不同。我不去评判某件事是否做错了，而是提出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能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桑德拉和约翰是否缺乏理性，或者是否犯了错，我只知道他们想改变自己的行为，但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找到一种改变行为的方法，让这类人采纳并达成目标，才是真正的挑战。
 
  人们无法持之以恒地改变行为，背后的心理是什么？如何利用激励养成好习惯，减少坏习惯？本书第五部分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当人们想改变行为时，我们如何激励他们以最小的成本做出改变。激励可以帮助我们省下一笔钱，养成好习惯后节省得更多。有效的干预会导致行为改变，即使在激励终止后，这种改变也会持续下去。在这一部分，我简要描述了激励影响行为改变的4种方式，内容基于我与阿格尼·卡杰凯特、斯蒂芬·迈耶的研究成果。[image: ]
 
  在各个领域，人们为长期行为改变付出了大量努力，激励或许会对人们有所帮助。改善健康、提高生产力、加强环境保护和增加储蓄等诸多改变的关键是：了解激励措施与其他动机相互作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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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培养习惯：积跬步以至千里
 
  约翰计划每天锻炼1小时。他第一次去健身房很痛苦，只锻炼了10分钟，回家时已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浑身酸痛，脂肪一点儿都没少。但如果坚持下去，他就能积累运动实践和经验，时髦的说法是，建立自己的“习惯存量”。当健身效果一目了然时，锻炼过程就会更愉快（至少没那么痛苦）。比如，体重减轻了几磅，腿部肌肉依稀可见，这会让约翰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更好，他会觉得自己更强壮。证据表明，万事开头难。
 
  激励有助于人们打开新局面，建立“习惯存量”。如果约翰每次去健身房都能得到奖励，他就有更强的外部动机。即使刚开始很痛苦，这种痛苦也会日益减轻，他甚至会享受锻炼的过程，在激励取消后仍能坚持下去。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一个利用激励促进锻炼的实验——花钱让人们去健身房，结果表明，即使激励被取消，积极的影响也会存在。这一证据不仅支持了“习惯存量”的概念，还能证明，对那些离开沙发、坚持每天多运动一点儿的人来说，锻炼会逐渐变成一种享受。我们得到的一般规律是，激励可以促使人们迈开第一步，建立行为的“习惯存量”，最终养成习惯（图17-1）。
 
   
   [image: ] 
   图17-1 习惯养成
 
  
 
  为努力付费
 
  论文对我而言有点儿像自己的孩子，它的成长细节总是历历在目。我对“运动激励”的兴趣始于在图森召开的一次会议。我和朋友加里·查内斯在泳池旁的浴缸里欣赏着亚利桑那的美丽群山，聊着有关激励的话题。当时，我刚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指出，人们行动的内在动机在于这些事本身是好的，并非做这些事有利可图。论文论证了激励如何破坏了这种内在动机。那天，我和加里探讨的主题是，能否通过“贿赂”让我们的孩子改变行为。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长期来看也没什么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让孩子摆脱纸尿裤，对他们的每次如厕予以奖励可能会加快这个过程。一旦孩子不再需要纸尿裤，你就可以停止贿赂，不必担心他们回到老路。一般来说，这种“一劳永逸”的行为改变更易受激励的影响，难的是那些需要不断重复的行为的改变。比如，让孩子读一本书很容易，难的是培养他们快乐阅读的习惯。
 
  我和加里开始探讨运动习惯，它需要不断重复，行为改变的难度较大。为什么人们的运动积极性时高时低？我们认为，利用激励促使人们开始锻炼，让他们坚持一段时间，可能会形成习惯。当取消奖励后，这种习惯仍会持续下去。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现场实验来检验激励能否培养运动习惯。
 
  我们在实验中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我会讨论其中几个颇为有趣的方法。我们为大学生提供去学校健身房的激励。[image: ]学生来到实验室，先阅读有关运动重要性的材料，然后我们承诺给他们25美元，条件是下周至少要去一次健身房。出勤情况通过健身房的入场登记来核实。学生在下周返回实验室时被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是对照组。我们向第二组学生承诺，如果在接下来的4周再去健身房8次，他们就能额外获得100美元的奖励（完成后支付）。如此，可以观察学生在干预前、干预中和干预后的健身房出勤情况。
 
  花钱让学生去健身房锻炼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了100美元，我们的学生几乎什么都可以做，但这并非我们的目标，我们想了解奖励终止之后的情况。我们的假设是，让人们启动锻炼行为、积累“习惯存量”，这会提高他们继续锻炼的可能性，因为在规律运动后不久，去健身房就不再是一桩苦差事，锻炼会成为一种享受。
 
  我们测试了这样一个想法，即最初几次去健身房的代价较大，也没有多少乐趣，但4周后，成本效益会发生变化，即使没有激励，人们也会坚持锻炼。
 
  不出所料，我们发现激励组的学生去健身房的次数大幅增加，持续到激励终止的第5周。有趣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激励终止的第5周到第12周，这些学生去健身房的平均次数是以前的两倍。该结果完全来自非健身房常客的行为改变。换言之，那些在实验之前定期去健身房的学生并没有受到我们的激励。
 
  实验表明，金钱奖励可以培养好习惯。正如之前讨论的，在金钱的激励下，有些人能超过坚持锻炼所需的“习惯存量”的阈值。我们的论文创建了锻炼的激励机制，引发了相关话题的探讨。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后续研究，这些研究复制并推进了我们的实验，提出了更多有关习惯养成的观点。
 
  无知的错误
 
  我们的研究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开放性问题。首先发问的是伯克利大学的丹·阿克兰教授和伦敦经济学院的马修·利维教授。[image: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那些被激励锻炼的人会如何预测他们将来去健身房的频率？他们相信自己会在干预后常去健身房吗？他们的预测是否准确？
 
  阿克兰和利维使用了与我们类似的实验设计，激励受试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健身房锻炼。我们已经确定，在激励终止后的几周内，相较于未受激励的学生，受过激励的学生去健身房的次数更多，但锻炼习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吗？阿克兰和利维搜集了更长的出勤数据，从干预前的37周到干预后的33周，包括3个完整的学期和寒暑假，为监控习惯的形成和衰退描绘了一幅更全面的图景。该研究重复了我们的成果：激励确实能促进短期习惯的养成。然而，好景不长，经过4周的寒假，影响基本上就消失了。这表明，虽然激励干预可以促使习惯养成，但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它还表明，要达到长期效果，仅仅依靠助推初始行动是不够的。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阿克兰和利维让受试者预测干预前后的出勤率分别是多少。他们在激励之前和之后询问受试者，干预结束后多久会去一次健身房。阿克兰和利维发现，受试者存在自制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现时偏差（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详细探讨这一概念）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受试者对自制力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高估了自己未来去健身房的次数。
 
  谁都有过3分钟的热血。我们在前文提到一个研究结果：人们倾向于购买健身房月卡和年卡，但鉴于实际出勤率，明智的选择是购买次卡。人们单纯地相信他们去健身房的次数会比实际情况多，现时偏差可以解释此类现象。
 
  把我绑在桅杆上！
 
  考虑到自控问题，我们如何确保桑德拉、约翰这类人在激励计划下做到持之以恒？有些计划仅靠意志力很难完成。解决方法之一是使用承诺机制，即将自己与任务“捆绑”在一起。最古老的例子来自希腊神话：危险的海妖塞壬擅长用迷人的乐曲和歌声引诱附近的水手。传说中的英雄、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想出了一个避免灾难的方法：为防止自己被塞壬的歌声蛊惑跳入海中，他把自己绑在桅杆上。[image: ]
 
  2015年，经济学家希瑟·罗耶、马克·斯特尔和贾斯廷·西德诺在一次现场实验中使用了承诺机制来纠正健身者的自控问题。受试者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1 000名员工。[image: ]这些员工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对照组，没有激励措施；另一组是激励组，受试者每周3次光顾公司健身房，会得到10美元奖励。
 
  不出所料，激励对于养成锻炼习惯有积极作用，但只适用于那些在实验前从不去健身房的人。这复制了我和加里的实验结果。当取消激励后，以前光顾健身房的人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实验的主要干预发生在激励结束后。研究人员要求激励组一半的受试者实施自费的承诺机制：他们可以选择押上自己的钱。有意愿加入的受试者承诺，他们会坚持去公司的健身房，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连续不锻炼的日子不会超过14天。如果受试者没有达到宣布的锻炼目标，押金将捐给慈善机构。受试者根据要求“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承诺达到自己设定的锻炼目标。他们押上自己的钱，除了说服未来的自己去健身房（否则将失去这笔钱），没有任何收益。
 
  该策略利用了损失厌恶心理。此外，受试者还感受到自我信号的力量：违背实现目标的承诺会传递出消极的自我信号，表明自己意志薄弱，有损自我形象。相反，信守承诺传递了积极信号，表明自己意志坚定，从而提升了自我形象，促使自己坚持锻炼。承诺机制是否有效？答案是肯定的。它有助于习惯的养成，增强了习惯的长期效果。在最初的激励结束后的两个月里，接受承诺合同的实验组保持着因激励而增加的运动量的一半。换言之，不需要额外成本，承诺机制显著延长了激励的“有效期”。习惯带来的长期影响甚至在承诺合同结束后依然存在，表明承诺机制可以敦促人们在干预后坚持锻炼。
 
  最好结伴而行
 
  设想两个场景，它们都发生在慵懒的周日下午。在第一个场景中，你本打算去健身房，却留恋沙发的舒适。在第二个场景中，同样是窝在沙发里，你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她说她正在去健身房的路上，你想起你们约好了今天一起锻炼。哪种情况下你更有可能离开沙发？朋友能促使你多去健身房，增强锻炼动机，培养潜在的运动习惯吗？
 
  2010年，经济学家菲利普·巴布科克和约翰·哈特曼在其现场实验中，通过关注运动激励的社会效应研究了该问题。[image: ]他们调查大学生去校园健身中心的情况，并给予激励措施。为测试社会效应，巴布科克和哈特曼让学生在实验前填写一份友谊调查问卷，在参与实验的学生名单中标出自己认识的人。实验者得到一个详细的朋友网络，这些人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随后，学生被随机分为实验组或对照组。在接下来的4周内，实验组学生去健身中心8次能获得80美元奖励。
 
  随机分组后，受试者自然接触随机数量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为了分析运动激励的社会效应，巴布科克和哈特曼研究了受试者接触人数的随机变化如何影响激励的有效性。根据前面提到的两个场景的推理，他们的直觉是，实验组受试者拥有的受激励的朋友越多，去健身房的次数就越多。
 
  认识更多被激励去锻炼的人，会提高健身房出勤率。研究人员发现，受到锻炼激励的受试者如果有更多的朋友也受到锻炼激励，那么他们去健身房的次数会增加。相反的情况是，实验组学生拥有的未受激励的对照组朋友越多，他们去健身房的次数就越少。人们的锻炼行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朋友的影响。
 
  如果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提高健身房的出勤率，那么健身伙伴能否激励人们去健身房？2017年，西切斯特大学的经济学家西蒙·康德利夫、艾布鲁·伊斯金和布林内·菲茨杰拉德设计了一项实验，检验团队合作能否增加锻炼次数。[image: ]他们招募去校园健身中心锻炼的大学生，方法与前面描述的实验类似。实验最有趣的部分是比较了两个实验组——独自锻炼组和结伴锻炼组。独自锻炼组的学生没有同伴，结伴锻炼组的学生被随机分配一名同伴，二者有经济上的捆绑关系：只有都达到要求的目标，他们才有资格获得奖励。研究人员发现，当学生以团队为单位受到激励时，他们去健身房的次数明显增多。
 
  实验结果表明，社交网络和同伴的存在可以增强习惯养成的激励效果。想培养运动习惯，可以考虑这条建议：与朋友结伴而行，成功的概率更大。上一节我们讨论过承诺机制，社交网络效应也能起到承诺的作用。或许你不想去健身房，但你知道朋友在等你，你不想让他们失望。
 
  不让朋友失望的承诺反映了社会信号的力量。如果在最后一刻取消与朋友的锻炼计划，你会向对方传递出你不可靠的信号，从而损害你的社会形象。反之，坚守承诺、执行计划会提升你的社会形象，激励你更多地锻炼。我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想去健身房锻炼，但坚持不下去。他妻子给他买了一张私教健身卡，3个月内每周两次健身课，他从未错过一节。私教起到了承诺的作用，如果我的朋友不去健身，他必须向好心的教练解释原因。总之，结伴而行比一人独行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按部就班还是保持弹性？
 
  稳定的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按部就班地不断重复行为，做这件事所需的认知努力就会减少。想想你的晨间作息：多年来，你或多或少建立了一套规律高效的晨间作息，执行起来轻车熟路，最终成为一种自动行为。[image: ]与前面的实验不同（激励人们定期去健身房），现在，受试者都有一个灵活的激励计划：他们每周去健身房的次数必须达到要求才能获得经济奖励，但并不限定具体什么时候去。与灵活的激励措施相比，严格规定去健身房的时间会让锻炼习惯更持久吗？
 
  最近，哈佛大学和沃顿商学院（约翰·贝希尔斯、李海宁、凯瑟琳·米尔科曼、罗伯特·米斯拉夫斯基和杰茜卡·威兹德姆）的一个经济学家团队研究了该问题。他们在2 508名谷歌员工中进行了现场实验。与许多公司一样，谷歌也想让员工常去公司健身房锻炼。[image: ]在实验开始时，参与实验的员工都选择了一个日常锻炼的两小时窗口期。每个工作日，他们会在这个窗口期开始时收到锻炼提醒。为了测试例行激励与灵活激励的有效性，受试者被随机分为3组：无激励的对照组；灵活激励组（受试者在每个工作日去健身房锻炼至少30分钟可获得报酬）；例行组（受试者在每个工作日的两小时窗口期内去健身房锻炼至少30分钟，才可得到报酬）。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区别在于，受试者是否可以灵活选择每天去锻炼的时间。
 
  对经济学家来说，有弹性空间似乎更好。毕竟，它提供了更多选择。然而，正如刚才讨论的，心理学家可能会认为固定时间有助于习惯养成。到底哪一组更有效？事实证明，相较于必须在固定时间去健身房的受试者，能灵活选择锻炼时间的受试者锻炼得更多。这一结果在激励终止后仍然有效。与过去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我们的直觉相反，这一发现表明，人们在固定时间按固定频率锻炼，当日常活动受到限制时，锻炼的次数往往会减少，不利于长期习惯的养成。
 
  此时，你可能想放弃锻炼计划，在空闲时去健身房。但在这么做之前，你务必了解该研究结果与环境密切相关。谷歌的工作环境是快节奏的，工作安排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时会发生变化。因此，即使每次去健身房能得到7美元，员工也很难不被突如其来的工作打乱，坚持在规定的两小时内去锻炼。例行激励更适合有稳定的时间表和工作环境的人。对他们来说，例行激励更利于习惯的养成。
 
   
   要点
 
   激励可以让你迈开去健身房的第一步，继而养成长期锻炼的习惯。为增强激励、保持习惯，在可能的情况下添加其他心理策略，如承诺机制和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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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戒除恶习：甩掉不良行为
 
  激励不仅有助于培养好习惯，还有助于戒掉坏习惯。在激励的帮助下，约翰的锻炼次数更多了，但他喝啤酒的习惯没变，他的医生对此颇为不满。如果过去喝啤酒的行为可以通过日积月累变成习惯，那么减少行为次数能“戒掉”习惯吗？
 
  确实可以。好习惯和坏习惯都是通过持续行动养成的。多做某事可以培养习惯，少做某事可以减少“习惯存量”，从而“戒掉”习惯。以锻炼为例，与一年前相比，今天去健身房锻炼的愉悦更可能受上个月的影响。因此，预测你下周是否去健身房的最佳指标是你本周是否去过，而不是一年前是否去过。同样，预测你今天是否吸烟的最佳指标是你昨天是否吸过。如果“习惯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那么激励人们不做某事会降低他们在激励终止后重拾旧习惯的可能性。
 
  激励如何帮助约翰戒掉喝啤酒的习惯？如果约翰因每天喝水获得奖励，他就可能不再喝啤酒，至少会改掉一下班回家就喝上一罐的习惯。换言之，打破习惯的方法是激励人们暂停这项活动，如此一来，“习惯存量”就开始减少。目标是耗尽存量，在激励终止时将存量降到无法继续该行为的程度。稍后我将讨论一种可行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约翰可以激励自己戒掉啤酒。
 
  本章重点关注一种非常普遍的坏习惯：吸烟。美国每年约有1/5的死亡是由吸烟引起的。[image: ]吸烟除了导致每年50万人死亡，还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造成无法估量的身体伤害。大多数吸烟者都能意识到这些负面影响。多达70%的吸烟者想戒烟，但每年只有约3%的人戒烟成功。[image: ]为什么戒烟这么难？与锻炼不同，吸烟的愉悦是即时的，痛苦的后果发生在将来。我们来看看戒烟激励计划如何发挥作用。
 
  为戒烟付费
 
  2009年，凯文·沃尔普和同事在一家跨国公司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他们付钱让员工戒烟。[image: ]吸烟会增加医疗成本，降低工人的生产力，希望员工多锻炼的公司也有直接经济动机让员工戒烟。
 
  实验的第一步是将878名员工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员工只知道戒烟计划的相关信息，实验组员工在此基础上还能获得经济激励。
 
  为了获得戒烟激励，实验组员工必须通过生化检测。他们被告知，完成戒烟计划可以获得100美元，实验结束后6个月不吸烟可以获得250美元，此后的6个月继续戒烟可以获得400美元。如此设定奖励时间，是因为大多数复吸发生在戒烟的一个月内，约90%的复吸发生在前6个月。[image: ]
 
  这笔钱足以让员工戒烟。受激励的员工加入戒烟计划、完成计划、计划结束后6个月内戒烟的比例明显更高。现在，你可能知道，我们关心的是长期效果。有关戒烟的文献表明，吸烟者戒烟超过一年，在20个月内保持戒烟的可能性为95%。[image: ]激励能有效地帮助吸烟者克服长达一年的障碍。与未受激励的对照组员工相比，受激励的员工在参与实验的9～12个月的戒烟率明显更高。激励终止后，即参与实验的15～18个月，他们的戒烟率也明显更高。
 
  实验结果令人鼓舞，但受激励员工的长期戒烟率仅为9%。考虑到未受激励的员工戒烟率为3.6%，激励效果仍然非常显著。实验表明，经济激励不仅可以促使人们加入戒烟计划，在短期内成功戒烟，还可以在激励终止后帮助人们长期改掉这个坏习惯，避免重蹈覆辙。
 
  拯救婴儿
 
  我一直强调长期效果的重要性，但有时短期成功也可喜可贺。例如，孕期戒烟意义重大，即使产后复吸也不能抹杀其功效。在美国，孕期吸烟是导致妊娠疾病的主要可预防因素，它的危害很多，包括损害胎儿肺部和大脑组织，增加流产和早产概率，导致新生儿体重过低，等等。[image: ]
 
  尽管许多干预措施都尝试过信息策略，例如让吸烟孕妇听取医生的建议，通过自助材料了解吸烟的危害，但戒烟效果并不好。[image: ]这不足为怪，因为她们可能清楚吸烟对胎儿的危害，但这些危害发生在将来，眼下并未显露。阿曼达是一位吸烟孕妇，她谈起了自己的经历。当被问及吸烟习惯时，她坦言：“我知道吸烟有损宝宝的健康，但我认识很多孕期吸烟的人，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健康。”她认为“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戒不了”。[image: ]经济激励能否帮助吸烟孕妇安全度过孕期？如果可以，我们应该提供怎样的激励？
 
  2012年，由斯蒂芬·希金斯领导的健康研究团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激励形式是发放可兑换商品的代金券。[image: ]他们将58名孕妇随机分为两组，两组都有代金券。对照组受试者无论是否戒烟，都能得到作为礼物的代金券。实验组的代金券是“或有”的，即只有在生化检验证实戒烟之后才能得到。
 
  戒烟监测频率最初是每天一次，逐渐减少到两周一次，直至孕期结束。根据生化检验结果，实验组代金券的价值由最初的6.25美元不断上涨，每次通过检验增加1.25美元，直至最高值45美元。如果吸烟孕妇没有通过生化检验，或有代金券的价值将降至上次的水平。如果连续两次未通过检验，将降至重置前的水平。这种激励结构可以逐步激发长期戒烟的金钱动力，失败会受到惩罚，但仍鼓励再次戒烟。因此，吸烟孕妇会努力延长戒烟时间，就算复吸也会重回正轨。相反，对照组孕妇在分娩前每次就诊都能获得11.50美元的代金券，分娩后每次就诊都能获得20美元代金券。
 
  哪种形式的代金券更有效？你可能有了预判。或有代金券将孕期7天戒烟率提高到3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9%。它的长期效果如何？产后12周，实验组的戒烟率提高了33%，而对照组的戒烟率为0。在24周的产后评估中，也就是代金券奖励终止后的12周，实验组受试者的7天戒烟率仍能达到27%，对照组则是0。
 
  用钱检验戒烟决心
 
  我们在吸烟孕妇无激励对照组的例子中看到，仅仅依靠自制力没法戒烟。事实上，研究中的所有受试者都没能长期戒烟。吸烟者如何解决自制力不足的问题？还记得健身者为坚持锻炼采用的承诺机制吗？同样的策略（赌上自己的钱）也有助于戒烟。
 
  2010年，经济学家泽维尔·吉内、迪安·卡兰和乔纳森·津曼进行了一项实验，测试自愿承诺是否有助于戒烟。[image: ]他们将菲律宾一家银行的2 000名吸烟员工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吸烟者收到了钱包大小的提示卡，上面是香烟包装上的可怕图片（比如，因吸烟受损的肺）。实验组吸烟者则签署一份帮助他们戒烟的承诺合同。自愿承诺合同规定，吸烟者可以自设押金金额。在6个月的干预期内，银行的一名员工每周向他们收取押金。如果在6个月后通过尿检，他们就能拿回所有押金；否则，这笔钱将捐给慈善机构。押金合同对吸烟者施加了持续的金钱压力，使他们在6个月内保持戒烟状态。
 
  类似于督促锻炼的承诺机制，戒烟押金合同也具有自我信号功能。违反合同不仅让吸烟者赔钱，还会向他们传递意志薄弱的自我信号。因此，吸烟者有戒烟动机，以避免负面的自我信号，维持良好的自我形象。
 
  该设计中承诺因素的另一个层面是社会信号。想想这份合同的签署人：每周六下午，他必须接待前来收取押金的银行员工。如果本周没交押金，那就说明你可能戒烟失败了；向银行同事传递出意志薄弱的信号，不但有损自己的社会形象，还会让你觉得尴尬。合同附带的社会压力可以促使他提高押金，更认真地履行戒烟承诺。
 
  然而，承诺机制的常见问题是采纳率低。[image: ]很少有人愿意用自己的钱来考验自制力，即使知道这么做有助于戒烟。只有11%的吸烟者签了合同，但他们都信守了承诺：当6个月结束时，他们的平均押金为550比索（约11美元），约占月收入的20%，这不是个小数目。
 
  尽管采纳率有限，但实验证明承诺机制是戒烟的有效策略。在6个月合同期结束时，与对照组相比，签订合同的吸烟者戒烟概率高3.3%～5.8%。12个月后，即干预结束后6个月，吸烟者接受了突击检测，采用承诺机制的实验组结果同样显著。尽管效果很好，但66%的吸烟者最终戒烟失败。这告诉我们，尽管有些吸烟者承认需要承诺机制提高自制力，但他们过于自信，高估了自己未来抵御诱惑的能力。
 
  一起戒烟？
 
  众所周知，同侪压力的影响很大。如果你的朋友吸烟，你很容易跟他们一起吸。另一方面，同侪压力也可以作为戒烟工具。身边有一群正在戒烟的朋友，你也能坚持戒烟。201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斯科特·哈尔彭领导的团队对戒烟的群体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上述结论。[image: ]他们邀请美国药品零售商CVS Caremark的员工及其亲朋好友参与现场实验，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一个对照组和4个实验组。对照组受试者接受“常规疗法”，包括学习美国癌症协会戒烟指南，享受当地戒烟资源，部分员工还可以免费获得尼古丁替代疗法，参与行为改变计划。至于4个实验组，其中两组实行针对个人的激励计划，另外两组实行以6名受试者为一组的团队激励计划。
 
  除了测试社会效应，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是押金合同是否比奖励计划更有效。我们在银行员工的承诺合同中看到，吸烟者非常有动力避免损失。但是，比起从奖励计划中获益，吸烟者会更有动力避免失去押金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个人激励组和团队激励组各有一组实行奖励计划，成功戒烟可获得800美元奖励，剩下的两组实行押金计划，成功戒烟可退还150美元押金，并获得650美元奖励。4个实验组分别是团队奖励组、团队押金组、个人奖励组和个人押金组。类似于前面提到的激励设计，所有组别的奖金（包括押金组）分3次发放，每次200美元，发放日期分别为受试者目标戒烟日后的14天、30天和6个月。
 
  团队奖励组的成员因集体成功而获得奖励：在任意3个奖励时间点，如果只有一名受试者戒烟成功，团队只能获得100美元；但如果所有6名受试者都戒烟成功，每人将获得600美元。奖金随着团队成功率的提升而增加，这种激励设计利用社会信号和人际责任来激励吸烟者戒烟。想象一下，你是团队中唯一戒烟失败的人，这会向团队成员传递出你意志薄弱的社会信号，损害你在团队中的社会形象。你还可能感到尴尬和内疚，因为你的失败导致别人没能得到更多奖金。成功戒烟会提升你在团队中的社会形象。这些效果可以激励大家齐心协力，比如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鼓励。
 
  与团队奖励组相反，团队押金组成员之间是竞争关系：总奖金为3 600美元，6名小组成员每人150美元的押金和450美元的奖金被重新分配，奖励对象是在3个检查时点成功戒烟的成员，每个时点的奖金是1 200美元。假设6个成员中有4个在14天内成功戒烟，他们将在该时间点分享1 200美元奖励，每人获得300美元。为保护积极性，小组成员都是匿名的。这种激励设计利用了群体环境中的损失厌恶心理：因戒烟失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和奖金被别人拿走，会非常失落。
 
  为了让所有实验组的总期望值和奖金相等，如果在6个月内成功戒烟，团队奖励组和团队押金组的受试者还会获得200美元奖金。
 
  我们前面提到承诺激励的采纳率问题，该实验同样出现这个问题：被分到奖励组的受试者有90%同意实验，被分到押金组的受试者仅有13.7%决定加入。执行激励计划的4个实验组在6个月干预期内持续戒烟的比率都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者的预期是，团队激励优于个人激励。但事实上，二者的6个月戒烟率非常接近，分别为13.7%和12.1%。团队激励与个人激励相差无几，表明社会效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奖励计划与押金计划的效果如何？奖励计划的戒烟率明显高于押金计划，高出5个百分点。然而，事实证明，这一优势主要源于两种计划的采纳率差异。当考虑到这种差异时，结果发生了逆转：押金计划的受试者戒烟率比奖励计划的受试者高13.2%。这表明，对那些意识到自制力不足而加入计划的人来说，押金激励这类承诺机制的效果很好。
 
  贫穷的吸烟者
 
  在20世纪40年代，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人吸烟率较高。随后的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吸烟的健康风险，烟草业开始将营销策略转向低收入群体。烟草公司向廉租房居民发放免费香烟，并随食品券等低档商品购物券和预付借记卡发放烟草优惠券。这些营销策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今72%的吸烟者来自低收入社区。[image: ]尽管吸烟习惯让穷人深受其害，但除了临床或工作场所，帮助低收入吸烟者戒烟的激励很少。
 
  2016年，日内瓦大学的让-弗朗索瓦·埃特和费利西娅·施密德在瑞士招募了805名低收入吸烟者来研究这个问题。[image: ]受试者被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受试者阅读教育手册，浏览戒烟网站。实验组受试者除了接收同样的信息，还有6次经济奖励机会，分别在实验的第1、第2、第3周和干预的第1、第3、第6个月生化检验通过之后。激励计划还利用奖金递增来促进持续戒烟。第1周110美元，6个月后增至440美元，奖金总额最高1 650美元。所有受试者的应税收入都不足5.5万美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奖金。如果受试者没有通过生化评估，下一次的奖金会降至他们上次的额度。同样，该设计惩罚了失败，但仍给受试者留有获得奖金的机会。为避免低收入受试者用奖金购买香烟，奖金是以某大型连锁超市礼品卡的形式发放的，该超市不出售烟酒。
 
  为增强激励效果，他们要求受试者在加入时签署一份合同，承诺在自己设定的目标戒烟日之前戒烟。随后，合同由一名研究助理和一名自选的社会支持者会签，该支持者可以是吸烟者的亲朋好友，他要在此过程中支持吸烟者戒烟。
 
  如前所述，在承诺合同中，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能够发挥作用：通过签署合同，吸烟者向自己发出正式的承诺信号，保持自我认同是强大的动机；通过让社会支持者签署合同，吸烟者向其亲朋好友发出关于承诺的社会信号。社会见证人的存在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违背对支持者的承诺，让那个对你充满信心的支持者失望，可能比违背自我承诺更令人沮丧。
 
  实验结果表明，经济激励确实能促使低收入吸烟者戒烟，并且有长期效果。受激励的吸烟者7天戒烟率明显高于未受激励的吸烟者：第3个月（54.9% vs 11.9%）、第6个月（44.6% vs 11.1%）和第18个月（18.2% vs 11.4%）。此外，受到激励的受试者持续戒烟（第6至第18个月）的主要指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在不断升级的经济激励下，9.5%的受激励吸烟者能够在激励终止后的12个月内保持戒烟状态。
 
  从戒烟计划及其激励结构中得出的见解不仅适用于戒烟，还可用于改掉其他坏习惯，比如吃太多快餐，看电视时间过长。
 
   
   要点
 
   从长远看，激励有助于逐步戒除恶习，实现长期改变。为增强激励效果，可以添加其他心理强化措施，如押金承诺机制和社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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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igarette Smoking among Adults-United States, 2000，”MMWR:Morbidity and Mertality Weekly Repert 51, no.29（2002）：642-45：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nual 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 and Productivity Losses-United States, 1997-2000，”MMWR-Marbidity and Martality Weekly Rrport 54. no, 25（2005）：625-28.
 
 
   	 Kevin G. Volpp er al.，“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Smoking Cessation，”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0（2009）：699-709.
 
 
   	 John R. Hughes, Josue Keely, and Shelly Naud, “Shape of the Relapse Curve and Long-Term Abstinence among Untreated Smakers，”Addivtion 99（2004）：29-38.
 
 
   	 SRNT Subcommittee on Biochemnical Verification, “Biochemical Verification of To-bacco Use and Cessation，”Nicetine of Tobacce Research 4（2002）：149-59.
 
 
   	 Richard J. Bonnie, Kathleen R. Stratton, and Robert B. Wallace, Ending the Tobacce Problem:A Blweprint for thr Nation（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accessed December 8，2020，https://www.cde.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n/health_effects/pregnancy/index ham.
 
 
   	 Daniel Ershof, Trinita H. Ashford, and Robert Goldenberg, “Helping Pregnant Women Quit Smoking:An Overview，”Nicetine and Tobacce Reseanch 6（2004）：S101-S105; C.L Melvin and C.A. Gaffney, “Treating Nicotine Use and Dependence of Pregnant and Parenting Smokers:An Update，”Nicetine and Tobacce Research 6（2004）：S107-S124.
 
 
   	 Carolyn Davis Cockey, “Amandas Story，”Healthy Mom & Baby, accessed December 8，2020，https://www.health4mom.org/amandas-story/.
 
 
   	 Stephen T. Higgins, Yukiko Washio, Sarah H. Heil, Laura J. Solomon, Diann E.Gaalema, Tara M. Higgins, and Ira M. Bernstein,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Smoking Ces-sation among Pregnant and Newly Postpartum Women.”Prrsentive Medicine 55（2012）：S33-S40.
 
 
   	 Xavier Gint, Dean Karlan, and Jonathan Zinman, “Put Your Money Whese Your Butt Is A Commitment Contract for Smoking Cessation.”Ameri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2（2010）：213-35.
 
 
   	 Nava Ashraf, Dean Karlan, and Wesley Yin, “Tying Odyseus to the Mast:Evidence from a Commitment Savings Product in the Philippines，”Quarterly fournal of Eromemis 121，no.2（2006）：635-72.
 
 
   	 Scoct D. Halpern, Benjamin French, Dylan S. Small, Kathryn Saulegiver, Michael Harhay, Janet Audrain-McGovern, George Loewenstein, Troyen Brennan, David Asch, and Kevin Volpp, “Randomized Trial of Four Financial-Incentive Programs for Smoking Cessa-tion，”New England Jeurnal of Medicine 372，no.22（2015）：2108-17.
 
 
   	 “Why Are 72% of Smokers from Lower-Income Communities？，”Thuth Initiative,January 24，2018，https://truthinitiative.org/research-resources/targeted-communities/whby-a-72-smokes-lowe-income-communities.
 
 
   	 Jean-François Etter and Felicia Schmid, “Effects of Large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d Long-Term Smoking Cessation:A Randomized Thial，”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elegy 68，no. 8（2016）：777-85.
 
 
  
   
  
  第十九章
 我现在就要！
 
  为帮助约翰戒掉啤酒、多锻炼身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要知道，约翰的健康收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行为改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成本通常发生在当下，而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例如，锻炼的好处是无形的，而且很久以后才能显现，但坐在那儿喝啤酒的满足感是即时的。提前激励可能有助于克服这一障碍。
 
  现在是周六下午2点。你在网飞上又看了一集你最喜欢的节目，在即将点击“继续观看”时，你忽然想起今天应该去健身房——你的自我承诺是每周至少锻炼两次。此时你会怎么做？诱惑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吃垃圾食品。在面对“想做”和“应做”的艰难选择时，我们通常选择前者。
 
  有什么方法能养成好习惯，减少坏习惯带来的内疚感和时间浪费？沃顿商学院的凯蒂·米尔科曼、哈佛大学的朱莉娅·明森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凯文·沃尔普提出了一个妙招——他们称之为“诱惑捆绑”。[image: ]将能带来即时满足的“想做”之事（继续看最喜欢的节目）与收益延迟且需要意志力的“应做”之事捆绑在一起（去健身房）。
 
  多年来，我只允许自己在椭圆机上锻炼时才能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这种组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它缓解了“应做”之事的痛苦，增强了锻炼的欲望；第二，“想做”之事与有益行为搭配在一起，减少了放纵的内疚感。
 
  为检验“诱惑捆绑”的想法，米尔科曼、明森和沃尔普在某大学健身中心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他们将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想做”之事）与锻炼（“应做”之事）相匹配。受试者被随机分成3组：
 
  • 对照组：在研究开始时，受试者获得一张价值25美元的巴诺书店礼品卡。
 
  • 极致组：为受试者提供iPod（苹果便携式数字多媒体播放器），里面有受试者自选的4部有声小说，但只能在健身房里听。
 
  • 中间组：与上组相似，但有声小说下载到受试者自己的iPod里，随时都可以听。
 
  实验结果与“诱惑捆绑”预测的一致：相较于对照组，中间组受试者去健身房锻炼的次数增加了29%。这表明，仅仅鼓励人们在健身房听有声书就能显著提高出勤率。
 
  更有效的是，与对照组相比，极致组受试者的健身房出勤率提高了51%。这一增长凸显了承诺机制的有效性，该机制将“想做”之事完全限制在“应做”之事中。虽然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在实验结束时，对这样一个承诺机制的需求仍然很大：为了让自己只能在健身房听有声小说，高达61%的受试者选择付费参与。这种需求表明，人们意识到自己意志力有限，愿意为有效的“诱惑捆绑”买单，强迫自己去做“应做”之事。
 
  了解了诱惑捆绑的威力，你可以利用它来促进各种有益的行为，不仅仅是锻炼。例如，意识到自己缺乏健康饮食的意志力，你可以规定自己只有在吃健康食物时才能看喜欢的节目；如果你做家务总是拖延，那就规定只在洗碗或洗衣服时听喜欢的有声书。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缺乏意志力做有益的事，那就为它匹配一件可以互补的想做之事，创建自己的“诱惑捆绑”。
 
  诱惑捆绑旨在克服现时偏差。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场景1：今天得到100美元，还是明天得到110美元？许多人可能会选择前者，这样今天就能消费，不必等到明天。“现在”的诱惑很强。
 
  场景2：一年后得到100美元，还是一年零一天得到110美元？如果要等上整整一年，那就不妨多等一天，多得10美元。既然两个选项都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你不介意多等一天，对吧？
 
  请注意，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选择多等一天，多得10美元，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更缺乏耐心。人们倾向于接受现在较小的回报，而不是等待未来更大的回报，这种倾向被称为现时偏差。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诱惑非常强，很难抗拒。
 
  但这类行为会导致有趣的逆转。还记得在场景2中，你选择等待一年零一天得到110美元吗？好，刚好一年过去了，我要为你改变一下规则。最初你选择再等一天，得到110美元，但现在我允许你改变想法，建议你立即接受100美元。这个新选项与场景1相同，我们知道你的偏好：你不想再等一天，所以改变主意，立即接受100美元。这种逆转被称为动态不一致，即人们之前已做出选择，但在行动时却改变了主意。
 
  现时偏差和动态不一致是行为难以改变的主要原因。无法实现目标并不是缺乏动力或计划安排不当。如前所述，成本和收益在时间上是不同步的：成本发生在当下，收益却在未来。这种威力很难被察觉。我们对未来做出承诺，自信能坚持到底。我们承诺明天开始节食、锻炼或戒烟，但当“明天”真的来临时，我们依然被旧习惯诱惑。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心理学家丹尼尔·里德和芭芭拉·范莱文对受试者的零食选择进行了研究。受试者可以选择健康但不好吃的零食，也可以选择不健康但美味的零食。实验的有趣之处在于，比较人们当下的选择和下周的选择。当被问及下周想吃什么时，49.5%的受试者选择健康零食。然而，当被问及现在想吃什么时，83%的人选择不健康的零食。[image: ]
 
  现时偏差不仅影响人们的食物偏好，还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例如，经济学家斯蒂芬·迈耶和查尔斯·施普伦格研究了信用卡债务问题。信贷公司收取的利率很高，信用卡债务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债务累积方式。研究者先用实验技术测量了人们的现时偏差，发现36%的受试者存在这种偏差。然后，他们将实验结果与真实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现时偏差者产生信用卡债务的可能性高出16%。[image: ]
 
  现时偏差和动态不一致对激励设计的影响很大。如果人们想立即拥有，那就立即给予。及时激励，不要间隔太久。只要人们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行为，那就立即给予奖励。
 
  对抗现时偏差和时间贴现，还有一种有效且可持续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消除障碍来降低当前的行动成本。我们将在第二十章讨论这个解决方案。
 
   
   要点
 
   现时偏差和动态不一致加大了行为改变的难度。为提高有效性，尽可能立即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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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消除障碍
 
  “孩子应该多看电视，少运动！”你听到哪个父母、医生或政治家说过类似的话？人们认为，体育运动与健康密切相关，许多研究都提到运动的好处，比如控制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增进心理和情绪健康等。[image: ]
 
  某天，女儿放学回来告诉我，学校削减预算，她的体育老师被解雇了，现在一节体育课都没有了。我相信运动的好处，因此很失望。学校的决定明智吗？换言之，想象一下，学校管理层只关心学习成绩（遗憾的是，这通常是事实），现在需要做出艰难的取舍。假设学生目前每周有10小时数学课和2小时体育课，考虑到预算限制，学校管理层要取消2小时的上课时间。他们面临的选择是，减少2小时数学课，还是取消体育课。
 
  每周2小时的体育课会比2小时的数学课更有意义吗？能让孩子们在学校获得更大的成功吗？我们应该增加孩子们下午的活动时间，而不是让他们继续埋头苦学吗？仅仅依靠现有数据很难回答上述问题。
 
  政客们要决定削减哪项学校预算，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定期参加体育运动对学习成绩是否重要。为了探究问题的答案，我和同事亚历山大·卡佩伦、加里·查内斯、马蒂亚斯·埃克斯特伦、伯蒂尔·通戈登想了解，运动的积极影响能否产生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运动能否在改善健康的同时提高学习成绩？
 
  传统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俗话说“身体好，精神足”。美国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有证据表明：“与不爱运动的孩子相比，热爱运动的孩子注意力更集中，完成简单任务的速度更快，工作记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标准化考试成绩也更好。”[image: ]这是每个家长的梦想：把孩子送进“少年棒球联盟”，他们就能在数学考试中获得高分。
 
  然而，“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过去的研究结果将二者混为一谈。运动较多的孩子学习成绩更好，是因为他们的自制力或意志力更强。也就是说，他们成绩更好并非因为经常锻炼；相反，因为具备某些性格特点，所以他们锻炼得更多，学习成绩也更好。美国医学研究所发现的只是简单的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我们不能从中得出“运动能提高学习成绩”的结论。
 
  免费健身
 
  实验是确定合理的因果关系、提供后续政策建议的必要条件。为了实现该目标，我和同事激励学生多锻炼，然后观察他们的学习成绩是否有所提高。[image: ]我们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去健身房组和不去健身房组，直接考察锻炼对学业的影响。
 
  为了检验“锻炼提高学习成绩”的假设，我们激励大学生去健身房，测量增加运动量对成绩的影响。我们尽可能让干预具有可扩展性。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实施我们提出的政策改变建议，那它必须在真实世界现实可行。教育激励要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会遭到教育工作者的强烈抵触，他们认为，学习应该基于内在动机，而非外部激励。不久前，我向洛杉矶一所高中的老师介绍我的激励措施。仅仅提到“激励”的概念就足以让他们退避三舍——他们不赞同我的想法。他们的观点基于前面讨论的挤出效应，即如果你将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学生的成绩上，短期内可能会有所改善，但从长远看，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鉴于这一点，我们知道，为受试者每次的健身付费在政治上不可行，于是选择了基于“消除障碍”的间接方法。我们从挪威卑尔根的两所大学中招募学生。大学健身房每学期的会费约为140美元。我们没有为受试者支付健身费，而是为他们提供免费会员资格（招募的学生此前都不是会员）——他们免费获得了一张健身房门禁卡。如此一来，锻炼的主要障碍——购买会员资格——就被消除了。
 
  受试者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生活方式和习惯，包括学习时间、生活满意度和自制力。然后，我们将778名受试者中的400名随机分配到实验组，这400名受试者收到免费的健身房门禁卡。经受试者同意，我们可以获取健身房的监控数据，计算他们在学期内去健身房的总次数。此外，我们还可以查看他们的管理数据，包括成绩和结业课程数量。
 
  结果与预测一致，为受试者提供免费健身消除了锻炼障碍，增加了学生使用健身设施的机会。对照组几乎没人去健身房，而实验组的大多数学生（受到免费健身激励的学生）至少去过一次。
 
  当然，该研究的目的并非证明免费健身能促使学生多锻炼。我们想明确的是，锻炼对学业成功的影响。根据传统观点，我们预测，激励学生锻炼身体会对学习成绩产生积极的因果效应。我们可以获取所有受试者完整的学习成绩数据，因而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学生的大量信息包括考试记录、每次考试的成绩及学分。
 
  我们的发现与预测一致。激励学生锻炼身体可以显著提高学习成绩，平均提高0.15个标准差。对于那些在实验前有不良生活习惯、容易疲劳、自制力差的学生，其效果翻了一番。我们还进行了一项后续调查，问题与最初的调查类似。调查发现，免费会员的激励改善了学生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激励学生锻炼身体可以带来生活习惯的积极变化（如改善饮食、延长睡眠时间等），最终提高学习成绩。这些结果对目前的辩论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证明了锻炼和学业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证明了锻炼是生活习惯的调节器。政策制定者应谨慎选择削减哪项预算。体育课往往是最先被取消的课程（再见，亨特先生，离开时记得带上你的篮球！）。在美国，人们越来越担心体育不再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有些学校一半的学生报告说，他们的体育课平均来说一周不足一节。[image: ]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走安全路线，认为多学一小时数学胜过一小时的锻炼。相较于多上一节数学课，花在体育课上的时间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消除障碍的重要性
 
  回到约翰的例子，他正努力改掉喝啤酒和缺乏锻炼的坏习惯：阻碍他去健身房的因素还有什么？约翰能想到很多保持现状的理由，比如健身房离家太远、费用太高等等。我们该怎样帮助他？通过消除障碍，激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前面的例子显示，获得免费会员资格足以激励一部分人去健身。障碍也可能以转换成本的形式出现。也许约翰的问题不在于会费，而在于健身房的位置。健身房离家很远，而他不想耗时费力寻找更近的健身房。他的惰性带来一种程序上的转换成本：为找到离家较近的健身房，需要调研、考察、比价、了解付款方式和时间等等。这些转换成本是一种障碍，因此，约翰一直保留离家很远的健身房会员资格，却从不去锻炼。可行的激励措施是，对离家较近的健身房会费提供足够的补贴，让约翰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考察和转换。
 
  通过补贴会费消除障碍，可以提高健身房的出勤率。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证明了其有效性。经济学家塔蒂亚娜·霍姆诺夫、巴顿·威拉格和亚历山大·威伦在一所大学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健康计划，每年提供10万名学生的观察结果和150万次健身房出勤数据。[image: ]计划规定，学生在6个月内去健身房超过50次，可以报销会费。虽然该研究与我们的研究都消除了锻炼障碍，但我们是提前为学生提供免费会员资格，他们则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报销会费。两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我们是对随机实验组进行实验，他们的受试者没有进行随机分配，而是通过自然实验观察报销前、报销期间和报销后的长期效果。他们搜集了受试者健身房出勤的日常管理数据，时长为5年，分别是激励实施前1年、干预期3年和激励终止后1年。
 
  不出所料，霍姆诺夫及其同事发现，激励实施后，该计划对受试者达成50次的出勤门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他们获得报销资格的次数。此外，报销计划使学生每学期去健身房的次数平均增加了5次左右，比平均值高出20%。最重要的是，结果显示，取消激励后50%的效果仍然存在。这表明，对约翰这样的人来说，降低转换成本，获得离家较近的健身房的会费补贴可能会激励他开始健身，甚至养成长期锻炼的习惯。
 
  消除障碍不仅可以促进锻炼，还可以成功地改变行为，节约能源。Opower是美国公用事业客户互动平台，定期通过邮件向数百万美国家庭发送“家庭能源报告”。该报告包含降低能耗的个人建议。这项干预不像前面的例子那样使用经济激励，而是利用社会比较：报告显示了客户的能源消耗在邻居中的排名，具有社会信号的力量。如果某个家庭的月度能源消耗远高于邻居，那就表明这个家庭可能存在浪费资源或破坏环境的情况，从而损害其形象。相反，如果排名相对较低，那就被认为具有环保意识。根据经济学家亨特·奥尔克罗夫特和托德·罗杰斯的说法，收到报告的家庭显著降低了能源消耗，这种影响在干预后（不再收到报告）持续存在。[image: ]虽然社会比较的正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它仍起到重要作用。
 
  能源消耗报告是如何消除节能障碍的？在分析了2017年的Opower数据后，由亚力克·布兰登领导的经济学家团队得出结论：客户的行为改变主要不是改变用电习惯，而是对家庭设施的投资。[image: ]可能的场景是：杰克收到了家庭月度能源报告，注意到他家的能源消耗远高于邻居。他忧心忡忡地检查了房子，看看能做出哪些改动来节省能源、降低费用。随后，杰克将家里的灯泡换成节能灯泡。社会比较激励杰克这类客户克服技术转换成本，购买更节能的电器。
 
  利用激励降低转换成本并不限于健康和节能领域，商店的许多促销活动也都出于这个策略。思考一下我们的购物习惯。在塔吉特购物时，大多数人会重复选择同一品牌的卫生纸。刚开始时，我们可能会比较几个品牌及其价格，尝试不同的品牌。然而，一旦对某品牌满意，我们就会无意识地重复购买。改变这种消费者惰性的成本很高。它可能是自然成本，比如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研究竞争产品，也可能是人为成本，比如错过公司为留住客户提供的重复购买折扣。
 
  如果适高（某卫生纸品牌）想改变这种习惯，说服Charmin（另一卫生纸品牌）的忠实用户试用适高的卫生纸，它可能会推出诱人的促销活动（比如“买一送一”），以降低转换成本、消除障碍。Charmin的用户看到促销活动，可能会转到适高的货架。如果他们购买了该品牌，用过后觉得满意，即使促销结束也会继续购买。
 
  但是，将苹果手机换成三星手机，其转换成本是将Charmin换成适高所没有的。某些品牌具有身份特征和强大的品牌忠诚度，我们在转换时可能会体验到“关系”转换成本。割裂了品牌与身份的关联，转换成本会带来心理或情感上的不适。[image: ]举个例子，为补贴关系成本，跨国移动电话运营商T-Mobile进行了一次促销活动，如果客户放弃竞争对手的产品，改用其品牌，可获得高达650美元的转换费。[image: ]据推测，因促销改用T-Mobile的客户会保持一定的忠诚度。
 
  某些公司的产品具有高额转换成本，为促进市场竞争，立法者通常会制定政策，削弱它们的市场影响力。例如，在手机问市早期，客户不能像现在这样轻易更换运营商——要更换必须更改手机号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意识到这一巨大的转换成本，要求所有无线运营商必须在2004年前实现号码的可转网。几年后，朴敏贞调查了这项新政策对无线定价的影响。在调查了约10万个套餐后，朴发现在FCC规定出台后的7个月，无线套餐资费下降了6.8%。[image: ]套餐资费的大幅下降表明，手机号码不可转网是转换的一大障碍。FCC的规定消除了这一障碍，公司不得不通过降价来留住客户。
 
  请注意，激励可以用来降低转换成本，也可以用来制造转换成本。许多公司利用这一洞见，以诱人的前期交易吸引客户，然后通过独特的便利性和高昂的转换成本将客户“套牢”。Tu rboTax是一个编制所得税申报表的软件包，假设其产品提供15美元的折扣，你决定今年试用一下。它要求你输入大量个人和财务信息，比如地址、工作单位名称等。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提供所有信息后，你惊喜地发现Tu rboTax可以在明年保存这些信息。现在，即使发现一款便宜得多的产品，为避免烦人的转换成本，你也很可能继续使用Tu rboTax。同样，亚马逊的I-Click专利也利用了转换成本：客户只需输入一次快递和付款信息，就可以在以后的购物中继续使用，不必重新输入信用卡和家庭地址。虽然这项专利为亚马逊带来多少盈利尚不可知，但估计每年有数十亿美元。
 
   
   要点
 
   激励有助于消除行为改变的障碍。利用激励降低转换成本，可以使行为更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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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帮助改善社群文化
 
  [image: w6]
 
  激励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塑造对我们有利的故事，识别并解决复杂问题，促使个人行为发生长期改变。对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它如何影响社群的行为变化？社群中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根深蒂固，长达数百年之久，激励是否强大到足以移风易俗？
 
  前面我们提到一些难题，比如激励孕妇持续戒烟，或者激励员工不要开车上班。现在我们遇到的挑战与这些不同。推动文化变革需要解决个人和社群文化传统两个层面的问题。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文化通常具有适应性，而且根深蒂固，有着相互关联的因果力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所有传统都是由个体行为组成的，个体行为最终取决于激励。我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和实施的激励措施破除陈规陋习，推行长期有利的做法。
 
  在这一部分，我们前往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那儿是马赛人的聚居地。我们想利用激励改变某些贻害无穷的文化陋习。激励的成功将在当地形成一个共生、持久的生态系统，让成千上万的女孩摆脱痛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将她们从死神的手中拯救出来。
 
  警告：以下章节包含敏感内容，可能不适合所有读者阅读。
   
  
  第二十一章
 从猎狮人到狮子拯救者：改写故事
 
  你可以想象，用长矛猎狮极其危险。16岁的马赛男孩萨姆森就要这么做了，这是他的成年仪式。他必须以这种方式向部落证明自己的勇敢和狩猎技能，这也是他成为勇士的必经之路。从小到大，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睡前，马赛人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的勇士用长矛猎杀凶猛的狮子，拯救他们的村庄。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点儿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猎狮根植于萨姆森的文化基因中。马赛人属于尼洛特人族群，生活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image: ]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豪车，牲畜是他们的全部资产。想象一下，一头狮子即将摧毁你的银行账户，你会无动于衷吗？狮子吃掉马赛人的牛羊，威胁他们的生存，他们有充分的经济理由猎杀狮子，正如你会竭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一样。
 
  你可能会好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教授是怎么与这个故事发生交集的。先发表一项免责声明：我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没有猎杀狮子，但确实花了很多时间与马赛人相处，探索改变其传统习俗（猎狮）的方法。
 
  提到野生狮子，你可能会觉得它们很残忍，会将体态丰满的游客或粗心大意的部落成员当成盘中餐。事实上，狮子和许多动物一样，通常会躲避人类。但由于生存环境艰难，在旱季或幼崽无法独自捕猎时，它们会不时攻击牲畜。狮子袭击马赛人的领地，马赛勇士就用长矛追杀它，防止它再次袭击。马赛人和狮子在这种平衡中共存了数百年。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导致肯尼亚狮子数量骤降，马赛的猎狮传统几乎失去了价值。1928年，肯尼亚人口只有290万。到21世纪，增加了16倍多，2019年超过5 200万，而且还在增长。[image: ]人口增长带来经济发展，两个因素共同导致自然栖息地的流失，狮子数量进一步减少。30年前，非洲还有20万头野狮，现在估计只剩下2万头。[image: ]
 
  狮子为塑造肯尼亚的国际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狮子数量减少造成诸多危害，首先是肯尼亚的形象损失。此外，与所有濒危物种一样，狮子数量的减少扰乱了食物链的平衡。还要考虑一个经济因素：狮子是肯尼亚的旅游特色，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马赛人的猎狮传统本就源于拯救牲畜的经济需求，有人想了解能否利用激励改变这一传统。
 
  在飞往肯尼亚的航班上，我和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即将见到在第一线攻坚克难的人，我们都很兴奋。一架小型赛斯纳飞机从内罗毕起飞，将我们带到目的地——肯尼亚南部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地区。飞机着陆后，迎接我们的是卢卡·贝尔彼得罗，一位精力充沛、充满自信的意大利人。卢卡成长于意大利北部，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到过非洲。其父酷爱猎杀猛兽（对坚定的环保主义者来说，这是个有趣的背景）。1996年，卢卡和妻子安东内拉·博诺米在马赛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创建了生态旅游民宿度假营，营地背靠壮丽的乞力马扎罗山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笔下的“非洲的青山”。
 
  我们前往主建筑“藏宝营地”与卢卡共进晚餐。卢卡倚着壁炉，拿着一杯格拉巴酒，向我们讲述他少年时的经历。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已做好加入非洲探险队的准备，他在意大利的家门口搭建帐篷，住了进去。
 
  正是那几次探险让卢卡爱上了肯尼亚，最终选择在马赛人的土地上定居。他和妻子共同建造自己的家园，开启了非洲生活。他们的孩子和马赛人的孩子一起上学，他们最好的朋友是马赛人。然而，当被问及与马赛人的关系时，卢卡说：“关系仍有发展的空间。马赛人的世界是封闭的，外人根本走不进去。偶尔能打开几扇窗让我看看，我就很高兴了。”[image: ]
 
  不过，卢卡并非坐等机会降临的人。他是一名积极的环保主义者，充分尊重和理解马赛人的传统，成立了马赛野生动物保护信托基金会，帮助部落发展。该信托基金会雇用了300多名马赛人，致力于野生动物、马赛领地和马赛文化的保护工作。[image: ]最著名的支持者是演员爱德华·诺顿，他爱上了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在美国成立了信托机构。为提高信托基金的知名度，诺顿邀请马赛人与他一起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跑者中有本章开头提到的萨姆森·帕拉希纳。如今，他已经37岁，不再是手持长矛躲在草丛里的男孩。他坦然自若地站在卢卡身边，用流利的英语讲述他们相识的过程。
 
  在受训成为马赛勇士的同时，萨姆森还在卢卡的度假餐厅当服务员。像未来的勇士一样，他要学习如何使用长矛保护牲畜，在必要时杀死狮子，同时也为获得晋升学习管理知识。带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经验，他进入内罗毕一所大学继续深造。卢卡看到了萨姆森的潜力，在他毕业时任命他为民宿经理。后来，他成为信托基金的主席和董事长。
 
  萨姆森告诉我，他的首要任务是找到狮子数量骤降的解决方案。萨姆森获得任命时，民宿所在地库库牧场只有10头狮子。附近区域的狮子数量从10年前的300多头下降到70头，部分原因在于入侵式的发展，但马赛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2000年初，当地的马赛人猎杀了100多头狮子，这一趋势还在继续。[image: ]为解决该问题，卢卡和萨姆森联手设计了“辛巴项目”（“辛巴”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狮子”），这是一项基于经济激励的计划。
 
  如果狮子猎杀了牛，传统的做法是，拥有牲畜的长老会召集勇士猎杀狮子。虽然这么做无法弥补损失，但可以防止狮子继续攻击牲畜。辛巴项目是针对拥有牲畜的长老的激励计划，旨在改变狮子数量减少的现状。
 
  卢卡和萨姆森说，在辛巴项目中，遭受损失的长老可以得到经济补偿，前提是事件发生后，当地的狮子没有被猎杀。
 
  这项激励计划改变了长老面对的现实。在新现实中，如果召集勇士猎杀狮子，他就得不到补偿。反之，他就有资格获得补偿。可想而知，在辛巴项目的激励下，长老会告诉勇士不要杀死狮子。因其他野生动物（如鬣狗、豹子、猎豹和野狗）造成的牲畜损失也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将其他动物纳入补偿计划，对巩固禁猎规范、保持食物链平衡至关重要。
 
  图21-1的博弈树显示了辛巴项目启动前的决定。简单地说，狮子猎杀了一头牛，长老必须决定是否召集勇士。如果他不召集，结果对他不利：他损失了一头牛，狮子可能会继续猎杀他的牛（结果1）。如果他召集勇士，勇士猎杀狮子，他损失了一头牛，但狮子不会再来袭击，失去另一头牛的风险会降低（结果2）。对长老来说，结果2优于结果1，因此长老会召集勇士。
 
  博弈树能让我们考虑激励对每个“玩家”的影响，有助于确定激励过程中最有效的环节。在这个博弈中，玩家由勇士和长老组成。请注意，他们之间没有竞争，但每个人的决定仍会影响对方的回报。长老的回报是他拥有的牲畜，勇士的回报是通过猎狮完成的成年仪式——成为勇士中的一员。
 
   
   [image: ] 
   辛巴项目之前马赛人的猎狮激励。对长老来说：结果1 ＜结果2 → 狮子会被猎杀。
 
   图21-1 马赛人猎杀狮子
 
  
 
  卢卡和萨姆森决定将辛巴项目的激励重点放在长老身上，改变他们通过召集勇士获得的回报。他们想出了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在一次部落会议上，萨姆森向长老们介绍了激励计划：如果长老不再召集勇士，而是向辛巴项目的核查员报告损失事件，他们将因损失的牛获得补偿。狮子会活下来，如果它再来猎杀牛，长老还会获得补偿（结果3显示在图21-2的博弈树中）。
 
  在第一次部落会议上，萨姆森解释了该项目。卢卡观察长老们的表情，他们由最初的困惑、摇头反对，变为后来的理解，纷纷点头默许。当长老们离开后，卢卡和萨姆森思考了同样的问题：激励是否足以改变长老的行为和部落传统？
 
   
   [image: ] 
   辛巴项目后的马赛人猎狮激励。对长老来说：结果3 ＞结果2 → 狮子不会被猎杀。
 
   图21-2 马赛人不猎杀狮子
 
  
 
  计划奏效的重要因素是补偿金额。如果辛巴项目给每位不召集勇士的长老一笔巨款，比如100万美元，那项目肯定会奏效。谁会拒绝呢？然而，项目将随着第一头牛的死亡而告终，问题会继续存在。
 
  相反，辛巴项目根据牲畜的市场价值予以补偿。相较于以狮子为特色的旅游业带给马赛人的经济效益，补偿似乎是可控成本。这种财务核算非常重要，它使项目在经济上具有可持续性。卢卡解释说，项目资金全部来自民宿的旅客，他们支付额外的住宿税，野兽袭击造成的牲畜损失就是用这些税费来补偿的。换言之，到民宿体验野外生活的旅客同时也在资助野生动物保护项目。
 
   
   要点
 
   通过改变回报，激励可以改变文化。
 
  
 
   
   	 “Maasai People，”Wikipedia, accessed December 8，2020，httpe://en.wikipedia.org wiki/Maasal people.
 
 
   	 “Kenya:Country in Africa，”Datacommons.org, accesed February 15，2022，httpa://datacommons.org/place/country/KEN？utm_medium-explore&cmprop-countocpopt-Person&chl-en.
 
 
   	 Rachel David, “Lion Populations to Halve in Mast of Africa in Next 20 Years，”New Scientit, October 26，2015, he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8390-lion-populations-to-halve-in-mast-of-africa-in-next-20-years/。
 
 
   	 Safaritalk, “Wildlife Environment Communities，”accessed December 12, 2019. hetp://safaritalk net/topic/257-luca-belpietro-the-maasai wilderness-conrervation-trust/。
 
 
   	 Maasai Wilderness Conservation Trust, “Keaya Wildlife Conservation，”accessed December 8，2020, http://maasaiwilderness.org/。
 
 
   	 Seamus D. Maclennan, Rosemary J. Groam, David W. Macdonald, and Lauurence G.Frank, “Evaluation of a Compensation Scheme to Bring About Pastoralist Tolerance of Lions，”Bialegicel Cemurnation 142（2009）：2419-27 Laurence Frank, Seamus Maclennan, Leela Haa-zah, Richard Bonham, and Tom Hill, “Lion Killing in the Amboseli-Tsavo Ecosystem, 2001-2006，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Kenyas Lion Population”（unpublished paper, 2006），http:/livingwithlions org/AnnualReports/2006-Lion-killing-in-Amboseli-Tavo-ecosystem.pdf.
 
 
  
   
  
  第二十二章
 保险欺诈与道德风险：马赛版
 
  任何项目的成功都取决于细节。如第二十一章所述，你可能已经想到辛巴项目激励计划中的一些潜在问题。该计划实际上相当于为长老阻止猎狮投保——就像西方人为防止汽车事故投保一样。与所有保单一样，辛巴项目也面临着战略挑战。本章探讨了两大难题，描述了萨姆森和卢卡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
 
  保险欺诈
 
  如果你认为保险欺诈是西方社会的独创，那不妨重新思考一下接下来的情况。肯尼亚的长老们即将获得狮子保险，而萨姆森则担心发生保险欺诈。他意识到，该项目的最大难点是确保长老如实报告事件。如果他们利用保险投机，辛巴项目就会以失败告终。
 
  设想一下，一位长老有一头病牛。辛巴项目实施后，这个长老可能想让“投保”的病牛进入狮子的领地。当然，狮子会杀死这头倒霉的牛，长老就能以合法事件的名义要求补偿。将此场景看作另一棵博弈树，玩家依然是长老。长老有两种选择：（1）让牛自然死亡，得不到补偿；（2）让牛靠近狮子，希望它受到攻击，从而获得补偿。
 
  保险欺诈五花八门，解决方案数不胜数。你可能还记得《黑道家族》中的一集《谁干的》，托尼心爱的跛脚赛马派欧迈死于一场神秘的火灾。[image: ]托尼花了很长时间才查明，派欧迈的共有者拉尔菲是罪魁祸首。拉尔菲琢磨着，眼下派欧迈死了比活着更值钱。为获得保险赔偿，他指使纵火犯烧了马厩和赛马。对这种行为，托尼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他立即驱车到拉尔菲家中与他对峙，然后徒手干掉了他。
 
  卢卡和萨姆森的解决方案远没有托尼那么极端，他们的方案包括预防欺诈的强制机制。第二天，萨姆森接到报案电话，邀请我们一同前往，我和朋友目睹了他们的解决过程。途中，萨姆森告诉我们，他和卢卡在信托基金中创建了一个名为“核查员”的团队。就像车险理算员一样，核查员负责监督28万英亩[image: ]的库库牧场，评估部族提出的索赔是否合理。
 
  我们驶入马赛人的泥屋聚居地——博马，一名骑摩托的核查员将车停到我们旁边。一行人朝长老走去，他正在家门口焦急地等待。核查员询问长老事件经过，在长老回答时做了笔录。之后，长老带我们来到山羊被猎杀的现场。核查员只需几分钟就能确认事实。他相信长老说的是实话——几只鬣狗袭击了山羊，现场的爪印和其他印记是明显的证据。萨姆森说，这些核查员训练有素，能在几秒内准确分析索赔的真实性。
 
  然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核查员用一部支持GPS的智能手机拍摄了现场照片和视频。萨姆森说，证据已被自动标记，上传到数据库，以便进行项目整体的统计分析。对于这起特殊案件，核查员的分析和结论很明确：山羊离聚居地博马很近，索赔是合理的。即便如此，他也将申请信息输入数据库，以便团队在正式批准之前深入分析。在离开时，他递给长老一张报销凭据。萨姆森告诉我，在项目启动时，审核严格的消息就已四处传开，长老们很快意识到，报假案骗不了核查员。
 
  道德风险：为什么要修补栅栏？
 
  保险欺诈问题得以解决，卢卡和萨姆森还面临第二个难题，即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风险”。该理论认为，只要能为自己的汽车或房屋等物品投保，人们就缺乏确保其安全的动机。比如，如果你没有购买防盗险，有人偷了你的车，你会失去它的全部价值，因此你有很强的防盗动机。相较于投保的车主，没投保的车主更有可能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比如安装方向盘锁。如果你买了保险，被盗虽然令人不快，但至少你能通过保险拿回大部分钱，失窃的打击会大大减轻。尽管有违直觉，但最破旧的车（图22-1）往往有最周全的保护措施，因为它们根本不值得投保！
 
   
   [image: ] 
   图22-1 这辆锈迹斑斑、破旧不堪的车安装了方向盘锁，你能猜出原因吗？停车场里其他车都没有方向盘锁
 
  
 
  辛巴项目实施后，萨姆森认识到，马赛人容易发生道德风险问题。当我们走向汽车时，他告诉我们，为防止野兽袭击，聚居地周围安装了荆棘做成的栅栏。栅栏里面还有一道栅栏，牲畜处在两道栅栏的保护中。整个部落需要花大力气不断维护这些栅栏。
 
  一开始，卢卡和萨姆森担心，如果牲畜有了保险，长老们就没有保护它们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购买“方向盘锁”的需求。当然，他们仍希望夜里不会遭到狮子的偷袭，但栅栏的维护压力可能要小得多。不同于对报假案的担忧，说服长老保护好投保的牲畜并非为了预防欺诈。从项目的角度看，粗心大意和安全疏忽有不良结果，会造成保险赔偿。
 
  为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卢卡和萨姆森设计的辛巴项目明确规定了博马栅栏的标准。根据项目要求，栅栏高度必须在2.5米以上，有厚实的覆盖物，不得出现野兽可钻入的缺口，还要有一扇安全坚固的大门。信托基金会聘请马赛专家，向长老传授更先进的放牧策略和栅栏建造技术。核查员除了在接到报案时做笔录和现场勘察，还负责检查博马的建造。如果他们确定博马维护不当，或者当事人在放牧时不遵照辛巴项目的标准，考虑到问题的严重程度，长老获得的赔偿可能会减少。
 
  为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辛巴项目提供了三类补偿。[image: ]第一类补偿最高，牲畜在当事人按规定放牧时或在安全的博马栅栏中受到攻击。在此类情况下，每损失一头牲畜，长老将获得市场价值70%的补偿。像车险一样，长老没有得到全额补偿。为保留规避此类事件的动机，大多数保单都有免赔额，辛巴项目的补偿也模仿了该做法。另外两种递减补偿涉及放牧问题或博马安全问题。
 
   
   要点
 
   别太天真——保险会削弱谨慎的动机。
 
  
 
   
   	 “The Sopranos'：Whoever Did This，”aired November 10，2002，IMDb, accessed April 24，2022, htps://www.imdb.com/title/tt0705295/。
 
 
   	 1英亩≈ 4 046.856平方米。——编者注
 
 
   	 Maasai Wildesness Conservation Trust, “Predator Protection-Creating Harmony be-tween Wildlife and Community，”accessed December 8，2020，herp://maasaiwilderness.orgl programs/predator protection/。
 
 
  
   
  
  第二十三章
 改写勇士的故事
 
   
   一位长老回忆道：
 
   成为一名勇士既令人兴奋，也很有趣；勇士有很多特权，也要承担很多责任。那段日子一点儿都不轻松，但很多人都将它视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要成为勇士，必须表现出勇敢：我们必须在整个部落面前接受割礼，不能退缩或眯起眼睛，不能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倘若连这种可以承受的痛苦都受不了，又怎能说服长老，让他们相信我们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牲畜和部落？
 
  
 
  马赛男孩从小就接受训练，不仅要学习猎杀猛兽，还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痛苦，这样他们在15岁接受割礼时就不会哭泣。在割礼仪式上，男孩们坐成一排，面无表情地看着执行人依次为他们实施割礼。哭泣或任何痛苦的表现都被视为软弱和部落的耻辱。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焦点是长老以及改变其回报的方式。勇士们对这个项目是什么反应？他们会袖手旁观，任传统销声匿迹吗？许多肯尼亚人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但马赛人仍自豪地按照祖先的传统构建自己的社会。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过着定居生活，但仍自认为是半游牧的牧民，每个马赛人都要履行传统角色的职责。妇女负责抚养孩子，照看羊群，做各种家务。马赛人是典型的父权社会，与他们接触后你很快就会发现，其性别角色与西方世界不同。
 
  我和朋友拜访马赛人的小屋。男人负责接待，女人将行李拉进屋里。总的来说，女人干的活比男人多。年轻勇士的职责是保护部落免受野兽和敌人的袭击。管理部落的长老都是退役的勇士，他们对这种角色深感自豪。勇士的传统很悠久，这种自豪感根深蒂固。
 
  萨姆森向我们讲述了猎狮是如何成为成年仪式的。他还告诉我们，要成为马赛勇士必须为部落做出贡献。萨姆森的一位朋友说：“我们现在属于一个成年人群体，与同伴一起承担责任。我们要遵守严格的规则。我们不能在家里吃肉，必须和其他勇士一起去丛林打猎——家里的肉是给家人吃的，我们不能吃。我们不能饮酒或服用任何药物：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拯救牲畜，保护部落。”作为成熟的勇士，这些年轻人为肩负部落的重任而自豪。到了30岁左右，他们就娶妻成家，成为长老。
 
  身为勇士，萨姆森很快意识到，如何激励勇士们加入辛巴项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卢卡和萨姆森预测，经济激励会让长老摆脱传统，但勇士没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动力，他们的成年仪式仍是用长矛猎杀狮子。
 
  辛巴项目不仅要为长老的牲畜损失提供补偿，还要为改变勇士的传统提供激励。为实现目标，项目组建了“辛巴侦察队”。核查员负责处理索赔，辛巴侦察队则负责与勇士传统完全对立的任务：保护狮子。侦察队由资深勇士组成，其中一些人有丰富的猎狮经验。信托基金会通过教育实现这一转变：无论年轻还是年长，勇士们都认识到拯救狮子的重要性。经验丰富的年长勇士协助信托基金会教育年轻勇士，他们开始逐渐转变传统观念。许多年长的勇士曾目睹朋友在猎狮中丧命，新的生活方式既能保留勇士传统又能挽救生命，他们愿意接受。辛巴侦察队重新定义了马赛勇士的核心价值——勇敢。勇敢不是猎杀狮子，而是保护它们，防止不必要的死亡，营造勇士和狮子的共生环境。辛巴侦察队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向牧民通报附近狮子的位置，防止牲畜损失。
 
  通过改变叙事，辛巴项目创造了另一种成人仪式，勇士们仍可以因自己的传统角色而自豪。新的激励改写了故事，逐步扭转了局面。渐渐地，申请加入辛巴侦察队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知道，这是勇士应该承担的责任。成为其中的一员，既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又能继承马赛传统。
 
  在肯尼亚，我认识了辛巴侦察队队长，得以见证他们的行动。23岁的戴维·卡奈是一位马赛勇士，他身材魁梧、富有魅力。一天早晨，他邀请我们跟他的侦察队一起上山寻找狮子（图22-2）。同行的有6名队员，都穿着马赛传统服装。我们朝吉普车走去。旧车轮胎制成的凉鞋摩擦着地面，长矛在手，皮带上锋利的刀子叮当作响。队员们很高兴有人做伴，向我们展示了投掷长矛的高超技能（还取笑我笨拙的尝试）。
 
   
   [image: ] 
   图22-2 辛巴侦察队队长戴维和队员约瑟夫在寻找狮子
 
  
 
  吉普车向山上驶去，戴维和队员向我们简要说明了工作计划及行动步骤。一到那里，我们就下了车，他们一改轻松的态度，迅速组好队形，警惕地侦察周边地区。戴维说，辛巴侦察队的部分工作是借助特殊的追踪项圈监测当地狮子的动向。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根天线，这根天线可以探测到附近狮子所戴项圈发出的信号。这项落后的技术可以帮助侦察队定位狮子，虽然结果不太精准。掌握了狮子的大致动向和习性，侦察队就能保护狮群和马赛人。人类和野生动物不期而遇往往会造成牲畜死亡，他们的工作目标是减少这种冲突。侦察队利用搜集的数据向牧民通报狮子的位置，这样，牧民就可以在冲突发生之前转移牲畜。
 
  我们进入大山深处，仍没有发现狮子。戴维告诉我们，狮子就躲在附近，观察着我们。侦察队跟踪狮子的足迹，发现了几小时前它们吃过的斑马的残骸。尽管没有遇见狮子，但这一上午还是有收获的。侦察队探明了狮子的位置，立即警告附近的牧民远离该地区，防止冲突的发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卢卡和萨姆森对激励的理解契合辛巴项目的初衷，项目最终获得了成功。我们之前提到，在项目开始时，库库牧场大约有10头狮子，10年后增加到65头。考虑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是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达到的最大数量。
 
  传统在马赛部落中发生了演变。当牲畜受到攻击时，长老们不再召集勇士。马赛男孩不再以猎狮为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狮子的数量逐渐增长，马赛人和卢卡对此结果感到欣慰。辛巴项目成功地将有害的传统转变为有益的行动：激励改写了故事。
 
  虽然我们对辛巴项目的成功很感兴趣，但这并非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肯尼亚的原因。我们的目标是，利用从辛巴项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设计激励计划，改变马赛部落的可怕传统：女性割礼。
 
   
   要点
 
   利用激励构建新的传统。
 
  
   
  
  第二十四章
 改变女性割礼背后的经济学
 
  露西永生难忘的一夜
 
   
   站在那儿的是我母亲，还有3个女人。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把弯曲的长刀片，上面满是血锈。握着它的那只手苍老、干瘪却又坚定。我连连后退，目光无法从那只手和刀片上移开。我快要退到门口了，能听到孩子们在博马外面嬉笑打闹的声音。这时，我撞到堵在门口的姨妈身上，她是其中的一位，是我最爱的亲人。她毫无妥协之意。另一个女人抓住我的胳膊，我动弹不得。我被推倒在坚硬的泥地上，姨妈过来帮忙。执行割礼的人走过来，后面跟着我的母亲。我望着母亲，百般恳求。她是我母亲，她会保护我的，对吧？母亲的眼神悲伤却坚定，她说：“必须做。”话音刚落，她们就动手了——我发出惨叫。
 
  
 
  露西·纳肖讲述了她9岁时的噩梦。她流了近一个月的血，度过了许多痛苦的不眠之夜。出血停止后，家人立即将她嫁给一个40岁的马赛男人，他已经有两个妻子了。
 
  据估计，在肯尼亚及其邻国坦桑尼亚的马赛部落中，大多数妇女都遭受过割礼。[image: ]女孩的割礼年龄通常在12～15岁。马赛男孩的成人仪式是猎狮，马赛女孩的成人仪式则是割礼。
 
  每年，成千上万不幸的女孩都要经历露西的噩梦：女性生殖器残割术（FGM）。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出于非医疗原因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或对其造成其他伤害的行为。”[image: ]事实上，禁止女性割礼对肯尼亚政府来说是有益的。2011年，肯尼亚与非洲其他国家共同宣布禁止女性割礼。肯尼亚42个部落中的5个部落有女性割礼传统，这个传统在马赛人中最为普遍。
 
  改变对露西来说为时已晚，但对每年遭受割礼的数千名马赛女孩来说还不算晚。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西方富人擅自干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例子。人们经常将女性割礼与强奸少女罪相提并论。割礼必须被制止，很多人都在为此努力。我们不能也不应漠视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仅仅将其视为无法理解的文化的一部分。
 
  你可能会想，男婴割礼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为什么要强烈抵制女性割礼。而且我们说过，马赛男孩也要在10～15岁接受割礼。[image: ]我们没有为男性割礼辩护，只是强调女性割礼在很多方面与之截然不同。男性割礼很少导致并发症，但女性割礼是现代社会最持久、最普遍、最无声的人权侵犯行为，受害者终其一生都要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还会导致辍学、未成年婚姻和计划生育失败等后果。由于部分阴蒂和大部分阴唇被割掉，许多女孩因并发症被迫辍学数月。她们永远无法享受性生活的快感，会反复出现感染，还会出现尿失禁。因疤痕导致的分娩并发症也是危及母亲和婴儿生命的严重问题。
 
  女性割礼的健康危害这么多，它是怎么成为一种传统的？这得从很久以前说起。过去，马赛男人外出狩猎或保护部落，离家时间长达一年，回来后发现妻子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明了女性割礼。女性割礼让妻子无法享受性生活，从而减少了不忠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为一种传统，成为女性成年和结婚的必备仪式。
 
  为改变马赛的女性割礼传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采取了教育和法律诉讼手段。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在2011年立法禁止女性割礼之前，肯尼亚开展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活动，但收效甚微，无力撼动社会规范。[image: ]教育可能会偶尔说服母亲，让女儿免受割礼，但他们的家庭可能会遭到部落的排斥。为了实现长期变革，必须改变社会规范。教育带来的改变太慢了，无法让女孩摆脱痛苦，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我和我的团队（亚历山大·卡佩伦、艾莱特·格尼茨、兰维格·法尔克和伯蒂尔·通戈登）提出了一种基于激励的新方法来废除女性割礼。
 
  女性割礼具有经济意义。如果新娘实施过割礼，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就更高；父母会得到更多彩礼（更多的牛），女孩也能找到地位较高的丈夫。[image: ]面对这些经济刺激和传统的巨大社会压力，大多数马赛父母愿意以女儿的健康为代价去冒险，即使母亲本人有过同样悲惨的命运。
 
  哪怕危害再大，也很难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当传统还涉及经济利益时，改变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我们在前几章看到，马赛的其他传统已经消失，这表明改变是可能的。辛巴项目利用经济激励改变了猎狮传统，它的成功让我们对破除女性割礼的陋习持乐观态度。我们的问题是：能否利用经济激励帮助马赛人废除女性割礼？我们的团队正在进行干预，目标是改变对决策者的激励，创造一种废除女性割礼的经济激励。
 
  干预提案
 
  要了解我们如何设计干预，首先要将目前的激励可视化，激励过程显示在图24-1的博弈树中。博弈树中的决策者是母亲，因为母亲是马赛女性割礼的实施者，女儿是否接受割礼母亲说了算。如果母亲决定不这么做，她的女儿可能找不到地位较高的丈夫，娘家也得不到丰厚的彩礼，女儿还可能遭到同龄人的排斥（图24-1博弈树中的结果1）。相反，如果母亲决定为女儿实施割礼，她嫁给地位较高的丈夫、获得丰厚彩礼的可能性就更大，在部落中的地位也更稳固（图24-1博弈树中的结果2）。结果2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优于结果1，因此母亲会随大溜，让女儿接受割礼。
 
   
   [image: ] 
   图24-1 激励提案之前的女性割礼决策
 
  
 
  在改变母亲行为的过程中，哪个环节的激励最有效？如何利用激励改变结果，促使母亲选择割礼的替代方案？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激励的力度要大，还要具备可扩展性，因为我们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预算，说服赞助机构在其他部落实施激励。
 
  与部落成员（包括萨姆森和卢卡）多次探讨后，我们了解到马赛父母希望女儿读高中。但目前大多数马赛女孩的处境是，14岁小学毕业就实施了割礼，然后嫁人。可悲的是，2011年的法律无意中降低了割礼的年龄，因为女孩年龄越小越不懂法，她们不知道割礼是违法的，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抵制割礼的可能性更小。[image: ]许多女孩15岁就已成家，怀上了第一个孩子。
 
  然而，少数幸运的女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无论是否实施割礼，高中毕业的马赛女孩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读高中的女孩很少，因为马赛没有高中。要读高中，她们就得去较远的寄宿学校。对大多数马赛家庭来说，寄宿学校的费用太高（每年2 000美元）。与接受割礼、走入婚姻的同龄人相比，少数高中毕业的女孩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受过教育的马赛女孩在18岁回到部落，能找到高薪工作。许多人成为教师或护士，这在部落中是令人向往的职业。这些女孩思想独立，受过的教育足以让她们对女性割礼说“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否实施割礼，高中毕业的马赛女孩在婚姻市场上都有更高的价值。
 
  受辛巴项目成功的启发，我们利用补偿策略来改变割礼传统。我们的激励计划很简单：只要不实施割礼，我们将支付女孩的高中学费。在马赛学校开学之前，我们将对符合条件的女孩进行健康检查。如果体检证实这些女孩没有被实施割礼，我们将支付她们下一年的高中学费。健康检查每年进行一次，直到女孩高中毕业。那时她们已拥有独立的思想，获得了足够的教育抵制女性割礼。
 
  根据我们的激励计划，如果母亲没有对女儿实施割礼，团队将支付女孩的高中学费。现在，割礼的替代方案对母亲们的吸引力更大——她们有强烈的动机不为女儿实施割礼。FGM项目确保，母亲拒绝割礼仍能获得丰厚的彩礼，女儿还可以保持健康，接受高中教育，拥有美好的职业前景（图24-2博弈树中的结果3）。女儿也将继续被同龄人接纳，因为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在部落中是受到高度尊重的。相比之下，是否实施过割礼就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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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2 激励提案下的女性割礼决策
 
  
 
  废除猎狮传统由旅游业收入来补偿，但废除女性割礼不能给部落带来直接、明显的经济效益。就像吸烟和锻炼的案例一样，在获得最终回报之前，需要做出长期承诺。激励成功不仅能让未来的马赛女性拥有幸福和健康，还能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激励提案的意义远远超过废除女性割礼：教育赋予女性自主权，让她们拥有自己的收入来源，长期来看，会对整个部落产生积极影响。
 
  方法：我们的计划
 
  我们照例要检验激励计划的有效性。我们打算进行一项现场实验，也称随机对照实验（RCT），比较实验组（受激励女孩）和对照组（未受激励女孩）的结果。现场实验可以量化激励效果，并将其成本效益与其他方法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
 
  获得研究许可后，第一步是征得女孩及其父母的同意。所有11～14岁的马赛女孩都有资格参加这项研究，因为她们遭受割礼的风险最高。在征得同意后，我们计划在22所参与实验的学校中进行健康检查。是否实施过割礼是健康检查的一部分，团队护士将记录每个女孩的情况。
 
  第二步是将11所学校随机分配到对照组，该组的女孩及其家人不会受到激励。将另外11所学校分配到实施激励的实验组。我们将激励措施告诉实验组的女孩及其家人：未接受割礼的女孩会在下一学年的高中阶段获得奖学金。我们希望，对激励的预期能说服那些还有几年才能上高中的女孩家人拒绝割礼。我们打算每年到村里进行一次体检，持续时间为6年。
 
  预期问题
 
  与辛巴项目一样，为避免出现潜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出预测。我们确定了激励提案中最令人担忧的三大难题，并寻求它们的解决方案：同侪压力，社会规范，马赛男人。
 
  同侪压力。在大多数女性都实施割礼的情况下，未实施割礼的女性处境很艰难。族人将这些被排挤的女性视为“女孩”，没人重视她们的意见。[image: ]有些女性甚至称她们是“不适合结婚的妓女”。受人排斥对马赛人来说尤为痛苦，因为他们非常看重群体归属感。
 
  为消除未受割礼的女性承受的同侪压力，FGM项目涵盖了部落中大部分女孩。在项目涉及的学校，预计所有11～14岁的女孩（约1 200名）都将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是消除助长女性割礼的同侪压力。
 
  社会规范。怎样才能阻止母亲为初中毕业的女儿实施割礼？证据表明，许多高中毕业的女生未实施割礼，但在村里的婚姻市场上炙手可热。此外，肯尼亚的寄宿学校公开谴责女性割礼，教师会告诉学生割礼的健康危害和相关风险。受过4年高中教育的女孩，明白自己的权利和女性割礼的风险，如果父母在她18岁时想为她实施割礼，她抵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马赛女孩年满18岁，家人就不能再胁迫她。女性割礼干预旨在让她们安全无恙地成长到18岁。
 
  如今，马赛男孩的成人礼是加入辛巴侦察队。同样，FGM项目将马赛女孩的成人礼转变为完成高中教育。我们相信，它会产生长期影响，促使社会规范朝积极的方向转变。这些高中毕业的女孩不再为自己的女儿实施割礼，从而打破有害的传统怪圈，创造出赋予女性权力的传统。
 
  马赛男人。马赛人的传统观念很强，你或许想了解马赛男人在FGM项目中的反应。尽管马赛人是父权社会，但是否实施女性割礼完全由母亲决定。马赛男人更愿选择受过割礼的女子为妻，主要是希望她被部落接纳。
 
  马赛男人愿意娶未受割礼的女孩吗？面对我们的提问，他们的回答有点儿矛盾。一方面，他们确实希望妻子能享受性生活，免受割礼带来的病痛折磨。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关心妻子在村里的社会地位。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马赛男人更愿选择一个受过割礼的女人，因为她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被部落接纳。
 
  FGM项目解决了这个两难困境，马赛男人更容易做出选择，从而改变动机。受过教育的女性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因此无论是否实施割礼，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FGM项目让马赛男人二者兼得：娶一个受过高中教育、未受割礼的女性，她拥有健康的身体，可以享受性生活，还能在部落中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两个可能的未来
 
  我们的激励计划已纳入上述提案，目前正在申请资金和研究许可，以便在未来几年内进行实验。如果它的重要性还未引发你的共鸣，那就忘掉博弈树和文字框，来肯尼亚认识一下南吉尼（图24-3）。她在家中5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时刻都想逃离吵闹的生活。学校是她的避风港。她小小年纪已懂得助人为乐，立志成为一名护士。设想一下她的两个未来：经过我们的干预和未经我们的干预。
 
   
   [image: ] 
   图24-3 南吉尼
 
  
 
  FGM项目即将启动。肯尼亚的合作伙伴满怀希望，正与我们携手共进。我们希望通过激励改变南吉尼和成千上万马赛女孩的人生。
 
   
   要点
 
   在设计激励措施时，尽可能让多方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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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
 协商信号：将激励运用到谈判中
 
  [image: w7]
 
  你刚在圣迭戈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正神游于美丽的拉霍亚海滩，虽然你人还在芝加哥。动身前还有一些家务事要处理，头等大事是尽快卖掉房子。你在海德公园有一套漂亮的灰石宅邸，是2012年买的。这些年房子升值了，但因为它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翻修房屋，很难估计其确切价值。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你认为它的合理售价是75万～80万美元。
 
  你花了几周时间清理多年的垃圾。最后，房子被收拾干净，可以对外展示了。8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也就是你的“业主开放日”，你在爽朗的清晨走出家门——面带微笑，充满自信。开放后一小时，有几个人路过，四处看了看，礼貌地问了些问题就走了——显然不是诚心想买。开放后两小时，一位自称珍妮弗的年轻女子走进来。你把她带到桌子前，她放下皮包热情地告诉你，在看房的路上她偶遇了一个很棒的农贸市场。你笑了。过去12年，你每周六早上都会去街角的农贸市场，它是你喜欢这个社区最主要的原因。你希望珍妮弗会像喜欢农贸市场一样喜欢这所房子。
 
  她查看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你能感受到她的兴奋——在圣迭戈海边的小公寓看到外景时，你也同样兴奋。当参观结束后，珍妮弗告诉你，她觉得这所房子很适合她，她很感兴趣。
 
  你们准备谈判了。你想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珍妮弗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入。如何开启谈判？首先，你应牢记房子的最低售价，也就是“底价”——对你而言是75万美元。当然，你想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像许多谈判一样，你不知道对方（珍妮弗）最高愿意出多少。
 
  假设协议达成，这种谈判被称为“零和博弈”。也就是说，这笔交易的利润是固定的：你的损失正是珍妮弗的收益。当然，你想分得更大的那块蛋糕。
 
  在售房之前，你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房子的报价是多少？你可能会认为首次报价没那么重要。我会让你相信，事实正好相反，它很重要。你的报价应大胆且合理。通过报价，你可以向买家传递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些信号可能影响买家的后续行为。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研究影响首次报价信号价值的4个行为原则：锚定与调整不足、对比效应、价格传递质量信号和互惠原则。我将通过示例描述这些原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你将了解到，在谈判中，高明的首次报价会给你带来优势，更妙的是，你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第二十五章
 锚定与调整不足
 
  锚定效应意味着买方对相关物品价值的感知受谈判的影响。就你的房子而言，珍妮弗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与你最初的信号（首次报价）呈正相关。
 
  锚定效应的著名例子来自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1974年的经典实验：他们先让受试者旋转“幸运轮盘”，得到一个随机数字。然后问他们，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比例高于还是低于该数字。受试者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占比是多少？”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答案。有趣的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发现：受试者的猜测与从旋转轮盘中获得的数字显著相关。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获得高锚点（从幸运轮盘中得到较大数字）的人比获得低锚点的人给出的答案要高得多，尽管受试者都认为，幸运轮盘的结果与联合国中非洲国家的数量没有任何关系。简单地说，从幸运轮盘中得到的数字越大，猜测的比例就越高。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将这一现象称为锚定效应。[image: ]
 
  我是专家，我不会上当！
 
  专家不会被首次报价锚定吧？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实验者检验了锚定对专家的影响。[image: ]那是1983年，最低利率约为11%，实验者让一组金融经理估算半年后的最低利率。答案均值为10.9%。实验者问了另一组经理同样的问题，但方式略有不同。他们首先让经理预测半年后最低利率高于还是低于8%，然后让他们估计利率。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均值是10.5%。
 
  第二组专家给出了较低的预测，因为其估值基于给定的8%。8%是实验者传递的预期未来利率的信号。受试者预计半年后的最低利率不会比目前的11%低太多，于是上调了预测值，但上调的幅度不够大，因为他们的预测仍受8%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与调整不足。
 
  同样，尽管房地产经纪人是专家，但他们很可能会像珍妮弗一样，根据你的要价（首次报价）来估计你的底价。你给珍妮弗的是初始报价，她可能知道你的要价略高，会下调该报价。然而，她会将你的报价作为信号，该信号表明你期望的价格比她之前估计的要高，她的调整可能是不够的。结果怎样？她对你底价的估计会接近你的首次报价。
 
  现实中是否存在锚定效应？
 
  实验者要求亚利桑那州的房地产经纪人根据大量书面信息、房产实地考察和挂牌价评估亚利桑那州实际在售房产的价值。[image: ]除了作为锚点的挂牌价，经纪人得到的信息都一样。在实验结束后的采访中，所有经纪人都说挂牌价对其评估没有影响。也就是说，经纪人表示，他们没有将要价当成信号——结果并非如此。
 
  收到较低挂牌价的受试者评估的房产价值明显低于收到较高挂牌价的受试者。即使他们能获取所有信息，挂牌价也起到了信号作用。锚定对外行和专家都有信号价值：房地产经纪人每天都在估算房产价值，但他们仍会受锚定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与珍妮弗的谈判中。根据刚才讨论的实验结果，你预计珍妮弗会受锚定的影响。如果你的要价基本上设定了谈判的锚点，你就向珍妮弗传递出你的期望值，她会估计你的底价，但她的估计会接近你的要价。如果你的首次要价较高，珍妮弗的估计将偏向这个价格，给出较高的还价。
 
  但首次报价应该多高？请记住，你的报价应尽可能高，但不能高得离谱。如果报价200万美元，你传递的信号是你的期望不现实，或者你不懂行情。珍妮弗可能会礼貌地说声谢谢，然后迅速离开。你的首次报价应该能给人希望：既要高到出乎买家的预料，也要合理到足以让买家有信心还价。
 
   
   要点
 
   你的首次报价会影响还价，一定要传递出你的期望值很高的信号。
 
  
 
   
   	 Ama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85，no.4157（1974）：1124-31.
 
 
   	 J. Edward Russo and Paul J. H. Schoemaker, Winning Decisiens Gering It Righe the Fint Timr（New York:Currency, 2001）。
 
 
   	 Gregory B. Northcraft and Margaret A. Neale, “Experts, Amateurs, and Real Estate An Anchoring-and-Adjustment Perspective on Property Pricing Decision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amam Decision Proces 39（1987）：84-97.
 
 
  
   
  
  第二十六章
 对比效应
 
  首次报价较高且合理，不仅可以锚定对方，还会让你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它能产生所谓的对比效应。为了阐明这一基本原则，我讲一则童年时从父母那儿听到的寓言故事。
 
   
   从前有个穷人，与母亲、妻子和6个孩子住在一间小屋里。穷人觉得这个家太吵、太拥挤，于是去询问拉比的意见。
 
   拉比坐在那儿，若有所思地捋着胡子，最后建议穷人把鸡鹅都带进小屋，和家人一起生活。穷人觉得这个建议很荒谬，但还是照做了。
 
   很快，穷人发现这一招儿适得其反。现在，除了家人的吵闹哭喊，还有鸡鹅的叫声。鸡鹅总是挡道，羽毛飞得到处都是。家里更乱了，空间更小了。于是，穷人又去找拉比。拉比又给他一个貌似荒谬的建议，让他把山羊也牵进小屋。在可怕的环境里生活了一周后，穷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拉比。这次，拉比的话像乐曲一样飘进穷人的耳朵——他建议把所有动物都赶出小屋。穷人欣然照办。
 
   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睡得很安稳。没有鸡鸣和鹅叫，空间也足够大。现在，穷人觉得只有家人的小屋既安静又宽敞。
 
  
 
  首次报价较高且给人希望（比如87.5万美元）不仅为珍妮弗设定了一个锚点，还是后续报价的参照点，最终成为成交价的参照点。这是一份持续送出的礼物。后面的谈判价格都会与你的首次报价进行比较和对比。我们将这种自动比较称为对比效应。
 
  演示对比效应的实验非常简单，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不需要在房间里塞满鸡和山羊。把你的左手放入冷水中，右手放入热水中。在水中停留一分钟左右，然后将双手浸入温水中。此时水温是多少？
 
  右手的感觉可能与左手不同。两只手都在同一桶水中，感觉却截然相反。之前浸在冷水中的左手感觉温暖，之前浸在热水中的右手感觉很凉。这种感觉很奇怪，虽然你知道此刻的水温，但大脑从两只手上收到了不同的信号。两只手感觉到不同的温差，它们向大脑发出的信号不是“水温23摄氏度”，而是“感觉较热（或较冷）”。
 
  经济学家认同的规则是，事物的价值独立于其参照群体。简言之，某个选择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与其无关的选择。但与这一规则相矛盾的是，人们从相对而非绝对的角度判断事物。在水温的例子中，水温并不取决于手之前的位置，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我们的手受到对比效应的影响，有不同的感觉。
 
  对比效应不仅限于心理物理实验，也常见于经济决策，与经济学家的预期不一致。通过控制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对大脑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做出有益的经济选择。
 
  为了在实践中证明对比效应，让我们看看另一个房产交易的例子。我们的朋友（称她朱莉娅吧）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我们会将刚入职的教师介绍给她。她诚实、耐心、人脉很广，不向买家施压。
 
  刚入职的教师在考虑购房时，通常会设定意向参数（面积、大小、价格等）。朱莉娅根据这些参数整理出市场上相关房屋的列表，并协调看房工作。新教师初来乍到，会在市区逛上几天，朱莉娅就抽出其中的一天，带他们参观在售的房子。朱莉娅已事先协调好了，他们会用一整天的时间集中看很多房子。
 
  马丁入职后，我目睹了朱莉娅的做法。马丁是我的朋友，我陪他一起参加朱莉娅安排的看房之旅。一个晴朗的春日早晨，我们仨驱车四处看房。马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位置，他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想在离大学较近的郊区找房子。
 
  我们看的第一栋房子比较旧，维护得不太好，租户是不善打理的学生。此外，房子的位置也不理想，离大学有点儿远，靠近嘈杂的高速公路。最重要的是，房子售价较高。当我们离开时，马丁看起来很沮丧。
 
  第二栋房子要好得多。周围很安静，有一个雅致的后院，打理得很好。朱莉娅说出报价，马丁立刻眉开眼笑，比第一栋还便宜！
 
  看到马丁的表情，我为他高兴。那一刻，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意识到，几年前朱莉娅带我看房时，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我和妻子打算在圣迭戈买第一套房子，朱莉娅一开始带我们看的房子也很糟糕。把马丁送回酒店，我反复琢磨：这是巧合吗？
 
  在驱车返回拉霍亚的途中，朱莉娅爽快地给出了答案，这根本不是巧合。她说，她有意将较差的房子安排在第一场。原因在于对比效应。简陋的房子设定了预期：它传递出一个信号——或许房产市场就是这样，房子又贵又不称心。相比之下，后面看的几栋要好得多，更容易获得买家的肯定。
 
  朱莉娅懂得如何策划信号，利用对比效应——她知道买家会将后面看的房子与最初糟糕的房子进行比较，相比之下，后面的房子显得光鲜亮丽。俗话说，幸福的秘诀是不要期望过高。
 
  当然，你无法控制珍妮弗安排的看房顺序，但仍可以利用对比效应。你知道要利用锚定效应给出首次报价，它传递出一个信号，表明你很看重这所房子，你的底价可能很高。所有后续报价都会与之做对比。首次报价较高（在珍妮弗看来是不利因素）会人为提高珍妮弗对后续报价的评估。将较低的后续报价与较高的首次报价进行比较之后，她更有可能接受后续报价。
 
  对比效应不仅影响珍妮弗的决定，还直接影响其满意度。一项针对本科生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现象。受试者获得以下信息：
 
   
   假设你是传播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正考虑在两家杂志社中选择一家，签订一年期的合同。
 
   （A）A杂志社年薪3.5万美元，但同等资历的员工年薪3.8万美元。
 
   （B）B杂志社年薪3.3万美元，但同等资历的员工年薪3万美元。
 
  
 
  实验者问其中一半学生：“你会选择哪家杂志社？”不出所料，84%的人选择了年薪较高的A。实验者问另一半学生：“在哪家杂志社工作会让你更开心？”答案很有趣。62%的学生选择了B：他们认为与同龄人相比，绝对工资较低但相对工资较高的工作更快乐。
 
  假设学生想挣更多的钱，通常的预测是，A选项多出2 000美元，他们应该更开心。同事工资的高低并不重要。这种逻辑错估了相对工资对满意度的重要性。
 
  满意度在你和珍妮弗的谈判中也很重要。想象一下，你们谈判的两种结局：在场景A中，你要价87.5万美元，经过一番谈判，以82.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在场景B中，你要价80万美元，且坚决拒绝还价，房子以80万美元成交。
 
  哪个场景会让珍妮弗更快乐？是砍下5万美元的场景A，还是与顽固卖家打交道的场景B？由于对比效应，珍妮弗在场景A中可能会更开心：她会将82.5万美元与87.5万美元的首次报价进行比较，感觉82.5万美元更划算。
 
   
   要点
 
   我们的大脑通过对比来评估价值。确保你的首次报价能为后续报价创造鲜明的对比。
 
  
   
  
  第二十七章
 价格传递质量信号
 
  高锚点传递第一个信号，随后的对比效应传递第二个信号。美国互动健身平台Peloton首席执行官约翰·福利在为健身自行车定价时，通过反复尝试发现了第三个信号。2018年，在接受雅虎网财经报道采访时，他回忆道：“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很久之前，Peloton自行车最初的定价是1 200美元。客户反馈说，才卖1 200美元，质量肯定很差。我们将价格提高到2 000美元，销量增加了。人们说：‘哦，这肯定是辆好车。’”[image: ]
 
  这个例子表明，消费者将价格作为质量的信号。与Peloton的客户一样，我们认为价格等同于质量。研究表明，消费者通常如此，相信价格越高质量越好。[image: ]
 
  思考这一情景：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想买一瓶好酒回家庆祝。平时，你喝的是20美元左右的葡萄酒，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你决定买50美元的葡萄酒。你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认为50美元的葡萄酒比20美元的更美味。
 
  以这件事的意义为出发点，2009年夏，我和艾莱特·格尼茨、多米尼克·洛加为加州蒂梅丘拉的酒庄老板乔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image: ]乔想为他的葡萄酒制定最优定价策略，征求我们的建议。我们很乐意借此机会帮助他。你有多少机会一边探讨定价策略一边享受美味的葡萄酒？
 
  在乔的酒庄，来宾可以品尝不同的葡萄酒，然后从中选择一款购买。顾客通常会到品酒区，按酒庄品尝、购买葡萄酒。我们实验中的葡萄酒是2005年的赤霞珠，“这是一款优质葡萄酒，散发着蓝莓派、黑加仑利口酒、洋槐花、铅笔屑和甜美的森林混合在一起的气息”。（不知道铅笔屑的味道来自哪里，一定是些落寞诗人品出来的。）乔将其标价为10美元，这款酒卖得很好。
 
  为了检验“价格等同于质量”的现象，我们在几周的时间内，将赤霞珠的价格分别定为10美元、20美元或40美元。每天，乔都会向来宾宣传这款酒。顾客走到品酒柜台前，从服务员那儿拿到一张宣传单，上面印有9款葡萄酒的名字，价格从8美元到60美元不等。顾客可以品尝其中的6款。与大多数酒庄一样，该列表按照葡萄酒口味“由淡到浓”排序，先是白葡萄酒，然后是红葡萄酒，最后是甜葡萄酒。顾客通常会选择排名靠后的葡萄酒，赤霞珠总是排在第7位。经过15～30分钟的品鉴，顾客决定是否购买。
 
  简单的价格变动结果让乔感到震惊。当定价20美元时，顾客购买赤霞珠的可能性比定价10美元时高出近50%。也就是说，涨价后人们更喜欢这款葡萄酒了。通过调价，乔将酒庄的总利润提高了11%。从此，乔不再凭猜测定价，而是先做实验。
 
  在与珍妮弗的谈判中，你已经通过高要价创造了这种关联。首次报价传递出高质量的信号。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首次报价较低，非常接近80万美元的底价，珍妮弗可能不会想“哇，这真是笔好买卖”，而是将这个低报价视为房子有问题的信号——这一带晚上不安全，地板有霉菌，阁楼里有一窝松鼠——她会展开丰富的想象。无论最终售价多少，低于预期的要价都可能让买家认为她高估了房子的价值。
 
  正如对比效应会影响满意度一样，价格会影响顾客的信念和期望，进而影响其主观体验。在乔的酒庄实验中，我们还做了一项调查，询问顾客对品尝的每款葡萄酒的喜爱程度。事实证明，我们对赤霞珠的定价越高，顾客的评价就越好。
 
  一项针对健身中心会员的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image: ]受试者在健身前和健身过程中都要喝能量饮料。第一组受试者被告知，该饮料是以2.89美元的正常价格购买的；第二组被告知，该饮料的正常价格为2.89美元，但作为机构交易的一部分，它是以0.89美元的折扣价购买的。锻炼后，受试者对运动强度和疲劳程度进行了评分。第二组受试者运动强度的评分明显低于第一组，而疲劳程度的评分则高于第一组。
 
  价格更贵意味着质量更好，满意度更高，该效应与你和珍妮弗的谈判有什么关系？让珍妮弗认为你的房子更贵可以改变她对自己底价的评估，甚至可以让她在成交时更开心。
 
   
   要点
 
   价格传递质量信号。确保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J. P. Mangalindan, “Peloton CEO:Sales Increased after We Raised Prices to $2,245 per Bike，”Yahool Finance, June 5, 2019，https://finance.yahoo.com/news/peloton-ceo-says-sales-increased-raised-prices-2245-exercise-bike-132256225.html.
 
 
   	 See, for example, Eitan Gerstner, “Do Higher Prices Signal Higher Qualityt，”Journal of Marketing Rrnarch 22（1985）：209-15 Joel Huber and Jahn MeCann, “The Impact of Inferential Beliefs on Product Evaluations，”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1982）：324-33：Akashay R. Rao and Kent B. Monroe, “The Effect of Price, Brand Name, and Stare Name on Buyers Perceptions of Product Quality:An Integrative Review，”Journal of Marketing Reearch 36（1989）：351-57
 
 
   	 Ayelet Gneezy, Uri Gneezy, and Dominique Laug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 of the Price-Quality Heuristic，”Journal of Marketing Resnerch 51, no.2（2014）：153-64.
 
 
   	 Baba Shiv, Ziv Carmon, and Dan Ariely, “Placebo Effects of Marketing Actions:Consumets May Get What They Pay Fot.”Journal of Marketing Rrearch 42（2005）：383-93.
 
 
  
   
  
  第二十八章
 互惠原则
 
  你的高要价锚定了珍妮弗，利用了对比效应，传递出高品质的信号。我探讨的最后一个心理因素是互惠——人类根深蒂固的礼尚往来天性。也就是说，我们有投桃报李的倾向。
 
  1974年，杨百翰大学的社会学家菲利普·孔兹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从电话簿中随机抽取了附近城镇的600人，给他们寄出圣诞贺卡。几周后，他收到200多张陌生人寄来的圣诞贺卡。原因何在？是互惠原则在起作用。[image: ]
 
  互惠原则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即使我们不认识或不喜欢对方，甚至其付出并非我们所愿，我们也感觉有回报的义务。一个著名的实验展现了互惠原则。受试者的任务是为画作打分，他们以为自己参加的是艺术鉴赏实验。他们与另一名“受试者”合作，后者是研究人员假扮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人员（我们称他为吉姆）离开几分钟，回来送给同伴一瓶可乐。在第二种情况下，吉姆只是离开几分钟，回来没带可乐。两人给画作评分后，吉姆要求同伴购买彩票。相较于没有获得可乐的受试者，获得免费可乐的受试者购买的彩票多出不止两倍。他们觉得欠了吉姆人情，便以更高的购买率回报他，尽管他们并没有要求喝可乐。
 
  成功的推销员一直使用互惠原则来提高销售额。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经典著作《影响力》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使最初的善举并非发自内心，而是为了获得回报刻意设计的，互惠原则也能引发好感。[image: ]西奥迪尼举了一个例子：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向路人赠送鲜花，然后立即要求对方捐款。
 
  互惠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与珍妮弗谈判时请牢记这一点。如果你的首次报价足够高，你就能通过假装做出大让步来“优惠”珍妮弗。比如，你的首次要价是87.5万美元。你不指望她会接受，但已埋下伏笔：你锚定了她，传递出一个信号——你认为自己的房子品质上乘，你知道所有后续报价都将与87.5万美元进行比较。珍妮弗还了价。由于首次报价很高，你可以做一次大让步，比如，降3万美元。你的二次报价为84.5万美元，仍高于底价，但比首次报价更具吸引力。你通过让步向珍妮弗展现了慷慨，现在轮到她回应了。这一信号可能也会影响珍妮弗的反应。3万美元的让步不会影响她对二次报价的评估，但和所有人一样，她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觉得有义务回报这一大笔“恩惠”。她更有可能接受第二次报价，或者给出一个对你更有利的还价。在谈判中，这种互惠被视为一种“公平”：我做出让步，然后你也做出让步。较高的首次报价创造了互惠游戏，为珍妮弗提供不断递减的优惠，直到她接受报价。如果你的首次报价为80万美元，你不但无法利用前三个信号，也无法利用第四个信号：你不可能做出大让步，珍妮弗也不会放弃她更低的还价。你们可能不欢而散——这不是一个好结局。
 
  我说过，你的报价应该“大胆且合理”，但到底怎样才算合理？如前所述，如果你的要价太高，把买家吓跑，所有的信号就会失效。你的要价应该让买家惊讶，但不至于让他们离开谈判桌。《理性谈判》的合著者玛格丽特·尼尔说，首次报价应该“虚张声势”。[image: ]
 
  我最喜欢的谈判策略案例来自儿子罗恩（就是引言中迪士尼案例中的罗恩）。当时他9岁，掉了一颗牙。虽然我和妻子知道他不再相信牙仙子，但还是像对待大女儿一样，扮演了这个角色。我提醒他睡前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问他觉得牙仙子会给他多少钱。他耸耸肩，穿上了睡衣。几个小时后，我的妻子，也就是牙仙子，拿着3美元走进他的卧室。她从罗恩的枕头下找到了牙齿以及下面的纸条，如图28-1所示。
 
  妻子把纸条拿给我看，我们哈哈大笑，一致认为儿子的创造力配得上他要求的20美元。他有能力给出一个完美的要价。如果他狮子大开口，我们可能会婉言拒绝，只给他最初的3美元。如果他要5美元，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多给2美元。他要20美元，我们大吃一惊，却仍有商量的余地。这个要价很高，但不至于让我们断然拒绝。结果，我儿子多赚了17美元。
 
   
   [image: ] 
   图28-1 激励牙仙子纸条
 
   ［图中的文字意为：亲爱的牙仙子，请至少给我20美元。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会加倍爱护牙齿。不然，我再也不相信你了。而且，不到周五我不刷牙！（对不起，牙洞。）］
 
  
 
  当然，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对“大胆且合理”有不同的诠释。如果你是中东集市的小贩，你的要价比底价高出好几倍，可能就会吓跑顾客。所以在中东使用这种售房策略，效果可能不理想。你最好以不超过预期售价20%的价格挂牌，否则会传递出你不靠谱的信号。在一些谈判空间较小的行业，高出1%可能就已经很离谱了。
 
  在本章中，我们重点探讨了首次报价决策的“科学”性。根据当前形势做出调整是一种谈判“艺术”，它需要精心准备、搜集数据，还要具备经验和直觉。记住这个有效的经验法则：如果对方还价（没发脾气，也没急着签合同），你最初的报价就不是太离谱。
 
   
   要点
 
   在谈判中考虑首次报价的信号价值。它可以帮助你锚定谈判，创造对比效应，提高感知价值，激发互惠行为。
 
  
 
   
   	 Phillip R Kunz and Michael Woolcott, “Season's Greetings:From My Status to Yours，”Social Science Reseanch 5（1976）：269-78.
 
 
   	 Robert B. Cialdini, Inffuence:Science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3）。
 
 
   	 Stanford GSB Staff, “Margaret Neale:Why You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in a Negosiation，”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eptember 1，2007，https://www.gsb stanford.edu/insights/margaret-neale-why-you-should-make-first-move-negotiation.
 
 
  
   
  
  结论
 从混合信号到清晰信号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我在由车库改造的办公室里写作，思考着疫情如何将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行为实验室。人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正是本书的主题。有些问题很现实，比如，能否利用激励提高疫苗接种率？如何控制激励传递的信号？其他问题则涉及道德层面，比如，即使可以使用激励并控制其信号，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吗？
 
  回到2021年春：疫苗即将投入使用。疫苗为这场战役争取到短暂的休战期，世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庆祝还为时过早——很多人不愿接种疫苗。各类机构都想知道如何激励人们接种疫苗。
 
  在推动激励方面，美国政府一马当先。2021年5月25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消息：各州可以将新冠病毒感染救助计划中的数十亿美元用于激励，激励形式包括彩票、现金支付和非货币福利，前提是它们能“适当”增加疫苗接种，且费用与预期的公共健康收益“比例合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出资数亿美元鼓励疫苗接种，许多私营公司纷纷效仿，趁机为接种疫苗的客户发放赠品，在鼓励疫苗接种的同时推广业务。无论人们对接种新冠疫苗的态度如何，对那些想了解激励作用的个人和组织来说，这都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纽约时报》记者萨拉·默沃斯探讨了首次使用的彩票激励。文章题为《想成为百万富翁？在俄亥俄州，你只需接种新冠疫苗，等待好运》。文章涉及俄亥俄州的一项激励计划——“接种疫苗得百万美元奖金”。该计划为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居民提供一张百万美元彩票。默沃斯采访了俄亥俄州某县卫生部门负责人杰克·佩珀，他描述了一度门可罗雀的乡村疫苗接种点的场景：“门口第一次排起了长队。之前，公务人员一直在为推广疫苗接种出谋划策，突然间他们忙得团团转……不管到哪儿都有人跟我开玩笑，‘嘿，我什么时候才能中百万美元大奖’？”[image: ]确实有人中了奖：第一个百万美元大奖得主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附近锡尔弗顿镇的阿比吉尔·布根斯克。恭喜！
 
  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万对项目结果很满意，他说：“我非常高兴……它带来了改变，可以说是巨变。”联邦政府得知此事，白宫新冠病毒感染顾问安迪·斯莱维特对州长不吝溢美之词：“迈克·德万破解了一个秘密……人们关注新冠病毒感染，也关注别的事情。”[image: ]其他州，如马里兰州、纽约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也采用了类似的计划。
 
  “破解激励的秘密”是好事。激励发挥了作用，人们意识到激励可以成为其工具箱的一部分，这让我很开心。“接种疫苗得百万美元奖金”固然有趣（你预感要出现转折词），但彩票激励是否有效的答案要复杂得多。德万注意到，在抽奖激励实施期间，疫苗接种从之前的每天1.5万次飙升到2.6万次，根据这些信息他得出结论，抽奖激励成功了。我们很容易识别该结论的漏洞：缺少未受激励的对照组，因此，彩票激励的作用并非独立存在。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在实施彩票激励时有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或者恰好在那时疫苗被批准用于12岁儿童，或者源于大量其他因素。没有对照组，我们就无法将彩票的影响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区分开来。现实世界很复杂。[image: ]
 
  德万的结论为时尚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观察的是彩票的即时效果，没有考虑激励的负面效应。现在，你对激励的负面效应已经很了解了。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例子。想象一个场景，一所医学院正在测试一种新疫苗，为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50美元奖金。要求签署的同意书上说，疫苗非常安全，已知的副作用很小。许多人会考虑参与这项有益的试验。事实上，这正是目前的医学研究方式。现在，想象同样的情景，不同的是，医学院给你的奖金不是50美元，而是5万美元，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可能是：“等等，不会有什么陷阱吧？”此时，强大的激励传递出一个信号，即研究人员可能隐瞒了信息。为了赚钱，我可能会参与试验，却不免忧心忡忡。百万美元的彩票奖励也可能引发类似的顾虑。对某些人，特别是那些怀疑疫苗和政府的人来说，巨额奖金不经意间传递了疫苗有问题的信号，否则，州政府怎么会出巨资让人们接种疫苗？
 
  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即使大家都不质疑彩票激励的目的，认为它合情合理，但从长远看，其负面效应也令人担忧。如果彩票在项目期间提高了疫苗接种率，那非常好。但彩票激励终止后，人们是否愿意接种疫苗？助推器的效果可能会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最好一开始就不提供彩票激励。
 
  激励的信号效果因人而异，新冠疫苗接种的案例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面对激励，人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需要激励就能完成特定任务的人。在疫苗接种案例中，他们是尊重科学的一群人，认为不接种疫苗的风险高于接种疫苗的风险。第二类人是无论提供什么激励，都不会执行任务的人。他们不相信科学或政府，认为比尔·盖茨在借助疫苗将微芯片植入毫无防备的无辜者体内。任何措施都不能激励他们接种疫苗，即使百万美元大奖也无济于事。第三类是持怀疑态度或困惑不解的人，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改变态度。这些人是你激励的对象，他们会寻找有助于决策的每一个信号。对他们来说，巨额奖励可能是一个负面信号，原因我们刚才已经探讨过。
 
  需要明确的是，问题不在于是否将彩票作为激励手段。思考另一类彩票的例子——在我看来，它比百万美元彩票更有效。2021年5月，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发起了“泽西夏日行动”，其中有个奖项是与州长及其夫人共进晚餐。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居民有资格参加抽奖。即使菲尔·墨菲很受欢迎，奖励的价值也显然低于100万美元。但这种激励效果更好，也更明智，因为它传递的信号是，州长高度关注疫苗接种情况，重视疫苗接种工作，愿意为提高疫苗接种率付出时间。企业也提供了有效的彩票激励。洛杉矶举办了一次抽奖活动，奖品是两张湖人队的季票，下周末接种疫苗的人有资格参加抽奖。门票由湖人队捐赠，他们获得了很好的公关形象。更重要的是，门票传递出信号，表明湖人队希望在观众的支持下重新开赛，因此需要观众接种疫苗。
 
  尽管百万美元的彩票激励能创造精彩的故事，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但我更喜欢某些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提供的“墨菲式”奖励，虽然这些奖励的面值较低。例如，新泽西州为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州立公园的免费门票。我喜欢这种激励，因为它关联了正确的信号。与湖人队的门票一样，这一激励措施告诉居民，重新开放的前提是人们接种了疫苗。只有接种疫苗才能安全行动，激励（免费的公园门票）与这件事直接相关。引用新泽西州公园和林业局局长约翰·塞西尔的话：“我们期待今年夏天能开放公园，真诚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免费机会，同时通过正确的行事来结束疫情。”[image: ]全美各地都采取了类似的激励措施，新泽西州的邻居纽约免费开放纽约市水族馆、纽约植物园，提供纽约市渡轮等的免费票。
 
  你可能会在居家隔离期间感受到当地商家的诉求——“想想当地的咖啡馆/餐馆/书店在疫情期间遭受的重创。为了支持它们，你需要接种疫苗，再次光顾”。我很喜欢这类信息，因为它将疫苗接种与商家的生意兴隆联系在一起，这是我最欣赏的激励方式。为鼓励疫苗接种，公共和私人组织将现金奖励与支持当地企业相结合。2020年5月底，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宣布，全程接种疫苗的居民将获得当地餐馆的一杯免费饮料。[image: ]州长说：“我们正尽一切努力激励你，如果你已经接种疫苗，欢迎来餐馆就餐。”康涅狄格州餐馆协会执行董事斯科特·多尔希指出：“这是在表达感谢。就好像说，感谢大家齐心协力支持行业复苏，也感谢大家接种疫苗。人们知道，接种疫苗有助于保护最脆弱的群体，让我们在今年夏天恢复正常营业。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这一天就不会到来。”[image: ]这是利用激励传递目标信号的方式。Krispy Kreme甜甜圈连锁店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理念，如果顾客出示疫苗接种卡，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光面原味甜甜圈。昔客堡也发起了“接种疫苗，得奶昔”活动。[image: ]很难想象这种激励会适得其反——它们是传递正确信号的明智激励。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的疫苗激励措施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鼓励接种的目标，同时不会伤害不接种的人。我之所以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企业将激励限定在“接种疫苗保护你和他人”的框架内，这么做是有代价的。这一信息暗指那些不接种疫苗的人不关心他人。我相信科学，相信人们应该接种疫苗，但利用激励将信念强加于人属于滑坡谬误。
 
  是否接受这种羞辱不是件小事。对许多公共和私人组织来说，疫苗接种非常重要，他们一贯持鲜明立场。有些组织推进了激励的边界，出台了变相的激励措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健康通行证”——餐厅、现场演出、健身房等场所要求出示证明。健康通行证使不愿接种疫苗的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从而起到促进接种的作用。未接种疫苗的人被要求每隔几天进行一次检测，或者被很多场所拒之门外。尽管这些规定源于对健康的关注，但也是一种负激励。
 
  当然，激励可以在某些时候转化为政策，比如强制接种疫苗。支持这一政策的理由很明确：人们去医院看病，不希望为自己治疗的医护人员没有接种疫苗；当乘坐飞机时，人们不想从未接种疫苗的空乘人员手中拿到椒盐脆饼；当学生进入教室时，他们不愿忧心忡忡，担心身边有未接种疫苗的教授或同学。尽管赞成的理由很明确，但是从法律和道德角度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image: ]
 
  类似的反对意见以前就有。强制使用安全带的规定在出台时也遭到了反对。丹尼尔·阿克曼在博客媒体“商业内幕”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20世纪80年代安全带规定的反对之声与最近新冠疫苗接种规定的反对之声进行了比较。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使用安全带在美国是自愿行为。1956年，仅2%的福特车主选择购买27美元的安全带，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安全带可以有效挽救生命。但在1983年，只有不到15%的美国人表示经常使用安全带。1984年，纽约率先颁布了强制使用安全带法案，其他州紧随其后。但是，正如阿克曼所说，这引发了公众的不满。1984年7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65%的美国人反对该法案。有人说，从汽车残骸中被甩出来比被困在里面更安全。与疫苗接种的情况一样，这些反对意见仅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就是错的。阿克曼还引用了道德层面的反对意见，1987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社论写道，“在美国，保护自由比通过立法规范生活更重要”。有人割断汽车安全带以示抗议，还有人在法庭上质疑安全带法案。他们对个人自由持强硬立场，称“不能把美国人绑在安全带上”。[image: ]
 
  像安全带案例一样，正因为面对巨大的挑战，只有规定强制接种疫苗才传递出一个坚定的信号。我记得我在童年时，汽车后座上根本没有安全带。你能想象现在还有这种汽车吗？通过各种努力，安全带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数据显示，如今90%以上的美国人经常使用安全带。正如阿克曼指出的，这种转变需要时间，需要公共服务和法律执行的助推，甚至需要汽车上的定期提醒。所有努力都是一种信号，表明使用安全带对挽救生命至关重要。立法者不会轻易强制执行此类法律。同样，汽车制造商也不会因取悦客户而给汽车添加恼人的噪声。他们的做法传递出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号，表明他们重视这一行为。改变安全带使用习惯用了几十年（安全带被发明后整整一个世纪才出台了强制法案），但改变疫苗接种行为可能会更快。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理解2021年7月拜登总统的行动呼吁。他敦促各州为新接种疫苗的人发放100美元奖励，因为“人们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那些本该活下来的人即将死去”。拜登总统指出：“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他没有就此止步——针对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颁布了更严格的安全政策，要求员工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否则就要接受强制性检测和戴口罩。他知道单独实施金钱激励的缺陷，并将其与更严格的措施捆绑在一起，以传递出更强的信息，表明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与安全带的例子一样，当激励措施与极端信息一致时，强制执行的整体效果会更好。[image: ]
 
  强制执行是极端措施，表明政府认为疫苗接种至关重要。我们已经从其他例子中了解到，这些强信号是有效的。思考一下强信号和税收的案例（改编自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的《助推》）。
 
   
   迄今为止，瑞典是世界上碳排放价格最高的国家，约130美元/吨。1991年开始征税时为28美元/吨，逐渐增至现在的水平。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比，瑞典的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3%，碳排放量减少27%。虽然税收提高了汽油价格，但相较于单独上涨汽油价格，碳排放税带来的行为改变更显著。我们从中得出一个普遍经验。如果人们理解某项税收是为了解决严峻的问题，其效果可能会比纯粹的经济激励更好。此时，人们可能会收到一个信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利在千秋的好事。大家愿意从善如流，即使这不符合经济利益。人类就是这样。[image: ]
 
  
 
  碳排放税明确了最终目标。税收传递出信号，表明政府的优先事项。
 
  另一个强信号的例子是一次性塑料购物袋的收费。以色列2017年出台的法规规定，大型零售商必须向顾客收取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费，这笔钱将用于环保基金。激励宣传语写道：“本法规的目的是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垃圾和对环境的破坏……包括对其销售额外收费……确保环境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预防并降低环境和健康危害，改善人民及后代的生活品质和环境质量。”[image: ]
 
  3美分的额外费用微乎其微，但发出的信号非常强烈。它传递的信息是：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就像瑞典的例子一样，其激励效果远胜于货币价值本身的预期效果。在法规实施的当年，食品连锁店顾客的塑料袋用量减少了80%。数据显示，2017年售出3.78亿个塑料袋，而法规实施之前的2016年为17.53亿个。节省的塑料袋总重为7 091吨。其他国家的数据显示，在此类法规通过后，类似的变化也发生了。
 
  为什么以色列的新法规如此成功？因为与之相关的信息很明确，从而增强了信号价值。法规有力地向人们宣告，一次性塑料袋危害环境，应避免使用。使用要付出一点儿代价，但我们的目的不是收费，而是保护环境。
 
  当遇到量子力学问题时，你会请教物理学家；当遇到根管治疗问题时，你会去看牙医；当汽车引擎失灵时，你会给维修师打电话。在这些情况下，你知道要咨询专家。有些问题只需少许专业知识和技能，你会尝试自己解决。我曾亲手建造过自家的露台，我的家人可以告诉你全部过程。在读了几篇文章、看了几段优兔视频后，我就动手了。相较于雇用专业人员，我耗费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关键是露台做得不怎么坚固。但我从那次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几年后，我请教了露台建造商，自建了第二个露台，结构更加牢固，对此我深感自豪。
 
  我想强调的是，解决问题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在设计激励措施时也是如此：当问题涉及行为改变时，你不应闭门造车，有效的方法是进行研究，同时向有经验的人学习。激励设计需要知识储备，虽然它不像理解弦理论那么困难，但知识和经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为你提供这样的帮助。
 
  感谢你阅读《混合信号》，希望你在阅读中获得的快乐与我写作时一样多。我很幸运，于我而言，思考激励及其塑造世界的方式既是爱好也是工作，这令我不胜欢喜。在研究中，我加深了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愿本书能激发你思考激励的意义，以及如何在生活中运用激励——无论是激励员工，还是激励孩子学习如厕。如果本书只能留下一条重要的建议，那就是：激励传递出信号，你要做的是确保这个信号与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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